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第十一版

洞察力报告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第十一版）由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竞争力和风险网络小组编制。

本报告所载或所据信息的来源真实可靠。不过，

本报告并未对此进行单独核实，也没有就任何第

三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明示或暗示的陈

述或保证。此外，本报告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建立

在特定假设的基础上，其内容可能与历史或当前

事实并不直接相关。本报告陈述的内容包含各种

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他不甚详尽

的诸多因素。为本报告内容做出贡献的公司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中运营，新的风险层出不穷。我们

提醒读者不要过分依赖报告中的内容。无论是否

出现新的信息和事件，为本报告内容做出贡献的

公司都没有义务公开修改或更新任何内容，也不

对任何人因为使用本报告信息所引致的任何损

失承担任何责任。

世界经济论坛

日内瓦

世界经济论坛®

© 2016 – 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未经世界经济论坛事先许可，严禁以

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电子、手工、复印等）

复制、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或将其储存在检

索系统中。

REF： 080116

本报告及其交互式数据平台参见

http://wef.ch/risks2016

世界经济论坛

91–93 route de la Capite
CH-1223 Cologny/Geneva 
Switzerland（瑞士）

电话：+41 (0) 22 869 1212
传真：+41 (0) 22 786 2744

contact@weforum.org
www.weforum.org



4.87

4.76

3.5 4.0 4.5 5.0 5.5

4.0

4.5

5.0

图1：2016年全球风险格局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按照从1到7的标准，对每一项全球风险的发生几率和影响力进行评分。1代表既不可能发生又不会产生影响的风险，而评分为7的风险则非常可能发生，且

伴有巨大和毁灭性的影响力。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图2：2016年全球风险关联图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选择3至6种趋势，并为每种趋势确定一项他们认为与之关联最紧密的风险。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

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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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016年全球风险

图3：2016年发生概率最大的全球风险（区域分布）

表B：2016年风险趋势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其所在地区防范最薄弱的三大全球风险。为方便阅读，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大洋洲地区由于受访人数过少，其调查数据不包括在内。

主要经济体资产泡沫 极端天气事件
（例如，洪水、风暴等）

城市规划不当

粮食危机

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传染性疾病迅速、大规模扩散

水资源危机

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大规模网络攻击

重大的数据欺诈 / 窃取事件

主要经济体通货紧缩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重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
（陆地或海洋）

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或不足

重大自然灾害
（例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磁暴等）

主要经济体财政危机

人为环境灾害
（例如，漏油、放射性污染等）

国家治理失败
（例如，法律失效、腐败、政治僵局等）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间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国家解体或危机（例如，国内冲突、军事政变、
国家治理失败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严重的结构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违法贸易（例如，非法资金流动、逃税、
贩卖人口、有组织犯罪等）

严重的能源价格波动（上升或下跌）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  人口老龄化

●  国际治理格局不断变化

●  气候变化

●  环境恶化

●  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

●  民族情绪与日俱增

●  社会日趋两极

●  慢性病增多

●  网络依赖性加剧

●  地理流动性加剧

●  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

●  权力更迭

●  城市化



图4：2016年风险趋势关联图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本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今后10年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最重要的三个趋势，并为每种趋势确定一项他们认为与之关联最紧密的风险。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B。为方便阅读，

所有全球风险的名称都采用了简化表述。欲知其完整名称及说明请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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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版《全球风险报告》的问世

正值时代发生巨变之时。全球风险以全

新而出人意料的方式显现出来。随着其

对个人、制度和经济体日益产生影响，各

种风险迫在眉睫。我们日渐频繁地目睹

了气候变化的威力，以及全世界范围内

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洪水和风暴施

虐现象。在世界许多地区，原本稳定的

社会正逐渐分化，而且我们注意到，疲

弱的世界经济再次遭遇到了顶头逆风。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数字化

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和经营方式都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四工业革命的发

展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为

解决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问题提供了意

想不到的方案。但是，这场革命也带来

了难以捉摸的风险，它改变了雇佣方

式，拉大了收入差距，加剧了人们对网

络的依赖程度。为确保经济稳定和社会

繁荣，对这种范式转换和过渡的过程进

行管控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必须采取行

动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有效应对全球性

风险，具备必要的风险抵御能力，需要

在国家之间、各行业之间和各利益相关

方集团之间展开合作。然而，随着社会

各领域的决策者们面临的波动性和不

确定性更加剧烈，互联性更加紧密，变

革速度加快，他们正在努力寻找彼此之

间的共同点。

序言
2006年我们着手开始编制《全球

风险报告》的初衷是，阐明全球风险及

其发展过程，帮助人们就全世界面临的

最紧迫问题、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方

式，以及它们的潜在负面影响达成共

识。如今，这些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有意义。人们逐渐认识到，应对全球

风险、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最有效方法

是多个利益相关方就共同面临的挑战

达成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合作。为

了进一步鼓励人们切实行动起来，今年

的报告和去年一样，阐述了达成共识的

解决方案，提供了缓解风险的实例，并在

“焦点风险”章节提供了如何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的实践案例。除此之外，今年

的风险报告还包含一个章节，专门阐述

如何更好地了解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格

局和日益改善的局面。

过去几年中，《全球风险报告》是在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

成，调查由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利益相关

方社区的750 名成员共同完成。今年的

报告中，除了探讨不确定时代安全形势

不断演变的特别章节外，还深入讨论了

由于公民被赋权（或剥权）现象而对社

会稳定产生的诸多风险。技术赋予人权

利，但传统的决策过程却又让人感觉被

剥夺了权利。本报告还以粮食和水资源

危机为重点，探讨了气候变化的社会效

应，以及全球性流行病的威胁。

《全球风险报告》从2006年第一

版开始便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出版

物，是各方合作的成果。它吸收了论坛

各个社区和知识网络，以及论坛各领域

专家独一无二的见解。此外，论坛正在

开展的研究、项目、讨论和倡议也为报

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报告中的各种深

刻洞见是无数次讨论、磋商、研讨的结

果，反映了各个社区领袖通过《全球风

险认知调查》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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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要特别感谢报告的合

作伙伴威达信集团公司和苏黎世保险集

团，以及来自威达信的全球风险专家、

指导委员会主席约翰 ·德里（J o h n 

Drzik）和委员会成员、苏黎世保险集团

首席风险官塞西莉亚·雷耶斯（Cecil ia 

Reyes）。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新加坡

国立大学、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和宾夕法

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决策

过程研究中心作为我们的学术顾问。

本报告还得到了2016年全球风险

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大力协助，他们提出

了宝贵的指导意见。这些成员分别是罗

尔夫·阿尔特（Rolf Alter）（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马里奥·布莱赫尔（Mario 

B le je r）（阿根廷国家抵押银行）、温

妮·拜厄尼马（Winnie Byanyima）（国际

施乐会）、玛丽－瓦伦丁纳·弗洛兰r ie-

Valentine Florin）（国际风险管理委员

会）、Steven Kou（新加坡国立大学）、

朱利安·莱尔德（Julian Laird）（牛津大

学马丁学院）、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我们的欧洲—雅克·德洛尔研

究所）、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 la 

von der Leyen）（德国国防部长）、马利

哈·洛迪（Maleeha Lodhi ）（巴基斯坦

驻联合国大使及永久代表）、埃尔旺·米

歇尔斯－凯尔让（Er wann  M iche l -

Ke r j an）（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尼古拉斯·穆勒（Nicolas Mueller）

（瑞士联邦总理府）、Moisés Naím（卡

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乔纳森·奥斯特

里（Jonathan Ostry）（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曼努埃尔·普尔加－比达列尔·奥塔

洛拉（Manuel Pulgar-Vidal Otalora）

（秘鲁环境部长）、努里尔·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纽约大学）、安德雷

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牛

津大学）、理查德 ·史密斯－宾厄姆

（Richard Smith-Bingham）（威达信

集团公司）、米歇尔·图森（Miche l l e 

Tuveson）（剑桥大学风险研究中心）、

史蒂夫·威尔逊（Steve Wilson）（苏黎世

保险集团）和Sandra Wu Wen-Hsiu,

（日本亚洲集团株式会社）。

我要衷心感谢论坛执行董事埃斯

彭·巴尔特·艾德（Espen Barth Eide）和

国际安全事务负责人安雅 ·卡斯佩森 

（Anja Kaspersen），以及为国际安全

部分内容贡献良多的伊莎贝尔·德索拉

（I sabe l  de  So la）、安德烈·基恩（ 

Andre j  K irn ）和艾利克斯·威廉姆斯

（Alex Williams），同时还要感谢国际

安全社区为报告做出的宝贵贡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论坛执行董事理

查德·沙曼（Richard Samans）、首席经

济学家詹妮弗 ·布兰克（J e n n i f e r 

Blanke）、全球竞争力与风险部门负责

人玛格丽塔·德热尼克·阿努（Margareta 

Drzeniek Hanouz ）作为领导者所付出

的努力，以及《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项目团队成员西娅拉 ·布朗（C i a r a 

B r o w n e）、阿蒂利奥·迪 ·巴蒂斯塔

（Attil io Di Battista）、卡罗琳·加尔万

（C a r o l i n e  G a l v a n）、加里 ·马蒂

（Gaë l le  Mar t i）和斯蒂芬妮·维林（ 

Stephanie Vérin），他们对于报告的问

世功不可没。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所有

接受《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各位受访

者，以及参与“国际安全格局不断变化”

项目的人员，这份报告的诞生离不开你

们为此投入的时间和努力。

克劳斯·施瓦布

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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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该系列

报告的第十一版，重点关注未来十年全

球风险的演变和相互关联。 2016年的

风险状况与往年呈现出很大的差别。报

告在过去十年间一直警示的诸多风险开

始以全新的、难以预料的方式呈现，并

且对个人、机构和经济造成损害。受气

候变暖的影响，今年的气温可能会比工

业化前的年份高出1摄氏度，6000万人口

（相当于世界第24大国家的人口总量，

而且是近代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被迫背

井离乡。网络犯罪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大

约4450亿1美元损失，超出了许多经济

体的国民收入。

在此背景下，报告呼吁各方采取行

动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必要的风险

抵御力”—— 并提供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的具体实践案例。

报告着重介绍了三大类“焦点风

险”，并回顾和分析了诸如气候变化、网

络依赖性加剧以及收入和财富差距扩

大等新出现的全球风险和重大趋势（参

见提示1）正在如何影响已经不堪重负

的社会。

报告认识到，从特定利益相关者的

角度去分析全球风险会有助于增强风险

抵御能力，因此本报告还从地区和国家

层面分析了全球风险对企业界的影响。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多个利益相关

者社区的750位专家和决策者参与了本

年度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受访者

来自商界、学术界、公民社会和公共部

门，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专业领域、地区

和年龄群体。 

调查要求受访者思考未来十年的

29项全球风险（分成社会、技术、经济、

环境和地缘政治五大类），并根据风险

发生的概率和影响力，对每一项风险进

行打分。

过去三年中，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措施不力一直是影响力最大的五大风险

之一，2016年这项风险已升至首位，并

被认为是未来数年影响力最大的风险。

它超过了位列第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和排在第三位的水资源危机。另外，大

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和严重的能源价格冲

击（上升或下跌）也跻身影响力最大的

五大风险之列。

发生概率最大的风险是大规模非

自愿性移民，而去年位列第一的具有地

区影响力的国家间冲突这次排到了第四

位，被分别跻身第二和第三位的极端天

气事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这两大环境类风险赶超。位列第五的则

是重大自然灾害。

在《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中，地缘

政治连续第二年被受访者认为是突出

问题。因此，报告深入研究了国际安全

格局，并探讨了造成安全形势变化的驱

动因素，尤其是剖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报告构想

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境，并由此提

出了通过公私合作来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应对安全威胁的新途经。

执行摘要

提示1：全球风险和趋势的定义

全球风险是指一种不确定的事件或

情形，这种事情或情形一旦发生，

将在未来十年对多个国家或行业造

成重大负面影响。

全球趋势是指正在发生的一种长期

性规律，这种规律有可能放大全球

风险和/或改变全球风险之间的相

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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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力和发生概率上看，经济类

风险仍然是严峻的全球性风险，例如主

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严重的结构性失

业或不充分就业，此外还有网络攻击和

严重的社会动荡。报告的评估结果反映

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给经济和社会

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强调了保护未来利

益的必要性。

调查还要求受访者回答，哪些风险

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可能会造成风险的

层叠效应。答案明显有三个：气候变化

会加剧水资源危机，进而可能引发冲突

并导致更大规模的非自愿性移民，因此

需要加强水资源管理，以适应气候变化

并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需要解决全球难民危机，并且强调了能

够应对当前危机、有助于增强风险抵御

能力的各项政策；此外，无法充分认识

到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存在的种种

风险，以及在增长乏力的时代背景下这

一转型将给国家、经济体和个人带来何

种影响，也会带来诸多风险。

焦点风险

增强风险抵御力的关键在于社会

稳定。因此第一个焦点风险便是分析数

字化时代各国社会复杂的动态关系，并

探讨公民被赋权（剥权）的现象。这一

现象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

技术的发展，公民可以便捷地获得信

息，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并组织相关活 

动，但同时他们也会感觉到被高高在上

的精英阶层剥夺了权利。这部分内容分

析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如果政府和企业

因为不确定如何应对一群见识更广、联

系更广和要求更高的公民阶层，而采取

压制性措施或无所作为，那就可能进一

步破坏双方之间的信任，并引发其中一

方对另一方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进而

导致社会动荡。但是，这章内容也探讨

了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寻找

办法，与公民阶层展开对话，必将从中

获益良多。

 

第二项焦点风险是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粮食安全风险。在第一部分对气候与

水资源关系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这一章

分析了气候与天气趋势的变化如何威胁

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最容

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往往严重依赖农

业生产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但近年

来的发展趋势表明，印度、俄罗斯和美

国等G20成员国（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粮

食生产国）和其他大型产业化农产品生

产国，同样也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这一章探讨了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

农作物、供应链网络以及融资和保险机

制如何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缓解

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安全风险。

从埃博拉疫情危机的教训入手，第

三项焦点风险讨论了全球疾病爆发。报

告的这一部分警告，人口增长、快速的

城市化以及大宗商品、人员和动物的跨

国流动，增加了传染性疾病跨地区传播

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应对能

力——微生物对当前高效药物的抗药

性正在不断增强。我们既要在行为层面

采取准备和应对措施，比如根据实际情

况开展沟通和教育，也要在诊断、药物

和疫苗研发领域进行投资，构建有利的

环境，特别是完善监管架构。这一部分

内容还敦促人们在诸多领域展开公私

部门之间的合作，例如数据获取和分

析、合作研究、监管架构、长期融资，以

及共同探寻相关途径开展负责任的媒

体沟通，从而提升危机管理和沟通的有

效性。

对于每一项焦点风险，本报告提供

了三种实用机制作为案例，这些机制能

够增强对已知威胁的抵御能力。

 

营商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高管意见调查”对

来自140个经济体的私营部门领袖进行

了调查，邀请他们指出未来十年商业经

营面临的最大风险。这些受访者的回答

结果揭示了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营商风

险，可为相关行动倡议提供信息支持，

从而与私营部门共同提高抵御全球风

险的能力。

从全球层面来看，70个经济体的企

业领袖表示，失业/就业不足和能源价格

波动是最让他们担忧的两大经济类风

险，其次是国家治理失败、财政危机、

资产泡沫和网络攻击。

来自欧洲的受访者大多对经济风险

表示担忧，其中包括财政危机、失业、

资产泡沫和能源价格；加拿大的受访者

表示，能源价格是他们最大的担忧，而

大多数受访的美国企业高管最担心与

网络相关的风险和网络攻击。俄罗斯和

中亚地区的受访者对财政危机、失业问

题、通货膨胀失控和国家间冲突等风险

表示担忧。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商界领

袖除了忧心能源价格、资产泡沫和网络

攻击以外，还对环境风险感到忧虑。

 除了财政危机、失业和国家治理失

败之外，能源价格也是南亚地区商界领

袖担心的问题。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的受访者来说，国家治理失败是

他们最大的担忧，紧随其后的是能源价

格波动和失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高管

们同样担心能源价格，以及失业、恐怖

袭击和国家间冲突等风险。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商界最为担心的风险包括失

业、能源价格、国家治理失败和关键性

基础设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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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全球风险报告》的

内容从分析全球风险的相互关联性和

快速发展，扩展到了提出可行性解决方

案，并号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手合

作加强风险抵御能力。从这次的第十一

版《全球风险报告》来看，全球风险日

渐迫近，并产生了大范围影响：国家间冲

突波及到商业；无法解决、旷日持久的

危机催生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难民

潮；恐怖袭击不但夺去了越来越多的生

命，而且还抑制了经济发展；美国加州

遭遇干旱，南亚地区洪水滔天；技术进

步一日千里，但随之而来的是互联网日

渐脆弱，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仍在持续。

人们还远未充分理解全面数字化

（也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

影响，例如，网络联系日渐紧密将带来

哪些转型，创新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平等

和全球安全产生哪些影响。与此同时，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真真切切地发生，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世界的波动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日

益增强，不仅导致围绕应对全球风险的

方式、时间、地点和主体的不确定性加

大，而且还掩盖了解决风险的方式。我

们需要清醒地思考，应该使用哪些新的

方式来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应对那

些无法以集权手段来解决的全球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风

险抵御能力——急需通过各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合作，找到新的途径和更多机

会来减缓、适应各种全球风险和威胁，

增强对抗风险的能力。

今年的《全球风险报告》以“必要的

风险抵御力”为核心，从全球风险和利益

相关者着手，在四个部分的篇幅中分析

了全球风险的各个方面，既关注风险的

应对措施，也聚焦对风险本身的分析。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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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一部分以集合了各利益相关

方意见的《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为基

础，分析了风险认知在各个不同时期的

区别，以及各项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

具体可参见报告的《2016年全球风险格

局》图。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风险关联集

群是：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粮食危机的关

系、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

以及在经济危机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意义。

报告第二部分讨论了国际安全格

局变化带来的影响，指出了正在发挥作

用的推动因素以及对应对全球风险的

影响。受《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调查

结果的启发并鉴于全球安全形势持续

动荡的背景，报告指出未来可能出现的

一些情境和现实可能性，除非我们改变

自己应对和管理当前发挥作用的各种因

素的方式。

报告第三部分探讨了可能对社会

稳定形成挑战的三大风险集群。报告针

对每一项“焦点风险”提出了三种有助

于增强风险抵御力的现有可行举措。在

此，报告以公民被赋权（剥权）这一概念

来解释日益紧密的网络连接关系所带来

的紧张态势。密切的网络联系赋予公民

更多权利，但传统的决策过程却又让人

日渐感觉被剥夺了权利。报告还进一步

探讨了气候变化的一大影响：随着人口

不断增长，粮食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最

后，报告从埃博拉疫情危机着手，讨论

了可能破坏社会凝聚力的几种流行性

疾病。

报告的第四部分通过国别和地区

层面的分析，探讨了商界这个特定的利

益相关群体如何增强必要的风险抵御

力。报告援引来自140个经济体的1.3万

名商界领袖的数据，探讨了全球各地的

不同风险态势，对世界范围内人们最熟

知的六大全球风险中的五项进行了深入

探讨。报告旨在告知人们，商界要增强

风险抵抗能力应优先讨论哪些风险。

主要经济体资产泡沫 城市规划不当

主要经济体通货紧缩 粮食危机

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或不足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主要经济体财政危机 传染性疾病迅速、大规模扩散

严重的结构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水资源危机

违法贸易（例如，非法资金流动、逃
税、贩卖人口、有组织犯罪等

科技进步的负面效应

严重的能源价格波动（上升或下跌）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大规模网络攻击

极端天气事件（例如，洪水、风暴等） 重大的数据欺诈/窃取事件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重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
溃（陆地或海洋）

重大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
火山爆发、磁暴等）

人为环境灾害(例如，漏油、放射性
污染等)

国家治理失败 (例如，法律失效、腐
败、政治僵局等)

具有地区影响的国家间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国家解体或危机（例如，国内冲突、
军事政变、国家治理失败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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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6年全球风险

去年，从难民危机到新兴市场经济

放缓，从恐怖分子不断滋生、网络袭击

日益频繁到水资源危机，各项全球风险

一直占据着舆论头条。但另一方面，应

对这些风险的行动倡议也是人们关注

的重点，例如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

第 2 1 届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COP21）、意在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

欧盟峰会1。《全球风险报告》旨在提高

人们对风险及其潜在关联的认识，提供

平台供人们展开讨论，并采取行动降低

风险、适应风险、增强抵抗风险的能

力。

今年的《全球风险格局》（提示

1.1）明显展示了风险的稳定性：发生概

率和影响力高于平均水平的风险和去年

大致相同。国家间冲突和恐怖袭击2等

地缘政治风险高居首位，这说明出现了

一种新的常态。而发生概率和影响力都

较高的其他风险，诸如非自愿性移民和

社会不稳定等，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安全

和冲突产生的溢出效应。有些地缘政治

风险在某些地区事关紧要，却并不具有

全球影响力。例如国家治理失败，它在

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参见图3）

普遍存在，而且也是中东和北非、东亚

和太平洋以及中亚地区最有可能发生的

三大风险之一。和过去一样，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仍位居发生概率最低的风险

第二位，但就其影响力而言仍高居第

二。本报告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国际安全

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016年全球风险格局》中的另

一个突出看点是环境风险，例如，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被认为是潜在

影响力最大的风险，也是发生概率第三

高的风险。与此同时，就影响力和发生

概率而言，水资源危机3、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在风险榜单上的位

置都有所上升。近几年来，人们对环境

的忧虑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图1.1.1），这

说明由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措施缺位，和

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风险已经从假设变

成了必然。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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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1：《全球风险报告》的方法

本报告将“全球风险”定义为一种不确定的事件或情形，这种事情或情形一旦发生，将在未来十年对多个国家或行业造

成重大负面影响。在此定义的基础上，今年的报告将29项风险按照通常习惯分成了五类：经济类、环境类、地缘政治类、

社会类和技术类。有关各项风险的描述，以及本报告所使用的调查分析方法请参见附件A和B。

报告还列出了13项可能导致全球风险的全球趋势。“趋势”是指正在发生的一种长期性规律，这种规律有可能放大全球

风险和/或改变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风险不同的是，趋势是正在确切发生的事情，能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

响。趋势能够改变各种风险的发展演变和相互联系，为减缓风险提供指引。

和前几年一样，今年报告中风险评估也是以《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为基础。调查于2015年秋天进行，采纳了世界经济论

坛各利益相关方社区的约750名专家和决策者的观点。受访者来自商界、学界、公民社会和公共部门，跨越了不同的专业

知识领域、地理位置和年龄群体。

报告从三个互补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全球风险：评估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图1），以及风险在过去数年中的发展演变

（图1.1.1）；各个地区的全球风险发生概率（图3）；勾勒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联（图2）和趋势（图4）；以及从短期和长

期来看，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度差异（图1.2）。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至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注释：十年中，新问题层出不穷，风险的定义和全球风险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因此每年的全球风险可能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例如，网络攻击、收入差距和失业在2012年
进入全球风险排行榜。有些全球风险被重新进行了分类：水资源危机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先被重新归类成了社会风险，接着又在2015年和2016年的《全球风险报

告》中被分别归类成了风险趋势。2006年版的《全球风险报告》中则还没有纳入风险格局。

图1.1.1：风险格局的演化（2007–201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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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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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展示了在发生概率和影响力

两方面位置上升和下降最快的风险，其

中最突出的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已经成

为发生概率最高，影响力位居第四的风

险。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在这两个维

度上的位置也有显著上升，而且如图2

所示，它同时也是关联程度最高的风险

之一。

过去两年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资产泡沫、主要经济体财政危机等经济

类风险虽然被其他问题赶超，但它们的

发生概率和影响力均有所上升。与此同

时，和前几年一样，受访者仍然将网络

威胁视为重要风险。

为梳理人们对于全球风险的短期

认识和长期考虑，探究调查结果背后的

心理因素，《全球风险认知调查》要求

专家们以18个月和10年两个时间段为

准，挑选出期间受关注度最高的风险。

最近成为新闻热点的全球风险——例

如，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国家间冲突和

网络攻击——在短期内比较受关注。这

说明，新近发生的事件会对我们的风险

观和利益相关方的行动产生强烈影响。

长期比较受关注的风险与潜在的自

然、社会趋势关系密切，例如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水资源危机和粮

食危机等。有趣的是，极端天气事件和

社会不稳定成为人们短期和长期都关

注的两项风险，这反映出人们对危机频

率和强度的预期将继续提高。本报告的

作用之一是敦促人们认识到，对全球风

险进行长远思考的重要性——当涉及

控制气候变化程度和适应必然发生的

变化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报告对三个风险集群展开了详细讨

论：连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

力”与水资源危机、大规模非自愿性移

民的风险集群；连接“大规模非自愿性

移民”与一些有关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风

险的集群；连接“全球经济风险”与第四

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的风险

集群。

应对气候变化

最近五年，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危机

一直在全球风险格局中显得非常突出，

今年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也加入了这个

行列。从《2016年全球风险关联图》

（图2）来看，这三大风险之间存在着明

显关联，在社会、经济压力重重的背景

下，错综复杂的各种挑战交织在一起逐

渐浮出水面。

正如《全球风险关联图》所示，气

候变化、水资源危机这两项风险和粮食

安全之间存在着复杂联系——本报告

将在第三部分对此做进一步探讨。世界

上70％淡水资源被用于农业，而在大多

数最不发达国家，这个数字竟高达

90％。4二氧化碳导致海洋酸化，使得小

型贝类无法形成其生长所需要的碳酸

钙——当其影响上升到食物链时，便会

威胁到人类获取海洋食物。5

水资源管理已经面临诸多挑战。一

方面，超过十亿人口无法获得经过净化

的水。大约27亿人——相当于全世界人

口的40％——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会遭

受水资源短缺。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估计，到2050年将有40亿人

生活在缺水地区。据世界水资源协会统

计，人类已经用完了世界上许多干旱和

半干旱流域80%－90%的稀缺水资源，

70％的世界主要大江大河已经无法再

奔流入海。7另一方面，卫生状况不佳导

致24亿人得上了诸多疾病，例如腹泻，

它已经成为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三

大原因之一。8

图1.1：2015年－2016年全球风险格局变化：十大变化最快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2014年和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我们在此列出了《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以来的10项变化最快的全球风险。为识别这些变化，我们选取了两年

的绝对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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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层面的治

理，是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即便许多发

达国家都未能积极主动应对水资源危机

只是在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后才有所反

应。在发展中国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和工程养护难免遇到政治挑战，加上更

为棘手的融资难题，水资源危机变得更

加恶化。

即便在单个国家内部，也面临水资

源管理挑战，巴西就是一个例证：该国

的淡水资源储量占全球总量的12％，主

要分布在亚马逊地区，但巴西的城市人

口根本无法获得大部分水资源。巴西城

市圣保罗为国家贡献了三分之一的

GDP，但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甚至低

于历史上向来干旱的东北部地区。巴西

发电总量中，水力发电占据64％。由于

联邦区、州和流域层面的水资源管理规

则不清，导致冲突迭起。9

在经济压力的作用下，全球水资源

管理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水资源利

用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经济即等于消耗

水资源。随着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更多的淡水资源被用来制造能源——

美国将40%的淡水资源用在能源产业，

欧洲的用量超过30%——预计到2030

年，亚洲地区在能源和工业方面的淡水

需求将增长70%。10按照目前的趋势，全

球淡水需求到2030年将超过可持续供

给量的40%。11更严峻的是，未来几十年

随着人口数量和肉类需求量的不断增

长，农业生产也要被迫提高产量。12

如果无法对当前的水资源管理进行

重大改革，那么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农

业、能源、工业和城市之间的水资源竞

争将日趋激烈。国家内部可能形成各种

紧张局面，尤其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贫民区和富人区之间，还有可能是在各

个行政辖区之间。世界上超过60％的跨

境河流流域都缺乏任何合作管理框架。

即便有些地方确实具备了这些框架，也

往往无法覆盖流域内的全部国家。13在

南亚某些地区，水资源利用所导致的国

家间紧张关系已经暴露无疑，它有可能

影响到国际安全局势，相关内容将在报

告的第二章进行探讨。

气候变化只会加剧这些挑战。2014

年11月召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会议重申，气候系统中的这

种变暖趋势是“勿庸置疑”的，人类的影

响“极有可能”是其主要原因。大气浓度

中的三种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

和一氧化二氮）达到了80万年来的最高

值，一氧化碳浓度自1990年以来上升了

13%。据估计，目前的全球气温比20世

纪50年代平均上升了1摄氏度，其影响已

经显而易见。从《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地区分析中可以发现，在中东和北非以

及南亚地区发生概率最大的风险是不断

恶化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在北美、南亚

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人们认为极端天

气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当高（参见图3）。

科学家们警告，气温上升2摄氏度

意味着人们将面临气候变化的高风险，

它可能会对人类福祉造成全球性的破

坏。然而，即便每个国家都完成了2015

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提示1.2）上一致

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下的“国家自主贡献预

案”，到2100年气温依然会升高2.7摄

氏度。

图1.2：未来18个月和未来10年中最受关注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 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调查要求受访者针对每个时间段挑选出5项最关注的风险。其中的百分比是选择某一项特定风险作为一段时间

内最关注的全球风险的受访者比例。在每个风险类别中，各项风险按照被受访者提及的次数总和排名。更多详

情可参见附件B。为确保可识别性，途中对各项全球风险的名称做了缩略，其全称以及描述详见附件A。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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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取得了这些进展，人们也必须

适应气候变化，否则就无法生存——然

而，由于预测气候变暖及其进程的难度

很大，适应性计划也因此而变得复杂。

不确定因素之一是北极反馈循环——

冰盖瓦解的速度到底是快还是慢？海平

面正在以年均3毫米的速度上升，速度

超过了过去2000年里的任何一段时间；

世界上有许多城市位于海岸或河岸地

带，其周边低洼地带极有可能受到洪水

袭击。14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亚马逊森

林已经出现的“顶层枯萎”（Amazon 

Dieback）现象：异常干旱年份和大洪

水轮流出现是不可逆转的系统相变的

早期信号。15如果亚马逊森林不再吸收

碳排放，而是开始释放其储存的大约

1200吨碳（相当于15年的化石燃料充分

排放量），那么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

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危机，

将导致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干

旱和沿海地区的洪水可能引发“人口统

计学意义上的大规模反应——例如，通

过迁移”。目前，非自愿性移民已经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引发了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 ，相关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

中进一步探讨。

提示1.2：《巴黎协定》：气候变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的政府达成了《巴黎协定》，这是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些国家一致同意

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各国还同意建立

一个盘点机制，从2018年起帮助各国以每五年为单位逐步加大努力，并同意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设置底线。

巴黎会议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预期——会议就气候变化造成的可怕风险和无所作为所消耗的成本达成了集体共

识。这些成果向全球市场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各国政府愿意搁置分歧，为应对这个全球最大挑战而尽一份力量。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全世界的企业董事会、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里都能感受到《巴黎协定》的影响。因此，人们期待，数万亿

美元的投资款项将得到松绑，让世界走上一条气候安全的道路。时机已经成熟，人们必须打破常规。

巴黎会议的创新之一是，正式承认了企业、投资者和各地方省市在推动和采取气候行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效动员这

些参与者——与公民社会和宗教团体一起——确实有助于巴黎会议的成功。但这样的动员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

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和城市如今已经认识到，日渐深入的全球化突出了全球供应链冲击带来的危害。而气候波动和政策

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触发这类问题。

迄今为止，已经有将近190个国家的政府提交了气候行动计划，覆盖了全球排放总量的95%。然而，光有这些努力还不够，

即使出于最乐观的估计，这些承诺加在一起也只能将气候变暖控制在高于工业化前2.7摄氏度的水平。但这些自下而上的

努力将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由此才能在未来几年中逐步提高目标。

如今成本优势已经不是唯一选择，现实世界的发展也会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占能源投

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下降了75%。而自2009年以来，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已经下降了一半。风力发电

已经在50多个国家实现了平价上网——客户可以用相同的价格购买风能和传统技术制造的能源。

展望未来，全球关注点将会坚定地指向实施和发展具体行动计划，打造一个低碳的、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世界。有了明

确的方向，紧接着下一步就是聚焦能够产生切实效果的政策框架和激励措施，巩固和扩展急需展开的公私合作。

对于企业而言，《巴黎协定》不仅有助于实施气候友好型实践，而且还有助于创新和开发新一代气候解决方案。有远见的

企业和政府已经展开了竞赛，争取充分利用这些新的商业机会实现增长目标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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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流动性

从《全球风险格局》来看，大规模

非自愿性移民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

都明显提高。16从定义上看，这种风险不

仅包括由于暴力和冲突导致的被迫移

民，比如逃离战乱中的叙利亚和伊拉

克，而且还包括出于环境或经济原因而

迁徙。相比接下来的十年，这项风险在

未来18个月里会更加突出（参见图

1.2）。另一方面，这项风险还和其他非

常令人担忧的长期风险存在紧密联系：

就像本报告之前所讨论的，不仅有国家

间冲突、国家解体，还有气候变化和水

资源危机。

全球难民潮已经达到了近代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规模。2014年，全球有

59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难民规模是4000万。17这些

难民中超过一半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

和索马里这三个冲突横行的国家。18难

民潮的趋势还在不断发展：2014年每天

有4.25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是2010

年的3倍。虽然最近欧洲难民危机占据

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而且还被受访者认

为是欧洲地区发生概率最大的风险（参

见图3），但实际上这项挑战是全球性

的，大多数地区已经受到了影响（参见

图1.3）。

三大因素加大了非自愿性移民带来

的风险。第一，人们停留他国的时间超

出了以往。人们暂居他乡的时间在20世

纪80年代为平均9年，到21世纪前十年

增加到了20年。19如今，平均每40起冲突

中几乎没有一起能够在三年内得到解

决，其中有80%拖到了10年以上。

人们离开自己祖国的时间越长，就

越难以返回家乡： 通常情况下，他们失

去了生计、家庭关系和物质财产；除此之

外，返乡难民的产权问题也非常复杂。

难民只能享受有限的社会经济权利，这

一点制约了他们恢复生计和尊严，长期

难民问题因此而变得更加严峻。

大多数国家缺乏有效的融合政策

（参见提示1.3），这会导致产生贫民窟

或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孤立社区。一旦时

机成熟，这些社区就会出现问题，容易

陷入幻灭甚至激进化。在欧洲，2015年

大量移民涌入对各国的地方财政和接

纳能力构成挑战，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

化和政治派别化，进而削弱了欧洲治理

架构的有效性。

第二，全球人道主义体系无法有效

地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包括叙利亚一

些邻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要么没有签署

用于管理难民的《日内瓦公约》，要么因

为没有相应的执行机制而不支持该项公

约。难民如果没有正式身份，就更加难

以获得正式的就业岗位、社会救助和旅

行证件。

目前的难民机制架构关注的是，为

在冲突和暴力中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短

期应对策略。它假定难民们都被安排在

难民营里，所需的主要是人道主义援

助。然而现实是，难民们大多居住在城

市里20——人道主义行动者尚未在那里

开发出良好的运行模式，他们最大的需

要是恢复正常生活。此外，《日内瓦公

约》没有将环境移民纳入在内，而根据

本报告之前的讨论，环境移民的数量今

后有可能出现上涨。

第三，大多数非自愿性移民的目的

地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那里的社会和治

理系统本来就已经很薄弱，甚至濒临崩

溃（参见图3）。2014年，86%的难民生

活在发展中国家，另有12%生存在最不

发达国家。在新兴国家，资源利用受到

很大程度的制约：据联合国估计，约旦

用于安置叙利亚难民的费用已经超过约

旦全国GDP的7%。21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因素得不到解

决，将会在难民的居住国和目的地国引

发风险。虽然目前在难民潮的经济影响

方面，研究成果尚且有限，但目前的结

果显示，难民通过提升需求、流入汇款

等，可以为所在国的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促进这些国家运用技术并参与国际贸

易。22在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

不断涌入的难民有助于将总需求保持在

较高水平，并且维持稳定的劳动力。

包括地方商业社区在内的多个利益

相关方合作方式，既有助于减缓由大规

模非自愿性移民导致的风险，也能帮助

移民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可以考虑采用的措施包括向难民发

放工作许可，承认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和

培训经历，让他们享受教育和公共卫生

图1.3：2014年全球移民热点地区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5b, p. 3。

注释：“热点地区”指的是的在报告所指期间，遭受与冲突相关的移民潮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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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3：马来西亚的难民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缅甸罗兴亚人纷纷到邻近国家寻求庇护。他们在缅甸属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前

往的国家有孟加拉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罗兴亚人从水路前往他国避难：仅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2.5

万人乘船离开孟加拉湾。马来西亚约有5万名经联合国难民署（UNHCR）登记的罗兴亚人1，另有数千名难民没有登记在

册。马来西亚面临着久拖不决的难民形势——难民已经在当地繁衍数代，其中有些人实际上已经基本融入了当地社

会——饱经创伤、憔悴不堪的难民正在不断涌入这个国家，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难民们在马来西亚的法律地位极其脆弱：由于该国尚未批准通过一些主要国际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是1951年《关于难民

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修订的《难民地位公约议定书》），因此缺少应对难民问题的法律和行政框架。虽然联合国难民署

主要负责难民事务——包括注册和归档——但在难民保护和救助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难民无法在马来西亚接受教

育，在医疗方面遭受重重障碍，而且还面临遭到拘留等安全保护方面的风险。

难民们虽然遭遇种种挑战，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他们为支撑起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在餐馆、零

售商店、学校、工厂和农场从事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有些人则有了自己的小生意，从事清洁卫生、物品回收或电工等其他

需要专业技能的营生。有些难民在马来西亚熟人的帮助下开了茶叶店、杂货店，并将这些地方作为难民们见面联络的地

方，还有些人则开办日托班照管邻里的马来西亚孩子。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限制规定禁止难民合法就业，这意味着大多

数人只能从事低薪而困难的工作。难民身处非法地位，很容易遭到虐待和剥削。

罗兴亚难民寻求通过各种方式，在旷日持久的避难过程中改善生活和生计。他们通过学习各种技能和技术——比如学说

当地语言，和政府当局协商谈判——帮助自己保住工作岗位并改善境遇。人们普遍认为难民是其所在国的一大负担，实

际上在马来西亚难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了非政府组织或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正式救助。虽然充满挑战，但

大多数人还是找到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新办法。他们主要依靠其他难民、社区协会，以及所在国的民众来渡过难关、

找寻工作、克服各种官僚阻碍并获得各种机构的帮助。由于得不到正规的社会保护和服务，罗兴亚难民开始建立起自己

的体系：由难民运作的社区组织可以承担人员登记、发放结婚证、开办过渡避难所和帮助难民找工作等职责。

难民自救固然重要，但即便最走运的难民，其生计也十分脆弱。许多难民都掌握着可以传授给他人的相关技能，并且真诚

地希望能为自己所处的社区做点贡献，但难民的意愿和限制性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进而阻碍他们发挥作用。

要弥合这条鸿沟，就必须转变观念，不再把难民看作被动的受害者或接受资助者，而是将他们当作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

积极追求生活和生计的人，同时他们也在为所在国做贡献。

服务。与此同时，在全球层面上，社区可

以将重点放在帮助人们提高应变能力和

帮助难民自力更生两方面。目前世界经

济增长乏力且不稳定，这可能会进一步

限制国家接纳难民的能力，因此这些做

法就更加重要。

经济增长 4.0

主要经济体财政危机、资产泡沫和

结构性失业及不充分就业是经济类风

险中影响力和发生概率都比较大的风

险。虽然下一次全球系统性财政危机可

能不会比去年更糟，但它们的影响力不

相上下。综合来看，这些风险将使世界

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进而影响就业，并

最终破坏社会稳定。

经济问题目前集中在新兴市场低

息环境所造成的企业和公共债务上：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4年

至2014年，这些国家的企业过度借贷

高达3万亿23美元。24尤其是中国，借助

持续以信用为基础的措施来解决经济

放缓，可能更加容易使得金融危机趁虚

而入。

注释：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a；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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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4：中国的金融缺陷及其向新常态的转变

中国以其庞大的规模和快速发展，在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节点，

即将转入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即习近平主席所指的“新常态”——将降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加倚重消费

和服务业。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更多地由市场力量驱动；预计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近年的年均7%，但会更加可持

续。然而，这种转变是否能够有序推进，目前尚无法确定。

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大规模公司债务。这些传统产业在过去20年里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却面临需求低迷的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14年底中国建筑行业的总负债和抵押资产净值的比率超过了250；1在油气行业，尽管

基数较低，但这项比率比2007年翻了一番多。

中国的金融部门也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领域。中国银行业曾经助长了企业信贷快速增长，而那些贷款企业正是如今在走

下坡路的行业，结果导致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不良贷款不断恶化。过去一年中，银行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加剧了人们对中

国尚不发达的脆弱金融体系及其缺陷的担忧——这个体系主要由大型国有银行把持，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部门。

2015年8月央行出手干预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此举增加了资本外流的风险，使得银行在提供资金

和流动性两方面更加艰难。同时，这还可能加剧背负外汇债务的中国企业的违约风险。

政府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收紧信贷会减少投资，其下降速度远快于消费增长对资金的补偿，并导致正在苦苦挣扎的

企业和高杠杆公司大量违约。这可能意味着一波更严重的经济放缓，还可能加剧失业和社会动荡。然而，如果政府通过

放出更多信贷来避免这些不稳定企业违约，那么就会面临下行产业负债加剧的风险，进而直接引发更大的问题。政府似

乎选择了发放更多信贷的方式：2015年10月，中国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希望有更多的流动

资金进入生产性服务行业和高端制造业，进而获取更高的回报，加快过渡到新常态。减缓风险的同时债务也在增长，但

中国仍有消化金融冲击的政策缓冲——其财政状况相对有利，债务水平不高并且还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使得中央政府

成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和企业的最终贷款人，得以通过干预手段来稳定股票市场或者采取经济刺激计划。

然而，过渡依赖政策缓冲会恶化现有的漏洞并阻碍过渡进程。相反，政府应该通过投资，改善新生的社会安全网，进而刺

激消费。中国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存款比率高达到30％，属于世界最高之一。2

过去十年中，全球生产率增长持续

放缓，这导致长远来看，世界经济前景

疲软。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

元进一步升值可能会波及债务以美元

计价为主的国家，给其中的公共和私营

部门带来资产负债风险。在新兴市场，

2015年以美元计价的公司债券发放量

达到1205亿美元。25此外，这还可能增

加新兴市场近几年一直被压缩的投资

风险溢价。未来利率上升可能会破坏高

额债务的可持续性，导致资本流动发生

逆转。

其结果可能是，新兴市场出现大量

企业和主权债务违约，并引发金融危机

和经济增长放缓。反过来，新兴经济体

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商

品价格，加剧汇率变动。26随着新兴市

场经济体中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不断下

降27，新兴市场危机可能引发全球金融

市场的波动，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参见

提示1.4）。这将加大失业风险，令众多

主要经济体本已疲弱的财政状况雪上

加霜。

在发达国家，对债务水平的担

忧——主要是公共债务——导致相互

关联的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隐患。国家

经济危机会引发全球经济放缓，但潜在

的风险处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范围内，没

有相应的国际治理机制来予以应对。由

于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薄弱环节，因

此加强所有国家的风险抵御能力至关

重要。

注释：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d。
2 Robert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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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人口变化和不断拉大的

财富差距等长期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

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因此

提高经济增长又有了新的紧迫性。正如

《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

说，生产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近年来一直在下降。28

许多人期望，新兴技术将推动新一

轮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创新的步伐不

断加快，技术传播势不可挡29，这不但会

促进个体创新，还会颠覆现有的商业模

式、生产过程和产品架构，需要人们快

速适应这种变化。30最近的一项研究表

明，移动互联网、知识工作的自动化、物

联网和云技术等互联网相关技术将最

具颠覆性，同时也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

益（参见图1.4）。31

对技术相关的种种风险（主要是网

络风险的系统级联效应和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崩溃）不进行了解并着手应对，

会给国家经济、各个经济部门和全球企

业带来深远影响。据估计，在接下来的

十年里，无法适应技术变革的那些欧洲

国家可能因此损失6000亿欧元，相当于

约10%的欧洲工业基础。32因此，商界人

士、决策者和公民社会需要找到合适的

框架来应对与数字化经济转变相关的

四项高级别风险。

首先是和网络相关的风险。过去两

三年中，网络攻击和相关事件已经在全

球风险格局中成为发生概率最高和潜在

影响力最大的风险之一（在北美，网络

攻击一直是发生概率最高的风险，参见

图3），本报告第四部分将探讨它们对商

业经营的潜在影响。无论从发生概率，

还是影响范围来看，相关案例的数量正

在不断增加。迄今为止，这些还都是孤

立事件，但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人和机

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网络依赖性

（受访者认为这是第三大全球趋势，参

见图4）越来越强，进而提高网络生态系

统遭受攻击的几率，并扩大潜在的级联

效应。因此，一个实体的风险正日益紧

密地与其他实体联系在一起。随着网络

依赖性的加剧，由此产生的互联性和相

互依存关系可能会削弱组织充分保护整

个产业的能力。在联系更加紧密的环境

下，人们对机器学习和自动决策的依赖

越来越强，随着更多的组织将其独特的

商业价值转向数字化，网络风险抵御能

力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虽然各个组织

可能意识到了网络技术对企业盈亏的

好处，但它们可能并没有充分理解网络

安全风险，并投入适当的资本来提高风

险操作管理水平，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人们需要特别重视目前尚未得到保护的

两个领域：移动互联网和机器对机器的

连接。至关重要的是，要将现实和网络

管理融合在一起，加强领导层和组织及

商业流程的风险抵御能力，充分利用各

种辅助性技术。

其次是国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数据交换。数据被称作“21世纪的石

油”，我们需要一个可预见的法律框架

来实现数字化的全面潜力。最近的政策

倒退造成了法律不确定，阻碍了投资，

妨碍了人们适应最新技术。鉴于数据流

固有的国际性，国家在管理供应链、3D

打印技术等领域时需要辅以有效的国

际法律框架。然而，当前的管理制度还

很落后，在个人隐私、透明度、加密控

制、知识产权制度对跨国数据的管理，

以及专有数据对竞争的影响等方面尚且

缺乏必要的法律确定性。考虑到参与其

中的众多主体和行业，以及利益攸关的

相互竞争，各个利益相关方可能需要付

出努力才能达成共同一致。此外，海底

电缆等数据交换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

国际冲突或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

图1.4：技术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估计，美元$万亿，每年

资料来源：根据Manyika et al. 2013。

注释：预测到 2025 年，包括分类应用和消费者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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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1.5：增强风险抵御力的途径：高效领导和社会习俗价值观

全球风险没有地理界线。无论天灾人祸还是网络灾难，即便隔着大洋也能感受到其连锁效应。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不

断升级的恐怖袭击、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以及传染病引起的健康灾难，正在日益消耗经济和人力成本。在日益复

杂和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全球社会该如何预防或减缓灾难性事件的负面影响？

全球议程委员会（GAC）风险与抵御力议题组主张，企业、组织和政府可以通过四个关键行动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1这些建议来自于对实体的详细研究，它们在新近发生的灾难中表现出一定的风险抵御能力。这些灾难性事

件包括：2015年尼泊尔地震、2014年埃博拉病毒疫情、2010年智利地震，以及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

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世界银行和苏黎世保险集团的评估数据。

1. 明确角色和责任。危机期间，关键是明确并理解高级官员和高级管理层在风险和事故管理中的执行角色和职责。混淆

“负责”和“权威”会导致浪费关键的时间和资源，使得应急反应和恢复变得低效甚至无效。当一个组织面临网络攻击

等空前或者突发性灾害或紧急事件时，明确角色定义尤为重要。预先决策、培训锻炼、能力和计划有助于确保一个组

织应对风险的敏捷程度。此外，成功管理复杂危机还需要具备适应能力和灵活性。危机管理者必须能够根据危机的独

特需要，调整预先设定的计划。

2. 形成危机领导的特点。能够成功布局，应对重大事件并且从中恢复的组织，必定具备有效的领导力——权势人物的特

质和行为能够使其组织具备风险抵御能力。这样的领导人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压力时，往往既沉稳又果断。他们会及

时、优先地做出决策，并展开透明的沟通和交流。当他们认识到不可能独自应对风险时，便会鼓励他人参与并明确提

出自己需要什么帮助。他们知道当灾难来临时，该在什么情况下突破那些可能妨碍或拖累救援行动的政策。能够在危

机中和危机后采取有效行动的领导者，往往是那些具有开放、透明的态度，响应能力强而且非常可靠，从而获得信任

的人。在人们眼里，他们不仅诚实，而且坚决反对腐败。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估认为，智利之所以能够从

2010年地震中迅速恢复，靠的是这个国家“专家治国、奉行规则、办事透明”的领导风格，以及包括法治在内的制度实

践。2另一个例子是2011年挪威遭受恐怖袭击后，首相斯托尔滕贝格所做的演讲。这场演讲展示了，领导人应该怎样在

危机中既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又满足民众对政府响应能力的期望。这些例子还凸显出意义构建的重要作用——

即领导人在紧急情况下理解弄懂负面事件，并给民众指明前方道路的能力。

3. 利用专业知识。当遭遇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时，战略危机管理者必须能够迅速识别并动员最相关和最值得信赖的专业

人士，来帮助理解和应对危机。必须提前建立起跨部门、跨专业、跨学科的知识管理系统和专家网络。除了了解危机的

直接后果之外，还要理解危机的影响、预测级联效应的可能途径，这就需要一个适当的危机管理架构，它能帮助外部

专业人士正式参与决策。例如，英国的紧急科学咨询组织（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in Emergency ，即SAGE）就

是一个独立的支援团队，专门为英国内阁管理空前复杂危机提供基于科学的专业知识。这样的“强力”专家支持，有助

于公共和私营部门理解并发现危机的独特方面。对于东日本大地震这样不同寻常或具有多面性的危机而言，获得专业

知识尤其关键。东日本大地震波及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导致许多公司企业陷入纠结，不知如何去做决断。

4. 建立一种综合风险管理文化和多方参与的伙伴关系。另一种必要的社会习俗价值观是，认识到全球风险的范围以及

建立伙伴关系应对风险的必要性。风险管理文化——贯穿日常行为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必须覆盖包括供应链

在内的整个组织。由不同的官员、管理人员和机构根据不同的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危机进行不同过程的操作管理，这

是任何实体都无法承受的。一个组织的所有部门必须在风险管理上通过整合计划进行透明的合作。因为风险会在虚

拟和现实领域产生包括溢出效应在内的潜在级联后果——例如，一场洪水会导致服务器群瘫痪，一次网络攻击会切

断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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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组织必须意识到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必要性，而且还要了解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没有哪个单独的实体——无论公

共还是私营——能够把持着所有的权威、资源，或者具备足够应对各种灾难性事件的专业知识。相反，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需要采用合作的方式。公私伙伴关系利用每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加强抵御能力、风险监管投资利益最大化、商务连

续性计划和灾难预防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逐步纳入合作文化，能够使伙伴关系在灾难前期、中期和后期发挥有效作用。

例如，德国联邦政府每两年举行一次LÜKEX战略危机管理演习，目的是解决复杂危机和各个行业可能因为级联效应而导

致的破坏性后果。LÜKEX包含各个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广泛的伙伴关系，旨在打造一种危机管理文化以及各利益相关方

之间的信任伙伴关系。3

注释：
1“抵御力”的定义是“面临危险的系统、社区或社会及时有效地对抗、吸收、适应危险，以及从危险影响中获得恢复的能力，包括保存和恢复其必要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联

合国国际减灾署 (UNISDR) 2009；参见 http：//www.unisdr.org/ we/inform/terminology。

有关全球议程理事会风险和抵御力议题组的更多信息可参见http：//www.weforum.org/content/global-agenda-council-risk-resilience-2014-2016-0。

2 人们详细分析了智利的超常恢复能力，以便向全球各地的领导人提供具体教程，供他们在自己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予以应用。参见 Useem, Kunreuther, and Michel-Kerjan 
2015。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5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9127-en。

第三是工作环境的变化。虽然我们

无法确定新技术会创造出多少以及哪

些新工种，但现有的工种很可能逐渐被

计算机控制所替代。美国劳工统计局估

计，到2022年47%美国工人的岗位很可

能成为自动化工种。33其中包括，由机器

人接管网络零售业的库存和手工任务、

医疗诊断和酒店前台工作；而从事非常

规认知行业的知识工作者则可能被智能

演算的先进成果所替代。人们必须重新

思考整个就业系统，促进不同类型工种

之间的相互转换。随着对创造力、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情报的长期集中需

求，到本世纪中期，STEM（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

要。34

第四，日益扩大的财富、收入和社

会不平等。技术获取的差异可能加剧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适应技

术的人增加收入，而不适应的人则丧失

收入。地球上的70亿人口中仍然有40

亿人无法连接互联网，无法从技术驱动

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目前，收入分配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先进技术会削

减劳动报酬，进而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

人手里。过度的不平等会降低总需求并

威胁社会稳定，还会加剧非自愿性移民

或极端暴力导致的恐怖主义风险。日益

扩大的不平等现象还会加剧安全问题，

例如暴力死亡或者抢劫案件等。35

为应对本章中提到的各种风险，公

共、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在增

强风险抵御能力的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

色。在提示1.5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

程理事会（GAC）风险与抵御力议题组

提供了有关如何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研

究成果。

结论

每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都力图提

醒读者，看似迥异的全球风险之间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之前探讨的三

大风险集群也同样彼此相关，每一种风

险关系都可追溯至新的地缘政治现状

和全球安全问题：环境压力逐渐导致国

家之间为了获取水资源和土地而陷入紧

张关系；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既是跨境

关系紧张的表现，也是其成因；另外，新

兴技术和其他因素将共同改变国际安全

格局。本报告将在下一部分中重点探讨

全球安全格局的现状以及今后的演变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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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COP21”指的是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称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

2 国家间冲突的风险今年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连续第二年位于风险布局图的右上

方。2014年，这两项风险还远远没有这么重要。

3 水资源危机被归类到社会类风险，但整体而言，它与环境和社会都是相关的。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5年。

5 参考实例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海洋酸化报告（UNEP 2010）。

6 http：//www.nature.org/newsfeatures/pressreleases/study-over-2-billion-
people- affected-global-water-shortages.xml

7 http：//www.worldwatercouncil.org/fileadmin/wwc/Library/WWVision/
Chapter2.pdf

（《当今水资源利用》（The Use of Water Today）， 世界水资源委员会 ——第二章)

8 主要事实源自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2015年联合监督项目报告，参见

http：//www.wss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resources/JMP-2015- 
update-key-facts-English.pdf

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b。

10 美国的数字： 
美国能源部下属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http：//www.nrel.gov/analysis/
workshops/water_nexus_workshop.html“39% 的淡水资源在美国被用于以化

石燃料为原料的电力和核能生产”。还可参见“and-natural-resources/
overview%20ofthewaterenergynexusintheus.aspx”http：//www.ncsl.org/
research/environment-and-natural-resources/overview 
ofthewaterenergynexusintheus.aspx“美国41%的淡水资源被用于热电发电。”

这些数字来源于估计，以及在地区和方法论基础上所做的各种假设。

欧盟的数字： 
欧洲水资源：当前的状况和未来挑战（European Waters：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Challenges – a Synthesis），欧洲环境局 2012

亚洲的数字： 
哥伦比亚大学水资源中心为世界经济论坛做的水资源倡议报告

11 2030水资源集团，2009。

12 《联合国水资源发展报告》 (UNESCO 2015) 提出，到2050年，全球农业需要多生

产60％的粮食，发展中国家则要增加100％。

1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2002.

14 世界上许多城市位于沿海或大河的河岸地区。世界银行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

计，全球沿海城市因洪水而造成的年平均损失将从2005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

2050年的520亿美元，而这还只是洪水的社会经济损失，比如对人口的影响和财产

价值。如果再加上海平面上升和陆地下沉风险，而且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全世界

大型沿海城市的洪水损失将达到每年1万亿美元。

15 2010年亚马逊流域经历了一场和2005年一样的破纪录的干旱年。2009年和2012
年，亚马逊流域遭遇了大洪水。参见Nobre and Castilla-Rubio 2012 and Borma, 
Nobre, and Cardoso 2013。

16 在讨论移民和难民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区分开自愿和非自愿移民，以及移民潮的驱

动原因。在报告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只针对全球风险报告所定义的非自愿性移民。

（参见附件A： 2016年全球风险和趋势说明）。

1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2015b。这种估计包含了国内无家可归者，难民和寻求避

难者。1940年的全球人口为20亿，难民的比例比现在要稍高一些，而现在的人口是

73亿。

1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b.

19 Loescher and Milner 2011.

2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b.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a.

22 Betts et al. 2014.

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a.

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c.

25 Dealogic.

2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5a。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5a。

28 世界经济论坛  2015。

29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2011.

30 Schwab 2016.

31 Manyika et al. 2013. 同时,这些技术的应用(nanosats、自主无人机、云计算和物联

网)加上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以及快速进步的技术，它们将为动态决策创建一种阶

梯式的改善，支持政府、企业和社区在适当的时空维度下，处理气候、水、能源、粮

食和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和风险时急需的能力，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和更广泛的

发展中国家。

32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2015.

33 Frey and Osborne 2013.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 （ Michael Osborne）估计，今后十年或二十年，

美国的工作岗位中将有 47% 被自动化取代。

34 Frey and Osborne 2013.

35 Aitken and Elga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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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30年安全展望

国际安全格局风云变幻。世界会延

续冷战结束后头 25年所形成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进步的说法遭到了质疑。在

技术创新、社会分裂和人口结构变化等

因素的推动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更迭

将对国际安全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参

见提示 2.1中世界经济论坛对国际安全

的定义)。

《2030年安全展望》倡议由世界

经济论坛于2014年11月提出（参见提示

2.2），这项倡议利用前瞻的方法来确定

未来安全格局的形成原因及其可能产生

的结果。论坛在世界六个不同地区举行

了十次各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并采访了

安全专家和相关实践者。最后形成了报

告中的七大动因和三大前景。

安全格局背景

未来安全格局的特点是两大现象：

首先是脆弱或不断弱化的国家制造了真

空，在全球安全空间里为非国家武装行

为体辟出一块立足之地，制造了溢出效

应导致的危机。1组织严密的非国家武装

行为体日渐兴起，这说明，国家的作用

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威斯特伐里亚概念。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这些行为体将自己

定位成基于国家的统治结构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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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1：国际安全的定义

“国际安全”是指由国家或非国家

行为体、个人或集体所采取的，用于

针对跨界威胁，确保自身生存和完

整性的种种措施。

第二部分中，世界经济论坛的埃斯彭·巴尔特·艾德（Espen 
Barth Eide）、安雅·卡斯佩森（Anja Kaspersen）和伊莎贝

尔·德索拉（Isabel de Sola）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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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2：深入研究国际安全

2015年新的危机不断涌现，久拖不决的冲突显现溢出效应，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因此毫无疑问，

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风险是高管、领导者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经济论坛利益相关方群体中的头等大事。连续三年来，《全

球风险报告》记录了领导者们对国际安全问题日益加深的关注度：2014年和2015年，地缘政治风险一下子成为发生概率

最大和影响力最大的风险之一。对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的理解，史无前例地成为减缓全球风险，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

中心要务。

因此，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一项为期一年的深度研究，检验当前的各种趋势以及可能影响未来国际安全的驱动力。其目

的是重新审视我们评估国际安全风险的方式，确保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在运作《全球风险报告》项目的同时，论坛召集

250多名成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于国际安全相关问题的独特见解。该项目利用前瞻方法论确定了几种决定未来安全

格局及其影响的驱动力。

提示2.4在《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发现的风险和趋势的基础上，讨论了7种驱动力。根据国际安全特别磋商的结

果，《全球风险报告》审视了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并指出了正在逐渐改变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事务的两种现象：失败国

家和战略竞争。报告还提出了2030年国际安全格局的三种前景。

找出了驱动力和风险之后，世界经济论坛的目标是在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之间展开有关未来国际安全挑战的讨论。对话最

终将在准备采取措施消除冲突的各个机构中产生一项议程，帮助它们找到共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信心和动力。

是一个“非国家的国家”；其次，他们向

国家的暴力手段垄断权发起了挑战。2

二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国之间回

归从前展开了战略竞争。这两种现象看

似矛盾但实际却息息相关：社会不稳

定导致现有的秩序崩溃，继而打开一

个缺口，导致地区或全球大国可能寻求

利用这些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同

样，国家间竞争可能会阻碍全球性机构

对危机和难题做出有效反应，致使这

些问题进一步恶化。事实上，弱国聚集

和强国间的竞争所造成的安全威胁，

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国际安全协议和

安全机构的授权和能力之外。国家分

裂是冷战结束后的主要安全问题。柏

林墙倒塌给紧张而稳定的超级大国对

峙画上了句号，相比之下，人们认为20

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冲突是“不

对称”的，技术落后但招法新奇的敌手

正在向政府的安全部队发起挑战。

虽然这种现象正在持续，但我们现

在看到的是各种混合性冲突正在不断加

剧——传统和非对称威胁不但共同存

在，而且还相互作用。国家和非国家武

装主体也在相互借鉴。传统的低技术和

新颖的高科技手段结合在一起，会产生

出人意料的力量。现代“战场”模糊了战

争与和平的界线，以及合法战斗人员、

非传统对手和平民之间的区别。人们很

难去衡量战争的影响，但据保守估计，

2014年全世界约有18万人在42起武装

冲突中丧生。3如果算上与战争相关的营

养不良、流离失所、创伤、疾病和其他可

预防性疾病所造成的非直接死亡和损

失，死亡人数还要更高。当今世界，有

600万多人因为战争和战乱痛苦被迫流

离失所，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4

恐怖主义夺去了越来越多的生命；仅

2014年就有93个国家的超过3.2万人死

于恐怖袭击。5这两种趋势的间接损失

意义重大，绝不止于人的生命。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一些国家为了

实现并提高自己的安全目标，直接针对

公民使用暴力，或者支持恐怖主义的国

外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非但没有保

卫和平与稳定，反而成了危险的始作俑

者，导致公民对其的信任度和信心进一

步受损，不但侵犯了人权，还加剧了邻国

的压力。后者被迫主动或被动地接纳难

民，最后反倒成了叛乱组织的容身住处。

如今，大国之间争夺影响力的竞争

态势和冷战时期十分相似，但也存在重

大差别。6当今世界更加多层次、多极

化：各个国家不仅面临来自外部的压

力，还受到了来自本国公民的挑战，本

报告第三部分将对此展开讨论。领导人

可能因此而推迟处理了由国际关系重组

而产生的风险，而且意识形态将不再是

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国力强盛但意志薄

弱的国家会遭遇规模虽小，却意志坚定

的对手挑战，从而改变了权力平衡的传

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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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所展示的当今地缘政治和

国际安全背景表明，绵延不断、死灰复

燃的暴力冲突和经济、社会动荡仍将是

当前和未来现实的突出特征。巨大的不

安全感导致难民人数不断上升，这只是

根深蒂固的长期系统性治理危机的表

现之一，这说明，我们需要在如何管理

国际事务方面进行一次转变。

年复一年，一个渐趋明显的事实

是，许多行为者不再遵守联合国安理会

定义的现状。共同利益很可能取代共同

价值观，成为区域、联盟或多边部署的

必要依据。随着全球治理机构的式微，

公私合作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参见提示2.3）

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众览

在叙利亚，自称为伊斯兰国的达伊

沙组织不断发起挑战，它充分说明了当

今国际安全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尽管其

控制的地区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但达

伊沙已经招募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战

斗武装人员——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通

过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用先进的市场

手段笼络来的。7在其招聘策略中，达伊

沙利用年轻人的怨恨和幻灭心态，向他

们提供圣战主义作为蛊惑人心的反政

府理由。同时它还有地方基础——其中

包括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被解

散的某些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力量，以及

富裕的地区个人支持者。

许多国家都被卷入了针对达伊沙的

战斗：近期从安卡拉到贝鲁特、突尼斯

和巴黎的恐怖袭击，以及在更远地方的

模仿性攻击都说明，打击伊斯兰国的战

场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要打败达伊

沙，没有捷径可走。只要叙利亚内战不停

息，达伊沙就不会覆灭——而只要各方

无法就最终结果达成一致，叙利亚内战

就会一直延烧下去。达伊沙横行肆虐所

仰仗的是：主要地区和全球大国无法搁

置分歧、注重实效地找到政治解决叙利

亚问题的办法，宁可维持现状。到目前

为止，虽然各方希望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的想法值得赞赏，但估计此事注定在外

交上是无效的。

然而，军事手段的效果也很有限。8

没有维护长期稳定的连贯一致战略，空

袭也许仅仅只能延缓恐怖组织的滋长。

人们需要从社会和经济两方面来遏制达

伊沙，防止它——或者类似的组织——

再次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我们要弄懂并

抹杀它对于世界各地大量年轻男女的吸

引力。9

与此同时，随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武装分子卷土重来，过去十年美国领导

的联军所取得的安全和领土成果已经丧

失，阿富汗及其邻国的形势不断倒退。

脆弱国家的溢出效应已经影响到其

他地区。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同时还在

萨赫勒地区、尼日利亚北部、非洲之角、

非洲大湖地区和中非共和国肆虐。就在

我们撰写本报告的同时，其他国家也正

面临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的暴力。布隆迪

政治局势紧张令人担忧，这进一步引发

了严重的内乱和种族暴力。在非洲其他

地方，尽管存在严重的安全和社会问

题，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妥善治理非

洲青年人口膨胀对安全形势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需要在技能培训和创造就业

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拉丁美洲也同样面临国家治理方面

的挑战，随着该地区的毒品源源不断地

流入美国、欧洲和非洲，有组织犯罪集

团的影响力已经伸向了各个国家的许多

社会领域。拉丁美洲已经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10未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动荡

不断加剧和政治不稳定，再加上暴力犯

罪猖獗，这些因素集结在一起构成了严

重的地区安全挑战。人们正在通过一些

手段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建立合作机

制来应对日益加剧的犯罪、暴力和不安

全感。11

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各种风

险。在中国的南海和东海问题上，领土

争端还远未得到解决。在一个缺乏相应

安全架构体系的地区，经济上日益紧密

的相互依赖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万一出

现运作失策或者某一方行为失控，地区

该如何以和平的方式来应对？这里的关

键问题是，地区——及更广阔的世

界——和中国崛起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以及当中国发展成为主要政治中心和经

济力量时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

的武装力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在其强

调军队和领土国防的传统上，更加强调

了远征、空中、海上以及空间技术。地区

安全减灾机制虽然以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为核心，但通过区域合作框

架，其影响力已经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地

区，该机制的未来发展极具重要意义。

例如，不断深化的“东盟海上争端行为

准则”虽然并不旨在解决各国之间的潜

在相互竞争要求，但却可以尽量避免使

冲突升级。

从日本的最新安全立法和长期以

来有关允许海外派兵的修改宪法第九条

的争论来看，日本的安全态度正在不断

发生变化，可能会在未来的地区和国际

安全框架中表现得更加自信。印度虽然

目前忙于紧迫的国内冲突和社会不平等

问题，但随着亚洲安全格局逐渐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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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方世界”，它也会成为地区安全的

一个关键角色。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尽管欧洲国

家由于在能源和金融两方面同俄罗斯存

在着紧密联系，因此最初难以实施对俄

制裁，但最终各国还是采取了步调一致

的行动。眼下一个更大的难题是难民危

机，这显然证明了国家已经失去了掌

控，政府间架构非常脆弱。孤立偏狭、排

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正在欧洲大陆蔓

延，向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国际安全共同

政策提出了挑战。如果事实证明，欧洲

无法找到解决当今紧迫挑战的共同办

法，那么就会出现逆一体化进程，申根

免护照区、共同货币，甚至是单一市场

这些成果都将随之解体消失。虽然这些

事情目前看来还不太可能发生，但这一

进程绝不可能带来和谐与和平。

与此同时，美国的角色仍然是国际

安全中的一个不确定性和竞争之源。许

多人质疑美国是否有意愿、有手段来保

持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否有能力

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西方自由议程。美

国最近试图设计一种不以多边主义为

基础，而是以联盟、规范和国际合作为

基础的外交政策，但这仅靠美国是无法

保证实施的，还需要其他行为者共同参

与维护国际秩序。美国国会塑造了这个

国家的国际形象，它与美国国内日益加

剧的两极分化一起共同作用，削弱了美

国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的可预见

性——这有可能引发美国与包括其盟

友在内的世界其他成员出现矛盾不和。

俄罗斯是个能源大国，而且还拥有

世界第二大核武库，将继续在地缘政治

秩序中发挥果断的作用。俄罗斯在兼并

克里米亚后，并没有拿出解决乌克兰东

部持续紧张局势的明确政治方案。美欧

制裁和低油价伤害了俄罗斯经济，然而

该国迄今却尚未发生西方所期待的政策

转变。其他大国既想牵制俄罗斯，又希

望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但

这两种期望显然是相互冲突的。俄罗斯

当前的领导层正逐渐目光转向东方，寻

求建立政治经济联系。俄罗斯的未来取

决于其能否在现代化和依赖原材料出口

两方面达成平衡。西方国家目前正削减

了防卫投入，专注于解决内部问题，到

后来它们可能发现，自己缺少的是实现

长期战略目标的资源和决心。

现有的多边机制能否解决潜在的爆

发点，人们正渐渐对此失去信心。就联

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的形式来看，它们

仍保持着作为会议地点的关联性，但是

却没有必要的能力和信誉来有效维护

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是专为另一个截然

不同的世界而设计的。如果想要成功缓

解目前面临的国际安全挑战和威胁，那

么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政府间“契约”就

需要进行一次重大而彻底的改革。

国际安全的地缘经济学

国际经济关系、国际安全和地缘政

治三者密切相关。当国家之间关系和谐

时，其贸易和投资方式通常都是由经济

因素驱动的。而当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

紧张时，政治就会压倒经济——例如采

用制裁手段来对付敌对者，或者对政治

盟友实行优待。

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全球化之后，

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些回归政

治主导经济的迹象。全球化带动的经济

增长破坏了经济力量之间的平衡，引发

了新的大国竞争和全球不安全感。贸易

协议、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新兴投资银

行、网络及跨境数据流动和存储管理

（这正日益成为一个紧张因素，如废除

《安全港协议》）中出现了新的联盟。13

经济政策逐渐成为一种武器，而其

手段远不止于制裁。全球化时代的常见

手段——例如通过金融交易获取原材

料和技术——可能会受到政治上的限

制，从而给那些依赖自由开放的市场获

取技术、材料和客户的行业带来新的风

险。企业可能会发现，围绕贸易、技术转

让和知识产权存在着诸多麻烦，它们进

而发展成为越来越多的障碍，由此企业

提示2.3：复杂危机下的公私合作

我们进入了一个并不和平的新时代。不断显现的冲突和长期暴力正在对人、社

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产生严重影响。无组织的暴力和冲突不断增加——通常发

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国际人道主义法一次次地遭到了系统性的侵犯。

随着小范围的隐患和进步日渐共存，冲突地区和非冲突地区的界限日益模糊。

社会团体间的犯罪和政治驱使的暴力活动之间界限也逐渐模糊不清。越来越

多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长时间地逃离家园。各种冲突、管理不善的迁徙、治

理水平低下和腐败正在不断侵蚀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同时影响低收入国家

和中等收入国家。

我们需要提升公私合作的新模式，用于提供支持、资金和及时的帮助并缓和

长期需求。同时，商界和前方响应者紧密合作展开责任投资，增强国家和社会

的风险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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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对全球供应链的可靠性、工业合作

伙伴和交叉持股产生怀疑。14

内战和恐怖主义会扰乱商品和服务

流动，全球经济的互联性则进一步放大

了它们的影响。90％的商品贸易需要经

海路运输，通常需要经过亚洲和非洲的

水域，而这些地方已经日渐沦为恐怖争

端和海盗袭击的目标：苏伊士运河、马

六甲海峡、几内亚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等

贸易、能源的运输和供应要道已经被暴

力冲突重重包围。15随着旅行安保措施

的不断加强，以及为避免飞越冲突地

区，航空运输的成本正在不断增长。另

外，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将会探讨流行性

疾病也会威胁到国际安全，最近的埃博

拉疫情危机就是针对潜在漏洞的一个

警示。

驱动力和放大镜

世界经济论坛经过对国际安全问

题的一年磋商，提出了国际安全格局变

化的七大驱动力量（参见提示2.4）。它

们之间高度关联，每一种力量都和其他

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这七种力量

中，有两种需要进行详细讨论：技术创

新、自然资源与气候管理。它们不仅自

身能够推动国际安全格局变化，而且还

能放大其他作用力的影响。

技术创新与国际安全

从长矛到火药、核武器，从飞机到无

人机，国际安全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创

新史16，人类历史是由战争、打仗的人和

战争手段来界定的。17第四次工业革命将

从物质上、精神上对我们的安全感产生

深刻影响。以往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人类

发展，也促成了权力的剧烈转移。技术创

新将继续影响冲突的产生方式、冲突主

体、冲突地点以及解决冲突的方式。

我们现在就可以预见未来15年，新

技术将以哪些方式影响国际安全：例

如，利用数字模板制造3D打印武器的能

力获得提高，制造生物和化学武器有了

新的可能性。然而，技术融合的方式越

来越不可预知，其潜在的邪恶用途并不

总是显而易见。某些方面的技术突破可

能会破坏全球安全和权力平衡——例

如，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

基因组测序、人类进步和超材料。

至今，想要制造大规模破坏仍离不

开两样东西：军队和复杂设备，例如只

有国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然而随着第

四次工业革命18的到来，小群体甚至个

人也能从家用电脑或实验室里发动大

规模破坏活动。当破坏能力不再局限于

少数在扩大事态升级方面拥有类似资

源、策略和利益的实体时，防止争端升

级的现有各种工具——条约、公约或者

“确保同归于尽”等学说——就无法正

常发挥作用了。

互联网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一切

都是网络化的，任何网络化的事物都可

能遭到黑客攻击。19“暗网”已经成了助

长不安全感的交易场所。每一个未来冲

突中都含有网络元素，其中有一些甚至

是完全在网络空间里展开的。在网络空

间里，进攻易于防守，这将极大地改变

整个安全机构防范漏洞的方式。物理距

离再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许多技术都

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作用；很多关键基

础设施是私有的；攻击行为很容易伪装

得让人难以追根溯源。社交媒体已经成

为“混合战”的重要工具20，为冲突各方

提供了使用恐吓战术、招募新人和筹措

资金，展开网络战和心理战（cy-ops 

and psy-ops）21的新手段。22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为者（国家和商

业性质）有能力发射能够中断卫星通

讯、破坏海底电缆的卫星和无人水下车

辆，海底和太空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军事

化。目前已经有人在使用现有的四旋翼

无人机进行间谍活动和打击对手。无需

人工干预就能够识别目标并决定开火的

自动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实用，向战争法

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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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2.4：国际安全的7种驱动力

技术创新：新兴技术制造了挑战，但同时也存在应对挑战的机会。 

资源、气候管理和安全：对能源、水资源和粮食等资源的激烈竞争加剧了局势紧张。

有效治理：腐败和缺乏透明度或者法律规定，限制了发展进步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地缘战略竞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和互信减弱，导致大国展开影响力竞争，往往会导致势力范围的相互竞争。

人口变化：国家可能陷入青年和老年人口膨胀，以及移民大量涌入导致的问题中。

社会凝聚力和信任：不平等、社会排斥感、误解和边缘化威胁社会稳定。

混合与不对称威胁：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杂威胁、模糊对手和“黑天鹅”。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30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提示2.5：情景方法论

领导人应该解决的最紧迫问题是什么？哪些趋势导致了变化发生？为了尽可能未雨绸缪，领导人需要广泛地思考，并考虑

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

战略前瞻通过仔细研究并验证得出的前景，评估未来的环境会是什么样子。凭借这些前景可以推断出当今的趋势，并提

供能够影响强力决策的见解。这里列出的三种前景（参见图2.5.1）描述了国际安全的七个驱动力是如何互动的，以及重

要行为者该如何应对。建立和运用场景两个过程相结合，能够孕育出促成变化所需的必要关系。

从2015年年会开始1，在长达一年的计划中，世界经济论坛网络中有250多名成员参加了有关前景的磋商。为确保广泛的

视角，来自政府、安全部门、学术界、公民社会、年轻人和商界的代表占据了参与者总数的41%（参见致谢部分）。本报告

的致谢部分收录了所有参与者名单。

自然资源、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

气候变化将在未来进一步恶化现

有的安全问题，并且制造出新的问题。

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言，世界对气候

变化的感受会越来越深：漫长的高温和

干旱、反常的暴风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

事件，以及威胁沿海城市和岛屿国家的

海平面不断上升问题，都会在更大范围

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危及众多国家，

尤其是那些已经陷入贫困、脆弱和无效

治理的国家。

本报告将在第三部分探讨气候变

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这是气候变化影

响国际安全格局的另一条途径。当井水

干涸，庄稼欠收，鱼塘枯竭，人们失去了

生计的时候，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

关系就很可能爆发成为社会暴力。包括

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在内的非国家武装

行为者会把这种新的不安全因素作为

额外的不满理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叙

事，在穷困潦倒的人群中招募新成员。

水资源和粮食方面的压力可能导致

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囤积大宗商

品会引发贸易中断，地方群体会反对外

来者控制耕地，从跨境区域的河流和地

下蓄水层获取水资源也可能引发争议。

大量气候移民进入受气候变化之害较

轻的国家，很有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紧

张。环境压力会加速跨境移民和人口城

市化，给许多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带来

额外压力。城市需要找到新的措施和政

策来管理安全风险。

注释：1 Eide and Kaspersen 2015c。

图 2.5.1：未来的三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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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安全展望：未来的
三种情景

未来世界可能发生迅速而翻天覆

地的变化，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会以什

么形式发生，但它还是向人们提出了规

划和准备等基本问题。在报告的这一部

分，我们将描绘出到2030年的国际安全

格局变化（参见提示2.5中对方法论的

叙述）。此举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

通过提出事物的合理发展轨迹来质疑

当前的思想，并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建立

起更具适应性，更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反

应系统。

未来情景1：有围墙的城市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一步突破拓

宽许多国家的公民视野，提高了人们对

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和管理质量的期

望值。与此同时，财政方面的难题却削

弱了政府满足民众期望的能力——于

是民众开始揭露公共部门的腐败、差劲

的服务和无效的机构，以此来表达失望

之情。

依据这种情景预测，财富、收入、

健康、环境和机会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

大，并逐渐导致社会分裂。在比较富裕

的国家，不断降低的工资和缩减的公共

产品掏空了中产阶级。那些能负担得起

这些花费的人则逐渐退回到封闭的社区

内，转向私人领域寻求那些曾经属于公

共的服务，将他们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割

裂开来。23肥沃的土地、新鲜的水，甚至

干净的空气都渐渐成了商品，卖给那些

能消费得起的人。随着经济和政治精英

感觉到日趋一致，并与民众疏远，国家

失去了用一种共同的信仰或认同感将人

们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信任受到了侵

蚀，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也遭到

了破坏。

许多国家因为人口发展而活力受

损。在某些地区，大量的年轻人找不到

稳定、高薪的工作机会。在另一些地区，

老龄人口膨胀，对养老金经费和医疗健

康提出了更大的需求。这些都给日益萎

缩的劳动人口带来了压力，限制了国家

为解决安全问题而获取资源。

年轻人在寻找经济机会和人道主

义，环境灾害迫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这

些大规模移民的涌入进一步削弱了社会

凝聚力。由于没有培养共同身份和共同

事业的土壤，失控的移民潮和移民社区

的草草融合制造了诸多紧张。针对移民

的焦虑主张刺激了极端主义、排外思想

和种族主义政党的成长，他们利用“我

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信息，倡导回

归基于文化、种族和宗教的专制政府和

国家身份。

年轻人在网上消耗的时间越来越

多，他们为了满足需求，和身处遥远却志

趣相投的人分享共同的信仰和社区感。

与此同时，难民营里也有成千上万的孩

子正在成长，他们经常处于胁迫之下，没

有任何自然的归属感。从内战或社会暴

力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饱受创伤，

没有寄托且不抱幻想。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反对体制，他们很容易被暴力集

团或帮派团伙招募到门下。

叛乱分子、恐怖集团和犯罪组织都

在利用安全赤字，借用新技术强化他们

对付安全部队的实力。一些国家在诸多

国内威胁之下不堪重负，国内安全问题

加速恶化，无力参与多边合作，降低了

全球机构和机制的有效性。

在一些地区，国家和非国家暴力行

为体之间的界线非常模糊。恐怖分子和

犯罪集团往往组成不透明的联盟，控制

着更多的领土并进行国家式运作，使国

家甚至地区面临崩溃之险。南美和墨西

哥之间的走廊、伊拉克和黎凡特以及西

非和中非地区目前正处于内战、人道主

义危机、暴力极端活动、犯罪和帮派团

伙的重重压力之下。

在社会的支持下，合法的非国家行

为体和各种组织开始日益频繁地填补

式微的各国政府无暇顾及的一些领域。

公司和私人慈善机构填补了空虚，担负

起曾经属于公共服务的那些领域。他们

往往在贫弱的社区附近开展业务，许多

公司由此加入到了解决不安全感和暴力

导致的社会问题中来。国家权力的削弱

抬高了城市的力量，人们开始将城市当

作最具实用性和功能性的治理单位。24

在一片混乱之下，世界被分割成了

一个个岛屿。环境变化和社会暴力迫使

大量人口背井离乡，尚能维持的国家为

了保护自己的国人，往往会部署部队和

情报机构避免被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

中。在这种情景下，到2030年世界将类

似于中世纪时代，富裕的城市纷纷垒起

高墙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墙外不法混乱

的牵连。

未来情景2：强势地区

未来的另一种情景是，经过反复无

常和充满竞争的过渡期，2030年将出

现由少数几个大国引领的稳定的世界。

在这样的未来前景下，南方和东方

积累了财富，更多参与者将有能力在外

交、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战略

经济投资。权力平衡调整造就了一种以

地区影响力和利益为主，能够被人们普

遍接受的新秩序，在政治争端和共享资

源方面也会产生新的参与规则。

国家的权力远远没有受到侵蚀，他

们还依然很强大——有时候甚至还专

制。强势的领导人掌握了权力，并且许诺

要重新关注狭隘的国家利益，为公众带

去最少的多样性，使人们高度团结。回忆

（想象）辉煌的过去和强调种族和信仰

的同质性，成了一种弥补未来不可知性

的战略。这就像20世纪30年代，领导者

们曾经劝说民众“逃离自由”：领导者牢

牢控制着边境，限制移民，在军警方面

投入了巨大资金，他们劝说人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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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监视是保护他们免受死亡威胁

的唯一途径。

政府在饱尝了国家间的不信任之

后，将政治、金融和外交资金投入到了

双边和地区进程中。高效的地区力量开

始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超越地区周

边、存在共同利益的全新便利性联盟。

全球治理机制依旧没有可信度。最初和

全球架构共同运作的新形式合作，渐渐

替代了发展、贸易、金融、安全和互联网

的角色。这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出现了

弱化：随着争议性问题走下全球会议

桌，国家就有能力重建信任并在国际层

面上保持稳定。

例如，世界上的网络空间既不是开

放的，也不是全球性的。国家对网络采

取了进一步的管控。这种控制有时候是

与其同盟国家联合进行的，以便在数据

存储、检索和基础设施方面打造自身能

力，通过安全威胁和用大数据提高公众

服务的承诺来赢得民众的支持。25另一

个例子是气候变化：随着气候变化的影

响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国家渐渐把注意

力从棘手的全球行动转向了更具可操作

性的地区行动。其目标是将人类从灾难

性的气候变化中拯救出来，这使得各国

和各个地区能够携手共同改变和保护

“自己的”公民。

美国最近曾经在国外干预，以及国

内对于外交事务的两极分化上有过惨

痛的经历，因此美国重新定位了国家的

优先事项，放弃了成为世界舞台中心角

色的野心。这使得其他国家得以在全球

重大政治问题上填补这个空白。中国的

“和平崛起”再也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

恐惧；它在东亚的显著地位已经成为一

个普遍接受的事实。东盟围绕着这个巨

大邻国进入了舒适的轨道，而日本则正

专注于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美国和中

国相互接受彼此的经济相关性和在世

界新秩序中的共同角色和责任。

俄罗斯在横扫了最后的障碍之后，

巩固了其在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的势力

影响范围。欧洲——与俄罗斯重新建立

了经济伙伴关系，巩固了与美国的关系 

——发展出几个层次的一体化，而且仍

然是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地区贸易集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利用其丰富的资

源和重要战略位置，整合成为一个地区

性集团。非洲一体化仍在加速推动，其

两个区域一体化集团发挥了双重的影响

力。中东和北非地区在经历了多年毫无

结果的代理冲突之后，两个处于微妙平

衡状态的国家安全联盟在一定程度上

为该地区恢复了秩序。

现在距离2030年还有15年，这种

地区和联盟之间的平衡作为一种全球

新秩序还只是刚刚开始巩固。从前的对

手和敌人还在试探彼此的边界，地区大

国予以阻止并在此强调，新的秩序已经

到来。安全问题要由地区盟友或相关

参与者来解决，而不是放到全球层面去

处理。

全球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失：

地缘政治利益超越了经济利益，效率随

着全球化的逆转而降低。然而，随着制

造业和自动化领域的革命，产品会更加

接近消费者，对全球货物贸易的需求以

及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的需求也

随之下降。公司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

通过复杂的安排才能够展开跨区域运

营；在许多情况下，放弃国际战略转向

本地化或分解成更小的区域实体反而是

更有效的策略。

未来情景3：战争与和平

未来可能出现的最后一个情景是，

未来15年世界爆发重大冲突，最终导致

全球体系重新构建。

在这种情景下，现有的大国仍然不

承认经济、人口和政治领域发生的权力

转移。国家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侵蚀

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削弱了他们的

能力，从而无法合作解决有关彼此在特

定地区、特定国家发挥作用方面的分歧：

例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俄罗斯在

中亚的角色，以及中国在东南亚的角色。

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实质性进展

发生得非常缓慢。一些国家认为，在气

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会导致产生国

内问题，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获得

适合耕种或进行资源开发的新土地，因

此阻挠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策略。

国际体系无法治理日益紧张的局势，而

各国无法就国际体系的规范性基础或

规则达成长期一致。

随着主要国家发展停滞以及孤立

主义运动的兴起，新兴大国获得了试探

现状的空间。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内

部压力不断加剧：新兴技术带来的大规

模失业导致社会动荡大爆发，极端天气

事件压垮了政府的应对能力。在某些国

家，动荡助长了恶性的民族主义，引发

人们借历史宿怨而对强大的邻近国家采

取敌视态度。

最终，在这种情景下，两个大国之

间将爆发重大冲突。一国的关键性基础

设施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造成生命损

失。该国指责另一方蓄意攻击，于是向

对方发起了报复性的常规打击。而另一

方国家否认参与了网络攻击，认为自己

无缘无故遭到了攻击。两国民众满腔怒

火要求向对方采取进一步行动；神经紧

张的领导者们则支持民众的态度，错误

地估计了后果的严重性。

其他国家也被拽进了这场不断升级

的冲突，而且不得不选边站。两个国家

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则寻求利用这场冲

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迫使战争双方不

但相互厮杀，而且还要介入针对第三方

的混合冲突。

最终，冲突终于结束，几乎给两国

造成了互相性的毁灭，双方在人员、经

济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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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禁忌”（即使国家拥有这些终极武

器，也绝不会实用）依然会发挥作用，但

交战双方确实已经开始准备考虑使用

这些武器。这场冲突显然没有胜者。在

这种情况下，冲突的结果会引发人们下

决心去阻止这种事情重演。人们普遍接

受的观点是，要从之前全球机制减缓冲

突失败中吸取教训，那就是这些机制不

仅过于雄心勃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

无效的。

有些国家确定了几种确实需要进行

全球合作的基本实践：例如与海洋、空

中走廊和金融相关的规范。由于在经济

上存在关联，许多规范不是由政府间组

织照管，而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监

督执行的。公民社会和商界领袖在全球

性协议中发挥了管理作用。从人权、自

由贸易，到国际发展和互联网管控，之

前关系到全球治理机构利益的一些领

域，由于并非对防止冲突的基本目标具

有实质性意义而被搁置到了一边。联合

国名义上仍在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但

是却没有能力调整大国之间的关系。

当全球系统中的自由、民主、公正和

平等的自由理想不再是一个人人渴望的

范式时，全球系统也就瓦解了。一种尊

重政治差异和各种经济方式的全新共

识开始出现，虽然这意味着要接受一定

程度上根深蒂固的全球不平等，要承担

全球共同任务。只要有可能，人和企业

就会迁徙到最符合他们目标的地方。

影响和结果

虽然以上三种未来情景不会像报

告中所描述的那样确切出现，但今后的

安全格局中很可能出现这些情景中的一

个或多个因素，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同时

现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有围墙

的城市”阶段，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述，

难民危机似乎已经促使一些国家条件反

射般地关闭了物理上和政治上的边界。

这三种情景可能看上去有点反乌托

邦的意味，因为他们推断出了现有的负

面趋势。然而，世界不需要发展到这种

程度。只要具备强有力的领导并且在国

际层面上采纳正确的决策，集体智慧、

相互关联性、科技进步和社会创新就会

为我们提供改变结果的无限机会，去塑

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这最后一点又把

我们带回到了本报告的宗旨：为我们当

今需要做出的决策注入新的想法。以下

的建议旨在帮助人们面对可能发生的未

来，帮助他们控制变更目前的轨道，从

而改善最终结果。

改变社会契约

首先，这三种未来前景提出，要改

变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政策制

定者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重建对治理的信

任，改善机构和领导人的问责制，减少

社会和经济分歧，以及提供更好的服

务。在这些领域26，技术不但是潜在的破

坏者，而且也是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

治理更加高效也许并不够，还要建

立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将民众和国家，

民众相互之间捆绑在一起的根基正在不

断受到磨损。国家的一项关键性任务是

强化公民概念和包含在国家话语中的各

种讲述，为调和国内国际的政治和宗教

冲突铺平道路。

重新布局全球治理

所有三种未来情景反映出，全球治

理机构在应对安全问题时其未来的角

色和能力是不确定的。在一个理想世界

里，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机构具备缓解冲

突（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国竞争）

的工具和立场，能够控制并解决外围冲

突。然而目前，多边体系看上去已经被

数量众多的复杂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

国际机制经常被某些成员国的特殊利

益分裂、指派或破坏。

如果某些国家想要强化能力，在关

键的国际安全问题上采取集体决策，那

么他们就需要提高多边机制的效率。联

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反映了当

今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它们不但进展缓

慢，而且已经不再受到重视。零敲碎打

的体制改革本身远远不够：人们面临的

选择是，要么实施全面改革创建正确的

机制，响应未来全球安全合作；要么任

由全球治理体系“分崩离析”——这种

结果不会有利于国际安全。

培养全球领导力

当今世界明确需要强有力的领导、

新的妥协、创新的想法和进行长远思考

的能力。这些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和国

际组织，也适用于公民社会和商界。因

为权力分布在众多行业，对于未来安全

而言，多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合作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虽然数字革命有时会带来一些干

扰，也它也可以用来增强透明度——而

如果这些透明度是货真价实的，那么它

就能有助于重建信任。

从“强势地区”这种未来前景中可

以看出，这一过程由地区层面上展开，

新的架构平行于现有的国际体系，最终

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全球稳定。

强化城市的作用

重新关注强化城市安全也能发挥

积极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

将作为最自然的政府层面，在利用技术

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方面日益同国家展

开竞争。城市的发展已经证明，它们作为

创新地点，在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等

方面存在优势，因为事实已经多次证明，

城市往往更加注重实际解决问题而不是

“地位和声望”等可能模糊国家间关系

的问题。国家可以将资源移交给城市，

为城市领导者创建参与安全合作的新

途经，这或许比进行国家间多边合作，

改革现有的机制要更加快速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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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私营部门的参与度

将私营部门作为国际安全的一个利

益相关方，提高他们在其中的参与程

度，有关于此，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论

据。27企业的表现会影响政府在贸易、外

交和维护本国公民安全方面的作为，同

样，安全风险会影响企业在投资和经营

方面的评估。然而全球安全机制和多边

层面中并没有反映私营部门对于和平和

安全的潜在作用。

企业往往将全球安全问题作为一种

风险管理和制度执行问题。企业对自己

的全球、区域或地方影响力认识有限，

可能导致其在社会和治理中无意间复制

或坐实某些负面模式。企业对地缘政治

冲突的传统应对方式是，从本质上把它

们当作棘手的外部因素：企业会在等待

危机平息的同时，寻求将业绩下行风险

最小化。然而，在一个超级联通的世界

里，一个地方的波动可以直接影响地球

的另一边。避免在已知或潜在的不稳定

地区投资，并不能使企业免受波动的影

响。在当今世界中，公司最好能够理解自

己在影响国际进展方面的潜在能力。

许多企业已经开始直接或间接地着

手处理不安全问题的根源。治理腐败、

环境恶化、社会差距和社区动荡效率低

下会导致风险，对此，许多公司已经有

政策到位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解决

这些处于他们业务核心领域的不安全

因素。例如，矿业公司正在寻求降低环

境对当地社区的影响；电信企业正在培

训当地员工，使他们具备应有的技能变

得更加能干；基础设施公司正在与当地

政府展开合作，提高公开招标的质量和

透明度，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有助于化解

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原因。私营部门可以

提供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公司规范来

禁止腐败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方式有可能促进提高治理水平，降低社

会的不满情绪。

鼓励新的行为方式

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合作也能有

助于降低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隐患。指

导技术创新的伦理框架和各种规范应

该由实际参与者们来阐释，而不是仅仅

依靠那些监管机构，后者未来将难以跟

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化步伐。同样，

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个维度下对

安全的共同认识应该包含新兴技术和

国际安全领域关键的私人和公共利益

相关方。

透过国际安全的镜子看气候变化

可以发现，在某些政策选项中，各个利

益相关方的行动至关重要。其中包括，

寻找新的机制反映与资源稀缺和环境

影响相关的外部效应，同时通过担保人

们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生存必需品来维

护社会稳定。另一个例子是，建立公私

伙伴关系，以便找到技术手段来提高粮

食生产和用水效率及弹性。

结论：呼唤建立必要的风险
抵御能力

如果“新状态”意味着全球地缘政

治风险会发生更加频繁，利益（而非价

值观）出现重组，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

利益相关方加入其中，为全球安全新范

式和执行方案设定方向。

第一步是，私营部门领导人要将国

际安全牢牢锁定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

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趋势很可能对未来

全球经济产生更大影响，因此商界领袖

要更加关注战略问题。随着他们更深入

地了解了这些问题，并且亲自加入到地

缘政治和全球安全格局中发挥作用，私

营部门会成为一个解决诸多全球安全挑

战并减缓其推动力的建设性合作伙伴。

第二步是和传统的安全行动参与

者一起——包括国际组织和各国政

府——调整他们的框架和流程，纳入适

当程度的公私参与。技术和社交媒体公

司通过《采矿业透明行动倡议》阻止恐

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商业联盟

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都是公私

组合强化安全的事例。

第三，重新关注预防、准备和抵御

能力，而不是反应和顺从，这样就有可

能提高安全行动参与者管理已知和未

知安全风险的能力。私营部门中存在着

重要的专门技术和资源，可以用来改善

全球安全中的防备和关键任务规划过

程。更新安全措施的方法有很多种，例

如，使用数据跟踪风险因素的进展，共

享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信息，为

治理行业供应链建立突发情况下的机制

等等。

我们不能坐等危机发生，也不能懵

懵懂懂地走入以上描述的反乌托邦情

景，识别潜在拐点，专注于寻找解决方

案而不是克服问题，并相应地调整相关

结构，这一切都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在

一个快速发展、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保持

虚心并改善结果，通过一个真正具有前

瞻性的各利益相关方进程来促成更强

的适应性，也许是防止反乌托邦前景变

成现实的最好办法。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35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尾注

1“非国家行为者”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指的是非营利性或商业性服务提供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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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s 2008.

3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 2015.

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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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36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参考文献

下列条目中包括第二部分中所讨论的话题的参考文献，以及文中引用的文献。

Aon Risk Solutions. 2015.“The changing face of terrorism：Responses to an 
evolving dynamic”. Aon Risk Solutions, Aon plc . http：//www.aon.com/kenya/
attachments/ articles/the-changing-face-of-terrorism.pdf

Argueta de Barillas, M.A. and G. Cassar. 2015.“How can Latin America achieve 
long term inclusive growth?”Forum Agenda 1 May 2015. https：//agenda.weforum. 
org/2015/05/how-can-latin-america-achieve-long-term-inclusive-growth/

Barrett, R. 2014.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New York： The Soufan Group. http：//
soufan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TSG-Foreign-Fighters-in-Syria.
pdf

Beckstrom, R. 2014.“2050：How can we avoid an electronic 19984?”World 
Economic Forum Blog 19 January 2014. https：//agenda.weforum. 
org/2014/01/2050-digital-future-e1984/

Berne Union. Statistics on political risk insurance trends, 2010–2014. http：//www. 
berneunion.org/statistics/

Blanke, J. and A. Kaspersen. 2015. “Business, like government, must master 
geo- economics.” Forum Agenda 6 February 2015. https：//agenda.weforum.
org/2015/02/ business-like-government-must-master-geo-economics/

Bodnar, G.M., J. Graham, C.R. Harvey, and R.C. Marston. 2011. “Managing Risk 
Management”. Wharton University. March 2011. http：//finance.wharton.upenn. 
edu/~marstonr/pdf/managingriskmanagement.pdf

Bolgar, C. 2015. “Geopolitical risks： On the rise in executive minds”. Zurich 
American Insurance Group, 18 February 2015. http：//knowledge.zurich.com/
risk- interconnectivity/geopolitical-risks-on-the-rise-in-executive-minds/

Commission on Global Security, Justice and Governance. 2015.“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Global Governance：Executive Summar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Security, Justice & Governance, June 2015. The Hague Institute for Global 
Justice. http：//www.globalsecurityjusticegovernance.org/wp-content/ 
uploads/2015/06/EN_Executive-Summary_Global-Commission-Report.pdf

Dakar International Forum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 Africa. Report on the 1st 
Edition of the Dakar Forum. December 2014.

Davis, N., M. Dusek, and A. Kaspersen. 2015.“How can we address violent 
extremism?”Forum Agenda 18 May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5/ 
how-can-we-address-violent-extremism/

Deloitte Development LLC. 2009.“Facing the sanctions challenge in financial 
services：A global sanctions compliance study”. http：//www2.deloitte.com/
content/ dam/Deloitte/ru/Documents/financial-services/Facing%20the%20
sanctions%20 challenge%20in%20financial%20services.pdf

De Sola, I. and A. Kaspersen. 2015.“Is the business world ready for today’s 
security challenges?”Forum Agenda 8 October 2015. https：//agenda.weforum.
org/2015/10/ is-the-business-world-prepared-for-todays-security-challenges/

Economy, E.C. and M.A. Levi. 2015.“By all means necessary：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changing the world”. All China Review 3 July 2015. http：// www.
allchinareview.com/by-all-means-necessary-how-chinas-resource-quest-is- 
changing-the-world/

Elgar, F.J. and N. Aitken. 2011.“Income inequality, trust and homicide in 33 
countri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1 (2)：241. http：//www. 
researchgate.net/profile/Frank_Elgar/publication/44651717_Income_inequality_
trust_ and_homicide_in_33_countries/links/02e7e51704349a702e000000.pdf

Eide, E.B. and A. Kaspersen.

2015a.“Cyberspace：The new frontier in warfare”. Forum Agenda 24 
September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9/cyberspace-the-new-
frontier-in- warfare/

2015b.“The dark sid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 and how to avoid 
it”. Forum Agenda 10 November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11/
the- dark-side-of-the-digital-revolution-and-how-to-avoid-it/

2015c.“How should the world react to growing security threats?” Forum 
Agenda 10 February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2/how-
should-the-world- adapt-to-global-security-threats/

Garrett, N. and A. Piccinni.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 A New Security 
Challeng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 SIPRI Policy Brief. Solna, Sweden： SIPRI.

George, R. 2013. Ninety Percent of Everything： Inside Shipping, the Invisible 
Industry That Puts Clothes on your Back, Gas in your Car, Food on your Plate. New 
York：Henry Holt.

com/articles/17284/carnivores-battle-herbivores-for-future-of-u-n-s-peacemaking- 
soulGeneva Declaration Secretariat. 2015. Global Burden of Armed Violence 2015. 
Geneva：GDS. Gowan, R. 2015.“’Carnivores’battle‘herbivores’for future of U.
N.’s peacemaking soul”. World Politics Review 23 November 2015. http：//www.
worldpoliticsreview.

Guehenno, J.M. 2015.“Fanatics, Charlatans, and Economists”. Project Syndicate 
27 January 2015.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op-eds/2015/
guehenno- fanatics-charlatans-and-economists.aspx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5. Global Terrorism Index. http：//www. 
visionofhumanity.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20Terrorism%20Index%20 
Report%202014_0.pdf

II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5.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15. IISS. https：//www.iiss.org/en/publications/acs/by%20year/armed-conflict-
survey-2015-46e5

Kaspersen, A.

2015a.“3 Ways to defeat ISIS”. Forum Agenda 20 November 2015. https：//
agenda.weforum.org/2015/11/3-ways-to-defeat-isis/

2015b.“Can you have both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the internet age?” Forum 
Agenda 21 July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7/can-you-have-
both- security-and-privacy-in-the-internet-age/

2015c.“What will militaries of the future look like?” Forum Agenda 12 August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08/what-will-militaries-of-the-future- 
look-like/

Kaspersen, A. and A. Hagan. 2015. “8 emerging technologies transform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Agenda 8 September 2015. https：//agenda.
weforum. org/2015/09/8-technologies-transforming-international-security/

Kaspersen, A and A.Kirn. 2015. “Can businesses help figth humanitarian crisis?” 
Forum Agenda 13 November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11/
can- businesses-help-fight-humanitarian-crises/.

Kaspersen, A. and P. Shetler-Jones. 2015. “Are we heading for a second Cold 
War?” Forum Agenda 6 November 2015.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5/11/
are-we- heading-for-a-second-cold-war/

Le Mière, C. and J. Mazo. 2014. Arctic Opening： In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The 
Adelphi Series： Books on key security issues. Volume 2013, Edition number 440, 
January 201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Leonard, M. and I. Krastev. 2014. The New European Disorder.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 November 2014. http：//www.ecfr.eu/publications/
summary/the_new_european_disorder32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Economic Conditions Snapshot, June 2015： 
McKinsey Global Survey results”.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economic_ 
studies/economic_conditions_snapshot_june_2015_mckinsey_global_survey_
results

Munoz, J.M.S., ed. 2013. Handbook on the Geopolitics of Business.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Nye, J.S. 2014.“2050：How can we avoid a gated world?” World Economic 
Forum Blog 19 January 2014.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4/01/2050-can-
avoid- gated-world/

Rachman, G. 2014.“Why investors are ignoring war, terror and turmoil”. Financial 
Times 8 September 2014.

Rashish, P.S. 2014. Bridging the Pacific： The Americ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Atlantic Council 23 July 20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publications/reports/ 
bridging-the-pacific-the-americas-new-economic-frontier

Sally, R. 2014.“2050： What if cities ruled the world?” World Economic Forum 
Blog 19 January 2014. https：//agenda.weforum.org/2014/01/cities-ruled-world/ 
Schwab, K. 2015. “The digital revolution demands a politics update： The EU safe 
harbor ruling is a wake-up call for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Opinion, Politico, 
9 Nobember 2015. http：//www.politico.eu/article/the-digital-revolution-
demands-a- politics-update/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37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Stapp, K. 2014.“Where would you like your new glacier?”Geopolitics & Political 
Economy / Inter-Press Service, 25 February 2014. http：//globalgeopolitics.net/ 
wordpress/2014/02/25/where-would-you-like-your-new-glacier/

Stoltenberg, J., NATO Secretary General. 2015. Press conference. http：//www.
nato. int/cps/en/natohq/opinions_117022.htm

Symantec. 2015. 2015 Internet Security Threat Report, volume 20. Symantec.

Thomas, J. 2013. Political Risk in the Mining Sector：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the Perils. Schaumburg, IL：Zurich Americ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Thompson, F., O. Tonby, K. Sneader, and J. Woetzel. 2015. No Ordinary 
Disruption： The Forces Reshaping Asia. Special Report for The Singapore 
Summit. September. McKinsey & Company.

Varisco, A.E. 2009.“A study o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armed conflict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eacebuilding”. 
Journal of Peace,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14 (July)：38–58.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CHR Global Trends 
2014：The World at War. 18 June 2015. Geneva：UNHCR. http：//www.refworld.
org/docid/558292924.html

Vision of Humanity. 2015. Global Peace Index. http：//www.visionofhumanity.org/#/ 
page/indexes/global-peace-index

Williams, P. 2008.“Violent Non-State Actors 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Novem-ber 200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ecurity Network,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urich. http：//www.isn.ethz.ch/Digital-
Library/Publications/ Detail/?id=93880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2. Risks and Responsibility in a Hyperconnected 
World： Pathways to Global Cyber Resilience.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Deloitte.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The Futur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Resources：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a. Geo-economics：7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Geo-Economics, January 2015.

2015b. The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Geneva：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38

第三部分：
焦点风险

本报告在前几个部分中探讨了全球

风险日益迫近，影响生活、经济和制度

的几种途径。第三部分要通过社会的镜

头来研究“2016年全球风险格局”和

“2016年全球风险关联图”。运转良好

的社会是国际安全的核心，也是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的关键。报告的这一部分将

对社会的三个不同角度，即三大焦点风

险进行深入探讨。为了激励人们行动起

来，每项焦点风险中都包括了可以借鉴

并用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实践案例。

与社会不断推进的数字化相关联

的风险之一是两种途径之间的紧张关

系：一方面技术赋予民众力量，另一方

面这些民众又逐渐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权

利。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缺乏高质量的

就业机会——这可能会因为第四次工

业革命而进一步加剧——再加上极端

天气事件和扩大的移民潮，这些因素导

致社会陷入了深深的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下面要探讨的第

一项焦点风险是“公民被赋权（剥

权）”，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

定。第二项要探讨的是，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措施不力，粮食安全——社会稳

定的必要条件——正日益受到威胁，这

项焦点风险是以本报告第一部分内容为

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最后，本部分要讨

论的第三项风险是未来威胁社会凝聚

力的流行性疾病。

前几个时代中，世界已经经历过因

为经济集中、技术和地缘政治发展而带

来的深刻转型。但是随着变化的步伐越

走越快，事物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复杂，

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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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世界经济论坛的亚历山大·罗布林（Alexandra 
Lopoukhine）、西尔维亚·马尼奥尼（Silvia Magnoni）和尼

古拉斯·戴维斯（Nicholas Davis）亦有贡献。

图3.1.1：世界抗议强度

资料来源：2015年由Kalev Leetaru根据全球整合新闻数据库(GDELT)（http：//gdeltproject.org/）数据计算并作图。

注释：世界抗议强度分数是将抗议事件总数除以当月发生的抗议事件数量。图表中的时间轴上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世界各地用100多种语言的印刷、广播和网络媒体(http：//
gdeltproject.org/)。过去30年来，随着媒体报道数量的增加，数据也变得规范起来。

社会稳定面临风险：分析

近几年，社会不稳定重新成为了一

个突出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

所探讨的那样，社会不稳定已经成为关

联性最强的全球风险（参见图2），在未

来18个月和10年两个时间段排位前十名

（在未来10年的风险中排名第五，参见

图1.1；在未来18个月的风险中排名第

八）。另外，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也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和北

非发生概率最大的全球风险之一。（参

见图3）。

虽然与社会不稳定相关的统计结

果一直在变——主要是因为描述社会不

稳定的术语相互差别很大——但数据

显示，过去二十年间抗议事件的数量一

直在增加。如图3.1.1所示，从最近 2011

年与阿拉伯之春相关的事件以来，抗议

活动的密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

平。全球整合新闻数据库（GDELT）指

出，“过去三年里抗议活动有所升级”，

而相比之下“前二十年里抗议活动的数

量相对是减少的”。1这些数据表明，抗

议事件又重新接近了20世纪80年代的

水平，那时候社会动荡既有出于冷战的

紧张气氛、反种族隔离情绪等原因，也

有天安门事件等因素。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多元而

深刻的转变，向社会稳定发出了挑战。

变化来自于技术飞快进步、全球化、财

富和收入的集中、人口迁移、缺少工作机

会和气候不断变化等。它们共同创造了

新的机遇、预期和挫折。社会不稳定本

身并不总是负面因素，因为它有可能将

社会推向另一种更好的新的平衡。想要

确保这些转变产生正面后果就需要对

制度和政策框架进行深入改革，但随着

民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会对

政治和商界领导人发出质疑，对他们的

能力和诚意产生怀疑。

社会改革机制面临压力

许多社会试图将与社会转型有关

的压力引向建设性的对话，让其他民众

和当权者听到受害者的声音。对个人来

说，要求提高公众对某个问题的认识、

要求进行改革的常见机制是组织活动、

签署请愿书、捐款，以及加入社会或政

治组织参加选举。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完备的

建设性机制来应对要求改革的呼声。面

对人们因为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不安情

绪，有些人开始制止争议，有意无意地压

制对现行架构提出质疑的个人和团体。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稳定逃不出旁观者的

视野：在有些社会里，大规模的和平示

威游行也会被看作是种具有破坏性、煽

动性的威胁；而在另外一些社会里，它

们会被当做应有的建设性机制改革。

3.1 公民被赋权（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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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态度的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

不稳定——社会中总是会有要求进行

改革的民众。相反，当机构体系企图将

转型态度和平地纳入到更广泛社会和

政治背景下，而且这种做法并不成功

时，那么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在世界

各地，人们对机构体系的信任度正在直

线下降。最新的《爱德曼信任度晴雨

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发

现，民众对政府和商界表示不信任的国

家在受调查国家中的占比，达到了15年

来的最高值。非政府组织也不能幸免，

尽管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度仍高于公共或

私人部门，但《2015年爱德曼信任研

究》显示，这些实体所获得的信任度也

在下降。2

社会稳定面临风险

获得（被剥夺）权利的公民所提出

的要求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相关定义参见提示3.1.1），当人们无

法确定现有的架构能否建设性地处理

这些压力时，社会不稳定的全球风险就

会升高。当这些民众组织或行动起来

时，政府和商界就需要在导致民众不满

的根源上达成一致。他们必须了解这些

风险，并且想方设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

境和新的社会格局。

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之外，国家

面临的风险还包括：（1）政府授权的合

法性遭到破坏；（2）社会严重两极分化；

（3）在相关领域陷入政治僵局并且无

法启动改革；以及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发生

（4）国家治理系统解体，并且引发其他

可能出现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相互联系

的复杂社会中的诸多级联风险。在一个

包容的社会中，享有权利的社会行为者

在对国家的共同愿景之下结成联盟，这

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这个国家既

稳定又自信，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腐败程

度较低，而且还有强大的法律统治——

所有这些都是商业经营的要素。3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商业经营需要

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才能获得利

润。经营者根据对社会政治风险因素的

预测和情境分析来展开运作，社会不稳

定性会增加运营成本，降低投资利润，

削弱他们在当地的经营网络。社会和政

治动荡会导致收入损失、财产破坏，道

路受阻、官僚拖延，以及整体经济放缓

和一个不利的商业环境。对商业领域而

言，更具体的风险还包括：（1）品牌声誉

风险和其他与品牌相关的风险；（2）丢

失市场份额；（3）产品遭遇抵制；以及

（4）现有的经营模式遭到破坏。

当公民和消费者一样，感觉找不到

办法去改变时，地方环境和关系就会出

现变化，特定的商业风险随之显现。因

此，商业模式需要适应新的要求和期

望。客户越来越想了解的不仅是行业在

童工和环境等领域的表现，而且还要了

解整个供应链的运作。他们希望能在业

务的各个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从

建立生产过程到分销业务的运作，以及

围绕社区计划的投资决策。

获得（被剥夺）权利的驱动力

世界各地的社会结构正在三个层面

上发生转型。第一，在个人层面，人们感

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特定价值

观的确认发生了变化，这与人们表达意

见、传播观点的能力不断加强息息相

关，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第

二，在集体层面上，社会团体的形成和

团结方式、他们展开辩论、建立共同价

值观和共同意见的方式，以及他们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互动的方式都发生了快速

变化。第三，受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的

驱动并作为回应，政府、企业等正式机

构和宗教机构，以及媒体和公民社会组

织也在改变他们与个人和团体打交道的

方式。

这些结构性力量创造了新的沟通、

联系、合作和期待方式，而这反过

来——和新兴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环

境驱动力一起——制造了新的授权和

消权结构。

经济驱动力

最近，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针对不平

等、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环境不断恶

化的社会运动。从阿拉伯之春到欧洲的

反紧缩抗议，人们反对的是一种扭曲且

没有包容性的经济政治系统所造成的后

果。他们要求通过改革来解决政界和商

界的腐败问题，全世界都听到了这样的

呼声。忽视或深化不平等的政策会加剧

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削弱社会凝聚

力，并导致公民在民主进程中产生一种

被剥夺了权利的感觉。

环境驱动力

社会变化、政策调控和商业实践都

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虽然第21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冗长的气候谈判中充满了既得利益且缺

乏领导力，人们最终还是无法控制全球

变暖，于是近几年，在一片焦虑之中出现

了一个“气候正义”运动。应对气候变化

提示3.1.1：公民被赋权（剥权）

的定义

“公民被赋权（剥权）”一词描述了

一种源自相互作用的两种趋势的动

态：一种获得了权利，一种被剥夺了

权利。技术变化使民众更易于收集

信息，相互交流和组织活动，由此

产生一种获得权利的感觉。与此同

时，个人、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运动

和地方社区逐渐感到被排除在传统

决策过程之外，他们发挥影响力、

向各种机构和权利源喊话的权利受

到了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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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持续缓慢或没有任何进展将逐渐

引发抗议，尤其是极端天气产生的影响

正在日益扩大。

政治驱动力

过去三年中，发生在主要市场经济

体的选举和政府崩溃事件比过去十年还

要多。4政治领导人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下

跌，欧洲的现有政党成员日渐减少，需

要重新考虑如何与选民打交道。5工会

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在亚洲和

南美洲有所壮大，但其在欧洲和北美的

成员却在下降，尤其是在美国，工会劳

动力数量在2013年降到了97年来的最

低。6而其他政党数量却出现激增——

其中有些人是极端分子或民族主义分

子——他们甚至无需做出民众所期许

的提高透明和公平程度等承诺，便能向

现有的政府系统发起挑战。事实上，政

府频繁更新换代或者分离运动风起云

涌只会导致决策终结——社会陷入更

严重的不稳定，人们对政府架构的不信

任会进一步恶化。

人们认为政府无力应对全球重大

挑战——从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到粮

食安全——这种看法正在不断侵蚀对

当局的信任度。加之私营和公共部门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人们认为政府根本

无力也没有意愿去管控大公司的行为，

例如堵塞税收漏洞。在民众看来“旋转

门”塑造了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

治领导层和商业领导层相互勾结，交换

利益。他们认为，富人通过决策者享受

特权，而自己的想法却被领导层忽略了。

在前一种想法之下，后一种想法会越来

越强烈——甚至还明显得到了验证。7

技术驱动力

技术会放大其他因素导致的不满。

数字工具使得民众个人得以发声，可以

迅速地发动大规模网络行动或跨越传

统地理和政治边界的全球性社会运动

（参见提示3.1.2）。

尽管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投票

的比例在稳步下降，但数字技术为人们

提供了挑战现有权力架构，明确表达另

一种选择的新途径。这在2011年从北非

延烧到南美的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潮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有证据显示，在过

去20年中全世界的公民运动都在增长。

2010年到2012年的网上满意度调查显

示，之前越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他们

的政治满意度越高。8

在线抗议、罢工、网络行动和在线

请愿及抵制活动正在不断增加。例如，

网络活动家和请愿网站Avaaz.org在八

年中增加了大约4 0 0 0万名成员，而

Change.org现在拥有8000万用户。虽

然其中有些人只是奉行“鼠标点击主

义”的玩世不恭者，只是将其看做是一

种美德的信号，但这样的网络激进组织

还会经常组织线下活动作为补充9，并由

此扩大其影响力。随着世界的联系更加

紧密，以及手机和网络的普及，从前那

些具有地理局限性的抗议活动传播得

更加广泛而迅速。

镇压措施导致社会瓦解

政府反对某些公民运动是有明确

论据的，比如那些无视人权的活动。10然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

来理解什么是社会福利。为了建立信

誉，确保实现广泛的可持续发展，国家

的商界、公民和政府需要联手精心确定

一个共同的国家愿景。

许多政府并没有想办法赢回公众的

信任，而是对抗议采取严厉回应，进一

步使信任受损：比如关闭公民社会的活

动空间，将抗议者妖魔化，以及不断骚

扰活动家。最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公民

活动空间都有所收缩。公民参与世界联

盟(CIV ICUS)的公民社会观察报告指

出，2014年至少在96个国家，公民社会

的核心（自由表达、结盟和和平集会）遭

到了严重侵犯。11

技术既能赋予公民权利，也能赋予

政府权利，尤其是对自己的民众采用监

视工具——还有的时候是针对其他国

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违反了本国法

律，例如英国情报部门就在适当的程序

之外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采用了间谍手

段。12一些国家正在逐步修改法律，使

数据收集和网络监督合法化，例如加拿

大的C15法案，其最初的目的就是提倡

去除障碍，分享与安全有关的信息。

抗议者从同行那里学习战术策略，

各个国家也会就反抗议法案相互取经。

越来越多的政府采用相似的措施来限

制和平集会和抗议，禁止公民社会组织

接受外国资助举行某些活动，并且使得

新社团的注册程序变得异常复杂。公民

参与世界联盟(CIVICUS)注意到，专制

政权下的公民社会组织空间最近正在

不断萎缩，新兴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也

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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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3.1.2：数字政府技术：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持续）挑战

民众使用技术的能力决定了用技术改善政府和公民关系的能力。例如2012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

65-74岁的人中有不到四分之一认为自己和政府有过网上互动（互联网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相比之下16-24岁的人口中

平均有一半以上有过这种经历（图3.1.2.1）。为了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力，政府应该逐步采取措施解决目前的数字鸿

沟，避免出现新形式的排斥现象。和年龄一样，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也会导致出现数字鸿沟。

导致人被排斥在数字时代之外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缺少设备和技术能力有限。因此，随着运转良好的数字政府架构的发

展，采取有效的数字政府战略可以提高人口的信息通讯读写能力，提高人们对网上机遇的认知度，可以通过数字渠道和

政府展开互动并由此提高所有年龄层次人口的舒适度和熟悉度。整合线上（例如通过网站、手机应用）和线下（例如亲身

接触、信函联系）的多渠道的服务交付方式，更有可能保证让所有公民享受公共服务。

政府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利用数字渠道，通过完整的决策周期促进民众参与。大多数政府仍然认为社交媒体是传统信

息交流之外的一种额外工具。经合组织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政府试图将社交媒体用于更高级的用

途，例如转变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或对关键利益相关者开放公共政策过程等。1 2014年经合组织数字政府策略建议委员会

为政府提供了利用新技术提高流程和操作中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包容度，以及加强公民参与度和赋予更多公民权利的原

则。政府机构需要识别并支持那些有条件促进数字政府生态系统的企业和公民，以便促进对话与交流。

“公共政府数据库（Open Government Data）” 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进步，它向民众开放公共数据，有助于民众更加明

智地参与，强化社会向政府问责，以及通过将信息交到公民手里产生创造公共价值的机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OUR 

数据索引评估了政府在三个关键领域实施开放数据的成果：开放度、有用性和政府数据的重复使用率。2

注释：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更多详情可参见 https：//data.oecd.org/。

图3.1.2.1：各年龄段公民使用互联网与 公共机构互动情况，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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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数据库；Eurostat Information Society Statistic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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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和监视手段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

由。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 h 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报告，2014年有50个国家对海

外提供给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设置了限

制条件。13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记录了许

多国家对新闻自由的诸多限制。14在巨

大的商业利益和治理薄弱的双重作用

下，商界成了政府压制公民社会的同

谋——针对组织和活动家抗议建筑、采

掘和农业综合等大产业所采取的反制

行动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观点。15例如，

在柬埔寨，有活动家抗议大规模掠夺土

地的行为，因为它将农民逐出了赖以生

存的耕地，以便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农场

让路，然而这些人却遭到了政府的逮捕

和关押。16

在许多情况下，压制公民运动的做

法反映出，政府和商界对于如何应对现

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架构存在的问题，

是极不确定的。领导者们也许无法确定

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或者他们可能

因为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而无法及时实

行改革；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

致一事无成——只是一味希望抗议活

动尽快过去。17然而，无论什么情况，无

法回应民众的要求只会让政府和商界在

传统的改革方法之外，增添被剥夺了特

权的感觉。

技术的发展让民众可以利用新的连

接关系来成立超越地理限制的社区，由

此确立了一个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不断增加的愤怒表达会遭遇到政府更

加严厉的回应，反过来这又会加剧公民

们的权利丧失感和不满情绪。

怎么办？新方式和风险抵御战略 

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创新

响应可以增强对社会不稳定风险的抵

御能力。新技术可以加剧风险，也可以

用来减缓风险，通过建立透明、包容的

有利环境和响应型的治理方式，将个人

和组织的焦虑降至最小。报告的这一部

分向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这三个利益

相关方提供了可供采纳的创新和新兴

发展事例。

第一，政府可以利用机会重新赋予

公民政治权利，打开对话和参与的空

间，展示透明度和责任心，将公民纳入

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者。18

单纯的“参与清洗”方式——一种

倾听要求，但却并不积极解决的态

度——并不足以真正有利于建设更加

稳定的社会。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能够

在管理和交付方面为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提供各种选择。就像在西班牙小镇

Jun，越来越多的市政管理服务和与民

众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推特”（Twitter）

来实现的。19同样重要的是，为多个利益

相关方的伙伴关系建立一个基于信任

的空间，这意味着建立一个有效管理风

险的结构单元（参见创新对策1），成功

实现良好治理和包容性发展。20这些方

式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成功弥补数字

鸿沟（参见提示3.1.2）。

第二，商界可以和供应链一起，抓

住机会在工人权利、环境可持续性等领

域，通过做出透明度、责任心和高标准

承诺，以及用新方式和民众展开合作，

来获取信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将风

险的破坏性降到最低。

企业往往在压力之下才会主动有效

地行使企业社会责任（CSR）。但如今

商界正准备超越传统和饱受诟病的企

业社会责任模式，寻求以创新和以人为

本的合作方式为基础，建立具有社会环

保意识的商业模式，并从中寻找经济机

遇（参见创新对策2）。最近兴起的融合

价值链（HVC）模式代表了企业和公民

社会的互动方式正在发生彻底转变21。

哥伦比亚的“装饰你的家”项目便是一

个例证：瓷砖制造商和人权组织一起为

妇女创造就业，并且通过宣传厨房卫生

来提升瓷砖的知名度，增加客户数量。
22通过公民社会的核心资产和商业经

营，融合价值链(HVC)伙伴关系建立起

了风险抵御能力，为商业企业获得了新

的收入来源，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质量，满足了人类基本的需要。

第三，公民社会可以有机会找到利

用新技术的方式和强化社会结构的合

作模式，提高服务水平，共享各种空间，

使社会经济框架变得更加和谐包容，并

且改善其中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商

讨和行动方式。

“全民科学”运动是鼓励公民参

与、赋予公民权利的一个灵感源，科学

家找到了多种利用数字技术让民众参与

科学研究活动的途径。Zooniverse等公

共平台不但将科学带出了实验室23，而

且还整合成千上万名知识渊博的志愿者

展开了靠人带动的合作研究。“全民科

学”运动让参与者有了一种对事业的归

属感，能够产生正面而持久的变化——

它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民众结合

在一起，提高了人们对诸多问题的认识

度，并且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了有关如

何进行科学相关决策的民主讨论中来

（参见创新对策3）。

结论

全世界的人都在表达基本需求，或

者作为公民，或者作为消费者。他们的

希望和期盼很可能引发治理水平的提高

和企业系统的改善，从而出现适应新实

践、新规范和政府政策的趋势。当其他

利益相关方还在倾听的时候，公民可以

被纳入共同创造预期未来的过程。这是

公民获得权利后的承诺，但只有当政

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转型速度和社会

本身的转型速度相匹配时，这个承诺才

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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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会包容和稳定的三
种创新对策

当民众行动起来并且社会稳定受到

威胁时，风险抵御能力变得非常关键。

世界面临巨大的挑战，机构、社区和个人

都必须确保做好了准备，能够应对意想

不到的干扰。需要重新设计公民、政府

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创建一个更具包容

性和稳定性的环境。

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下

面的内容探讨了旨在建立更加透明、开

放的社会的三种创新对策：重新赋予个

人权利、引进以人为本的商业创新，以

及为关键基层民主铺平道路。这些对策

意在为开拓者提供灵感，以及促进社会

包容、确保社会稳定的原始方法。

1. 服务于社会产出的金融创新

当政府千方百计地调和预算压力

和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时，

合作的创新模式已经到位，并开始应对

重大社会挑战。

从近来创效投资和社会影响债券

（Social Impact Bonds，缩写SIBs）的

上涨来看，商界和政府正在合作解决一

些阻碍社会稳定、平等和多元化的紧急

问题。

社会影响债券的融资概念是一种

“为成功付账”的模式，金融家在公共

项目上投入资金，其通常的目标是在救

助危难个人方面获得可衡量的社会进

步指标，同时降低政府的长期开支。24

社会影响债券创造了一种愿意共同承担

投资风险的行为者联盟，他们从事并交

付的项目目标是，在解决有可能导致企

业、政府和个人遭遇重大风险的社会和

环境问题。

社会影响债券在探索新方法，解决

顽固、昂贵的社会疾病方面尤其奏效。

从让脆弱的年青人和幼童结成良师益友

解决年青人失业问题，到提供住宿解决

流浪者无家可归的问题25，以及提供就

业和医疗保障，社会影响债券已经从根

本上转变了社会服务项目的结构，影响

了政府当局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运作。

鼓舞人心的故事比比皆是，英国的

500万英镑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债券就

是公私金融合作的一个突出例子。26这

支债券成立于2010年，是英国的第一支

社会影响债券，它旨在减少被判短期徒

刑的男性囚犯在出狱之后的重新犯罪

率。私人投资者需要投入前期资本，其

相关的风险是要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

金进行干预。如果有指标显示，它们的

投资起到了改善社会结果的作用，那么

政府就会付给投资者经济回报。最近发

布的评价结果表明，投资者已经走上正

轨，将在2016获得回报。27彼得伯勒项

目——作为试行——在不同阶段既经

历了发展也遭受过挫折，但整体上它是

一次为未来的社会影响债券市场开辟

道路的关键性测试。2015年11月，英国

政府对社会影响债券扩大承诺，宣布将

分配1.05亿英镑投入新的社会影响债

券，其目标是加强对地方设计项目提供

金融支持。28

彼得伯勒项目的试行取得了积极效

果，它引发全球对社会影响债券模式的

关注，肯定了在关键社会服务项目上吸

收个人投资，不仅是一种让弱势人群享

受服务的途经，也是投资者通过多元化

投资组合，同时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有效方式。

社会影响债券在全世界许多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有巨大潜力。印度目

前正在200所学校试行一个帮助女孩子

享有权利的项目。29在莫桑比克，人们设

计出疟疾履约债券来提高今后十年在

预防疟疾方面的投入，保护800万人免

受感染。30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在进

行这一领域的尝试：例如墨西哥的哈利

斯科州一直在致力于一个让单亲母亲走

出贫困的项目，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

和塞阿拉州则正在探索依靠社会影响

债券来进行监狱改革并提高民众完成学

业的比例。31以色列的阿拉伯劳动力发

展社会影响债券，目前仍处在建立阶

段，其目标是提高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

就业率，因为到2020年这一部分人口将

占该国全部人口的20％。32

然而许多私人投资者还是认为，社

会影响债券承担了太多风险，而且其潜

在回报非常有限。正因如此，社会影响

债券出现了升级版，即奖励众酬。目前

Ethex、MicroGenius、Abundance和

Trillionfund等奖励众酬平台已经具备了

技术条件并开始接触投资者，准备推进

奖励众酬的进程并将公众纳入这种创

效投资。33

奖励众筹的社会影响债券通过让

人们直接参与社会投资基金，创造了更

多能够将公共服务结构改造得更加有

效负责的机会——参与投资计划的民

众会为其争取公共支持，并且主动投入

时间去帮助实现目标。 奖励众筹的社

会影响债券正在渐渐改变政府，让民众

来决定公民和社会利益。

2. 不局限于消费者身份的公民：服

务于社会变化的商业创新

企业发明了很多激励个人消费者忠

于品牌的方法，例如为回头客提供奖励

卡片或优惠券。许多企业还发现，投入

成本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来定位品牌

也非常有价值，例如通过资助社会发展

项目等。

科技有助于企业激励个人消费者

参与有利于社区和环境的行动，并且越

来越使之成为可能。这是一种有利于企

业提高品牌形象的方法，可以加强消费

者的忠诚度，同时有助于加强社区和环

境的风险抵御能力，把消费者吸引到与

他们自己相关的可持续政策上来。在这

种双赢的态势下，负责任的、透明的实

践行动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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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零售商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就是一个例子。企业鼓励消费者经常缝

缝补补，这项颇受欢迎的运动强化了品

牌标示和形象。34虽然此举的风险在于，

消费者可能会减少购买产品，但是巴塔

哥尼亚押下的赌注是：可以通过吸引价

值观导向的消费者购买价值观导向的企

业产品，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企

业通过让客户更长时间地使用产品，不

但展现了其价值观，而且还让消费者成

就（监督）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之 类似 的是 美国再 生银 行

（RecycleBank），这家企业为环境行

为的改变铺平了道路。这家企业在美国

和英国的440万会员通过回收再生资

源，换取了3000多个著名消费品牌的折

扣。用在再生资源回收箱和卡车上的感

应技术可以让企业跟踪各个家庭集中

贡献了多少再生资源，并且根据记录给

予会员回报。35

渐渐地，我们将有可能超越教育、

个人行为和各种承诺，利用物联网对已

经验证的行为实施奖励。可以想象，由

电气设备和公用事业公司去收集已经注

册的民众数据。然后再将这些数据与准

备奖励环保行为的消费品牌进行共享，

这些环保行为可以包括节约用水，在没

人的房间里关掉温控和电灯节约用电

等。感应器还可以安装在家庭的自行车

和汽车上，当数据显示用户在交通高峰

时间使用了自行车而不是汽车时，用户

就会得到奖励。

对中小型企业来说，现在出现了另

一种既有助于建设更有凝聚力、更可持

续的社会，又能赢得业务的机会，那就

是社区币，例如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发行

的布里斯托尔镑36、荷兰的TradeQoin37

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Berkshares。38通

常，发行这些货币的目的是鼓励民众在

当地消费，并且给予民众一定的回报，并

且由此使得当地更加多元化、更具风险

弹性，进而增强地方经济。

目前，从肯尼亚到巴西，再到日本，

全世界大约有250种社区币，未来还会

出现更多。39对地方的中小企业来说，积

极加入社区币意味着可以在不断变化的

消费者市场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并且

展示自己和地方政府、民众组织的团结

一致。

虽然地方货币并不怎么适用于大的

消费品牌，但它们可以用折扣替代地方

货币来鼓励消费者的环保行为——由

此也可以显示出，该品牌不仅热心生态

事业，而且还在努力建设当地社区。

随着智能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注重改变行为方式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主

流。这些模式代表了一种鼓励企业和民

众展开对话和互动的新方式，加强基于

协作、信任和透明的关系。企业通过服

务顾客和民众参与——抛开他们的年

龄、地域、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把他

们当作具有特定价值观、抱负和野心的

个人——可以在建立品牌的同时带来积

极的社会影响。

3. 公民参与的新方式：通过科学 
掌控

最近几年，“全民科学”作为民众参

与科学活动的一种方式一直备受关注，

其涉及的领域从欧洲空气质量评估，一

直到坦桑尼亚的黑猩猩数量。数字技术

的扩散为科学家提供了让更多公众参与

科学活动的创新方法，拓宽了研究来

源。同样，它也为民众提供了从事线上

合作项目的新平台，这些项目以收集定

量数据分析为目的，旨在提高公共决策

机制透明度和效果。

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都适用于全民

科学的方式，数据影响着从我们吃的食

物到我们试图去影响的政策等每一样

事物。虽然许多知名度很高的全民科学

项目还受制于“众包”——即公众参与

数据收集或在科学家的带领和监控下

进行实验——公众的参与程度还是在

不断上升（参见图3.1.2）。最近几年出

现了一些“极端全民科学”项目，它们由

公众带领，通过提出研究问题，收集和

分析数据，用数据影响决策等方式来追

求地方的重大目标。40

全民科学不只是一种对科学感兴

趣，具有公共精神的民众的参与途经。

它已经被日渐当作一种有助于参与式民

主制度的工具。它赋予个人和社区分

析、理解的权利，让他们去主宰那些最

终会影响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向决策

者提出具体可行方案。41全民科学能够

保持公共机构的可靠性，影响他们花费

公共资金的方式，并告诉他们社区优先

考虑和需求。

“事实主义”——以证据为基础的

行动主义42——会以很多形式显现。最

近，一项2013年至2014财年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金钱利益登记调查迫使许

多政治人物向澳大利亚国会更正了他们

之前披露的利益，使其符合当前的规

定，即要求申报其拥有的所有管理职位

和股权。43在冰岛，一批热心的全民科

学家自己研究了一个庞大的文件数据

库，通过评估法官的投票和定罪方式之

间的潜在联系，来调查其中是否存在偏

见。44分析显示，相对于其他雷克雅未克

地区的法官，某个定罪率高达95％，被

怀疑存在偏见的法官实际上是符合统

计标准的。这方面的其他例子还包括，

通过大范围阅读石油合同来提高采掘

行业的透明度45，利用公开数据重新计

算公开账目，向公众更加清楚地解释神

秘的预算。46

“开放17项挑战”是一个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共同运行的重

要全民科学倡议，民众可以通过它投标

众包项目，使用开源数据来解决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相关问题。47这个倡议解放

了全世界的草根力量，其目标是确定并

联合包括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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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国际组织在内的所有负责任的利益

相关者，同时实现联合国的全球目标。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全民科学

的草根行动模式可以开创民众参与的

新途径，促进更大范围的民众参与司法

审判，助长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街头

行动和传统行动之前出现了越来越多基

于事实的辩论和活动，提高了人们对岌

岌可危的政策和利益的知晓和理解程

度。全民科学认知到数据和统计的内在

局限性，以及民众对理性而准确地解读

这些数据的需求，正在不断地推动公民

接近审议机制和决策当局。

图3.1.2：全民科学的参与层次

资料来源：Based on Hakla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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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再次确认，气

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而人类活动

的影响“极有可能”是其主要诱因。气候

正在发生变化，1而且正如世界银行《降

低热度》（Turn Down the Heat）报告

所指出的，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2摄

氏度以内的努力一旦失败，将引发气候

出现灾难性变化的高风险。2人们日益认

识到，若不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二十

世纪取得的许多进步可能会发生逆转。

粮食安全风险：分析结果

由于农业已经难以利用有限的资源

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粮食安全存在

极大风险。在人口膨胀和中产阶级壮大

（人越富有，消耗的谷物饲料密集型肉

类越多）的共同影响下，粮食需求到

2050年将增长60%。3

然而，全球谷物产量的增长近年来

却在放缓，已经落后于需求的增长。由

于保护森林以及其他水土保持和碳封

存高值区域的需要，这一粮食供应缺口

无法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填补。农业与

诸如城市化、交通运输、生物能源、林

业和采矿业等其他用地行业之间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用于作物生产的土地也因

此越来越贫瘠。4

但更堪忧的，还是对水资源这一农

业命脉的激烈争夺。用水量在过去50年

里已经增加了3倍，而对水的需求到

2030年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40%。5

随着全球农业生产向依赖地下水资

源灌溉的集约化系统转移，以及人们目

前对耗水型动物制品需求的增加，农业

变得越发缺水。与此同时，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推

高了能源生产、矿物开采和生活消费对

淡水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已有的

供水紧张状况。6

在此严峻形势下，气候变化从两方

面严重威胁着粮食安全。首先，它将危

害农业生产：升高的气温和改变的降雨

模式将减少作物收成，推升粮食价格，

打破供需平衡，使市场更容易发生波

动。其次，它会日益破坏粮食系统：更极

端的天气会动摇市场根基、加剧市场波

动、危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引发各地

粮食危机，由此增加发生人道主义紧急

状况、国家或地区动荡和大规模人口迁

移的风险。用一位前世界粮食计划署执

行主任的话说，“没了粮食，人们只有三

个选择：暴动，移民，或是死亡。”7 无论

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感受

到其中的安全隐忧。

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由于平均气温越高，作物生长期就

越短，产量也越低，所以气候变化将减

缓全球粮食生产增速。降雨模式的改变

也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因为雨量降低会

减少土壤水分或雨水持续涵养的土壤。

气候发展趋势已经被认为造成了全球玉

米和小麦的减产。8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快，其对粮食生

产的负面影响将变得更加明显。9这不会

是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粮食产量对生

物物理胁迫的反应是高度非线性的，一

旦气温或水资源的临界阈值被突破，作

物种植会受到严重损害，产量将直线下

滑。如果任由气候变化发展到让这些生

物物理阈值被频繁突破的地步，庄稼歉

收将成为常态。

如果按照目前的碳排放轨迹估算，

全球气温到本世纪末上升4.7摄氏度，

那么临界气温遭突破的风险将大大增

高。这种风险将随作物和地点的变化而

变化。例如有研究人员预测，对于美国

中西部伊利诺伊州的玉米来说，气温突

破临界阈值的可能性将由目前的百年一

遇加快到6年一遇。而对于中国东部沿

海省份江苏的单季稻来说，这一周期将

从现在的百年一遇加快到4或5年一遇。
10

在气候变暖处于较低水平时，作物

产量损失可以靠更高浓度的大气二氧化

碳来补偿，它们能起到有益的施肥作

用。但是，这种作用的程度近来一直受

到质疑。11  其他和气候变化有关的因

素，如浓度不断上升的对流层臭氧，12以

及由杂草、害虫和疾病带来的日益严重

的生物胁迫，也会进一步加大作物减产

的风险。13

处于高度贫困和粮食高度不安全

状态的国家或地区因主要以农业为生，

在某些风险面前也最为脆弱。即使在气

候变暖水平较低时，最不发达国家也会

遭受严重冲击。例如，如果全球气温到

本世纪三十年代升高1.5摄氏度，将使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玉米种植区缩小

40%；如果气温升高2摄氏度，将给东南

亚60–70%的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夏季

酷暑；升温4摄氏度则可能使南亚的降

雨模式越来越走向极端——旱季时降

雨量最多可减少30%，而雨季时最多可

增加30%，从而加大了发生洪灾和干旱

两种风险。14

3.2 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风险

第三部分第二节（3.2）的内容由来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

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罗布·贝利（Rob Bailey）以
及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伯尼斯·李（Bernice Lee）和弗洛

里安·雷伯（Florian Rebe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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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2.1中的地图所示，作物产量

所受的最严重影响并不局限于贫困和粮

食不安全的国家。在北美、南美、黑海地

区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主要出口粮仓地

区，农业生产同样存在风险。印度和中

国也是如此，这两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眼下都在致力于实现谷物的自给自

足（在实践中表现为粮食贸易的平衡）。

如果它们放弃这些自给政策，后果必然

波及全球，国际粮食市场供应将会趋

紧，粮价将会高企。要降低气候变化给

粮食产量带来的风险，出路之一就是为

农业生产开辟新的地区（提示3.2.1）。

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就气候变化对

未来粮食价格的影响建立了若干模型。
15 根据基本模型参数、气候脚本、适应

行动和支持数据的变化，所模拟的影响

有很大不同。但是，绝大多数案例的模

型都显示，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粮价要高

于没有气候变化影响的粮价。对全部采

用IPCC“日常”排放路径的9个不同模

型取平均值后发现，到2050年，全球粮

食价格将比它们未受气候变化影响时的

价格高出20%。16这些模型显示，在气候

变化的条件下，气候油料种子类的价格

通常涨幅最大（最高比无气候变化影响

的价格上涨89%），不过，气候引起的单

品价格涨幅最大的是杂粮，比2050年

的价格基线要高出118%。17

极端天气与粮食系统的破坏

气候变化给粮食安全带来的某些

最严重的风险，源自干旱、酷暑和洪水

这些越来越频繁和极端的天气事件。它

们足以触发地方性粮食危机、破坏贸易

基础结构，以及产生连串系统性影

响——例如，一个主要产粮区的粮食歉

收能够引起国际粮价飙升。

粮食危机与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在那些粮食不发全状况已经十分严

重且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干旱或

洪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近几年已不

乏悲惨的例子。2010年，巴基斯坦发生

特大洪灾。这次与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一

致、由暖湿季风引起的洪灾摧毁了农

田，导致农民收入大幅下降和当地粮食

不安全状况骤然恶化。一年后，同样与

气候变化有关18的东非大旱引发了地区

性粮食危机，1300万人受到影响；在饱

受战乱之若的索马里，超过25万人死于

干旱造成的饥荒。

图3.2.1：全球气温升高 3摄氏度对粮食产量的预期影响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3。

注释：–50%的变化幅度 = 2050年的粮食产量是2015年的一半；+100%的变化幅度 = 2050年的粮食产量是2015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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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3.2.1：适应及其局限性

让农业适应气候，对于降低气候变化给粮食系统带来的风险至关重要。已有一系列战略和技术被制定和开发出来，用于

增强个人生计和农业价值链支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这些战略和技术可以在农场一级，通过改变耕作日程、培育对极端

条件更耐受的作物、或是将作物生产转移到新的地区等方法加以实践。不过，这样的方法并非没有挑战。植物育种需要

花费时间，而且最终受制于生物物理条件，作物自身或作物之间表现出的遗传变异可能微乎其微；再者，选育耐受极端条

件的作物也很难。此外，可用适种土地的有限性意味着作物种植无法总是根据需要易地进行（例如，俄罗斯小麦产区以北

的土壤质量很差，这意味着小麦生产不能随着气温的上升简单向北迁移）。

因此，通过采取经济上可行的策略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土地和森林管理，在地貌景观一级适应气候同样很重要。市场

体系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可以通过天气指数保险或信息系统这样的产品发挥作用。最后，在粮食储备的谨慎管理和

使用、预警系统建设、开放贸易安排以及稳定价格等方面制定有效政策，有助于应对系统的波动。

物流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极端天气事件不仅给粮食生产带

来风险，而且已危及全球贸易供给的分

配。世界很多谷物出口大国的重要交通

运输设施正日益受到急性和慢性气候

压力的威胁。19

例如，2012年7月，在粮食已因干旱

减产25%的形势下，俄罗斯黑海港口遭

到突如其来的洪水袭击，主要粮食出口

设施受损，粮食贸易中断。20 在美国，密

西西比河一直是小麦、玉米和大豆出口

运输的主要水道，但沿线老旧的船闸和

大坝却在越来越凶猛的暴雨面前日显

脆弱：2001年，暴雨引发的洪水延误了

驳船运输，并使陆路和铁路货运被迫改

线；次年，严重的干旱又导致河水水位

下降到几乎无法通航的地步。21更频繁

的热浪和洪水还给该国的铁路和公路

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22 如果到2100

年海平面按照最新气候模型预期上升4

英尺（约合0.3米），23 美国墨西哥湾沿

岸承担着20%全球玉米和大豆出口海

运运量的大约三分之二港口设施24 将面

临水浸或水淹的危险。25

极端天气事件对港口设施的破坏

会进一步加重灾情，阻碍关乎民生的重

要粮食供给的运送，并在较长时间内拖

慢经济的复苏步伐。当2015年3月飓风

“帕姆”袭击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时，

各岛之间的海运服务中断了10天之久，

该国80%的道路被碎石垃圾封堵。26

对于粮食供应链沿线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的破坏风险，人们往往准备不足。

建设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不仅会占用原本用于扩容运输网络

的投资，还会带来更加高昂的维护费用。
27随着运输业竞争的加剧以及追求成本

效率的“零库存”商业模式的兴起，28气

候变化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

将不断加大，预示着进口依赖型地区的

粮食安全将面临更严重的风险。

系统性危机

虽然发达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受

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小，但粮价上涨

在抗风险能力较弱国家引发的连锁效

应，如社会动荡和人口外迁，却很容易

对它们造成冲击。

近些年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极端

天气事件，特别是2010年的俄罗斯高温

和2012年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大旱，已经

引起国际谷物市场价格多次飙升。29而

一旦某些国家政府置全球粮食安全大

局于不顾，通过恐慌性收购、囤积和单

边出口管制等手段优先确保本国粮食

安全，就会进一步推高粮价。2008年，

在信心崩溃和粮价上涨的恶性循环中，

有40个国家的政府对各自农业部门下达

了限制出口命令，致使国际谷物市场达

到了一个危机点。30 至此，全球治理的

缺陷暴露无遗：虽然有约束进口限制行

为的贸易规则，却没有与之匹配的防止

出口限制的贸易规则。

这一次，最贫困国家再度沦为最大

的受害者。在2008年危机中，33个粮食

净进口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的增加支出

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8%，国际收

支及通货膨胀状况因此恶化。31由于高

度依赖未加工粮食，最贫困家庭受初级

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尤为严重。据世界

银行估测，2008年危机使全球贫困人

口增加了1亿。32 食品支出要占到这些家

庭收入的一半以上，粮食涨价会让他们

的处境非常艰难。

高粮价反过来又加大了相关地区、

特别是政治脆弱国家出现动乱和社会

不稳定的风险。33在2008年危机中，61

个国家爆发了抗议活动，23个国家发生

了骚乱。34此类事件会借助市场和政治

迅速发酵，触发连锁风险，酿成近期和

长期恶果。2010年俄罗斯高温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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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3.2.2：减少粮食浪费

目前估计，在整条食品价值链中，所有生产出来供人类消费的粮食约有三分之一被丢失或浪费，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7500亿美元。除去土地使用改变的因素，每年产出但未消费的粮食所留下的碳足迹为33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超过印度全国的碳排放量；用地需求约为14亿公顷，接近世界农业用地总量的30%；淡水（地表水和地下水）消耗约为

250立方千米，相当于3个日内瓦湖。1

这些水耗的大约一半（54%）用在了上游环节，包括农业生产（独此一项即占到三分之一）以及粮食收后的处理和储存；另

外一半（46%）则耗费在了加工、分配和消费等下游环节。中高收入地区的消费浪费（全部粮食浪费量的31–39%）比低

收入地区（4–16%）要严重得多。低收入地区在粮食收后阶段的最主要浪费，归咎于缺少足够的防霉防腐设施。2

造成粮食直接损失的问题，可归结为破坏型的或资源低效利用型的粮食生产方式：例如，粮饲畜牧业造成整条食品链上，

也就是从养殖场到最终被人类消费的肉食这一过程中所有可摄入热量的巨大损失。随着日益壮大的全球中产阶级更多

地消费肉食，这种低效生产特征预计将变得更趋明显。

粮食浪费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让现在和将来的资源和粮食安全付出代价。解决粮食浪费问题，将有望显著

缓解自然资源压力和供求紧张状况：据估计，将目前的浪费比率降低一半，到2050年可以满足全球五分之一以上的热量

需求，3节约14%的耕地，减少22–28%的农业温室气候排放（每年大约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4

目前，粮食浪费的环境成本是外部化的，减少浪费的市场激励机制严重缺位。维持供应链在全年粮食不断供的前提下运

转本质上就构成了浪费，因为零售商要依赖超量订货，供应商要依赖超量生产。但目前，这种模式创造的经济利益掩盖了

它产生的负面效应。苛刻的零售服务质量和产品展示标准、消费者的期待以及涉及食品再利用的立法漏洞，共同助长了

问题的恶化，很多完全可以吃进肚子、只是样子不讨人喜欢的食物就这样被白白丢弃了。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

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立法改革，并重新校准消费者的期望值。5

小麦价格的飙升，对全球最大小麦进口

地区北非的打击尤甚，正是面包涨价激

起的早期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了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

同年，叙利亚的长期干旱（也和气

候变化有关）助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

迁移，从而激化了城市中的各种矛盾，直

至冲突爆发，并最终发展成持续至今的

内战。35这一连串变故由极端天气而起，

以“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告终，其

长期后果仍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冲突、大

规模人口迁移和日益加剧的恐怖主义

威胁发挥着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干旱、洪水

和热浪将变得更趋凶猛。对主要产粮区

和粮食不安全地区的作物收成都会造

成严重影响的极端厄尔尼诺事件，预计

未来会更为常见。36 具有系统性影响的

粮食减产风险正在增加，对国际市场的

稳定意蕴深远：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

二十世纪下半叶时还只是百年一遇的全

球粮食短缺情形到2050年可能变成30

年一遇，风险增加了3倍多。37 两个产粮

区歉收，就失去了两大部分关键的收

成，这在今天基本上代表了最糟糕的情

况，可能诱发规模空前的系统性危机。38

结论

由于农业在生物物理胁迫下越来越

难以满足需求，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构

成了严重威胁，更极端的天气加大了发

生局部和系统性粮食危机的风险。最贫

困国家所受影响无疑最大，而具有系统

重要性的产粮区一旦粮食歉收，可能会

产生超出粮食系统之外的全球冲击波。

注释：1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3年。

 2 FAO，2013年。

 3 Lipinski et al，2013年。

 4 Bajželj et al，2014年。

 5 FAO，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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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

加快和发展中国家粮食需求的上升，贸

易将在应付短期产量下降和适应长期

供需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产

粮区不时出现的歉收情况让市场变得越

来越脆弱，市场在充当危机管理工具的

同时也会成为危机之源。

提高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度对

于公私部门来说都是当务之急，但它并

非万能灵药（参见提示3.2.1）。农业只

是全球粮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也应增强抵御气候变化

的能力。让系统具备抗风险能力，需要

制定新规则来约束出口管制行为，并让

增加战略粮食储备等平衡性措施成为

必需。

更根本的问题是，农业的适应度是

有极限的，而且，这个极限会在何地、何

时达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

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个极限就越有可能

出现。根据IPCC的判断，“全球变暖会

有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点，

目前的农业生产便无法继续支撑人类

文明的发展进程。”39 如果不采取大胆

果断的行动来减少碳排放、将气候变化

抑制在可控水平，就无法保证粮食的长

期安全。

减轻气候对粮食安全威胁
的行动领域

本节将探讨可以采取行动的三大

领域。其中包括：利用大数据提高气候-

风险信息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保险

创新降低作为农业中重要和基本方面

的小农户的风险；以及鼓励可以抵御气

候变化的、低碳的投资。

1. 大数据与改善的气候-风险信息

服务

可访问和可操作的气候和天气信

息，能够及时帮助农民、社区和地方政

府部门确定他们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短板，并制定防范策略。对于高效

和有效的保险方案的设计，这些信息同

样不可或缺，可以帮助减少经济损失。

考虑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复杂性和

地理特征，定制信息很重要。一个例子

就是高清地形数据。在白宫去年9月宣

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新举措后，美国地质

调查局（USGS）将可提供此类数据。该

数据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 航 天 飞 机 雷 达 地 形 测 绘 任 务

（SRTM）于2000年制作完成，之前仅

覆盖美国，现在已覆盖非洲，明年还将

纳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这种地形数据

可以针对干旱、冰川消融、内陆洪水和

沿海风暴潮等气候风险大大加强农业

规划。40

但是，仅有强化的信息是不够的。

如果弱势群体想要获得应对长期挑战的

更强能力和综合政策，还应建立分析模

型，科学分析气候变化对相互联系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系统的潜在影响。这种

能力和信息同样重要。当然，从来源多

样、范围广大的数据中提炼出可操作的

信息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

以农业为主、对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应

对乏力的发展中地区来说，现有数据大

多不足以满足循证气候适应信息需求。

因此，人们越来越重视开展基础广

泛的伙伴合作，以便将信息服务、政策资

源、技术和建模专长以及能力建设和培

训汇集在一起形成合力。这些伙伴合作

中有很多横跨公私部门，有效利用了不

断增强的数据分析和建模能力。例如：

 – 对于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而言，优化的自然灾害预警系

统是实现可持续的气候适应型经济增

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器。为此，

在2015年3月于日本仙台举行的联合

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上，法国政府

提议动员国际社会帮助弱势国家，即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增

强气候适应性。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期间，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卢森堡和荷

兰政府正式发起“气候风险早期预警

系统”（CREWS）倡议。六国承诺将

提供8000余万美元，帮助80个发展中

国家建立和完善气候风险预警系统。

 – 联合国“全球脉动”（UN Pulse）项目

是响应 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

级别名人小组的号召发起的。该小组

希望借助数据“完善问责和决策机

制，以迎接衡量可持续发展进程时遇

到的挑战”。41设在纽约、雅加达（印

度尼西亚首都）和坎帕拉（乌干达首

都）的实验室集中了政府、联合国机

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力量，共同为

利用大数据促进发展开创新途径。

 – “弹性发展气候服务伙伴关系”项目

由美国在气候峰会期间发起，共同发

起方还有英国、亚洲开发银行、美洲

开发银行、谷歌公司、斯科尔应对全

球威胁基金会、美国红十字会以及地

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公司和美国环

境系统研究所（ESRI）。

 –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开发的“全球

森林监察”（GFW）是一个在线系统，

用于监测森林资源以及为改进森林管

理提供信息（参见 h t t p : / / w w w.

g loba l fo res t watch.o rg /abou t / 

awards_and_testimonials）。它将卫

星数据与现代测绘和信息通信技术相

结合，提供了一种新的环境监测和决

策支持工具。

 – 谷歌公司与巴西环保非政府组织“亚

马逊人类环境研究所”（Imazon）和

谷歌地球引擎（GEE）、共同开展的一

个合作项目，对几十年前的卫星测量

数据和天气信息等其他数据源加以整

合，描绘出包括边远地区滥伐森林在

内的各种变化。未来，该应用将可帮

助监测海冰变化和非法捕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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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BM携手推特公司（Twitter）和天气

公司（The Weather Company），推

出“数据洞察云服务”（Insight Cloud 

Service），将公开数据与专用数据相

结合，生成分析结论。例如，它可帮助

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发布天气预警。

以上这些项目表明，在利用大数据

集、科学模型、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能力

建设计划方面展开大规模合作，能够优

化地方决策，增强风险抵御力，降低与

粮食安全相关的重大风险敞口。

2. 通过保险创新减少经济风险

农作物保险计划并非总能为可能蒙

受损失的小农户提供足够保护，要么是

因为它们对于低收入的小农户来说太

过昂贵，要么就是因为它们起了反向激

励的作用，令投保人不愿投资粮食生

产。另一方面，国际救灾资金援助常常

被证明是到位慢、范围窄和乱花钱的。

而创新的气候相关保险计划能够帮助

克服这两种模式的缺点，有效减少经济

损失，从而降低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可靠而又经济的天气保险依托的是

可用准确数据，以及对旱情等天气变化

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更强预报能力。如

今，气象站借助遥感卫星图像提供的数

据组，正帮助在发展中国家普及创新保

险计划。

天气指数保险计划，或者说“基于

指数的金融风险转移机制”，是以天气

而不是作物损失为依据支付保险金的。

这种保险采用诸如降水的发生和强度、

河流流量、气温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

气变量指数来衡量投保人的损益情况：

举例来说，如果测定的降雨量低于一个

特定水平，保险公司就会进行赔付。

天气指数保险的一个优点是，出险

时无需通过费钱费力的实地考察来估

测庄稼损失情况，从而节约了成本，并

提高了保险对于低收入小农户的可及

性。购买这种保险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它往往是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贷款的

一个必要条件，而所获贷款反过来又可

用来增加农业投入，以提高产量和降低

风险。天气指数保险计划还可淘汰设计

粗劣的作物损失保险计划，后者实际上

鼓励了农民任由庄稼抛荒的做法。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近三分之二

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中80%是小农

户，因此该地区尤其难以承受干旱和高

温造成的粮食不安全之痛。世界银行的

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50年间，撒哈

拉以南国家每年需要140亿至170亿美

元来适应气候变化。42“非洲风险能力”

（ARC）是非洲联盟于2014年发起的

一个创新型倡议，旨在通过改进针对气

候相关风险的保险服务帮助弥合资金

缺口。

ARC合并了若干风险转移机制，以

降低保险成本，同时提升其有效性。

例如，由于非洲大陆各地区不会同

时受到干旱影响，ARC通过向所有成员

国分摊干旱风险，可以将各国政府支付

的保险费用最多减少50%。为了满足

ARC的参保条件，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循

证应急预案。

除了覆盖天气灾害实时响应成本

的常规保险计划外，ARC的“极端气候

工具”（XCF）项目还将面向参与国发行

基于数据的气候变化巨灾风险债券。43  

这些债券采用了优惠资金的形式，要求

必须用于降低风险敞口和脆弱性。这不

仅会鼓励各国投资于气候智能型农业，

而且会改进长期规划、降低私营企业的

投资风险。ARC希望能通过混合公共和

私人融资，在未来30年里创造出超过10

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3. 金融系统向释放气候抵御型和

低碳型投资的功能转变

有效化解气候引发的风险，需要采

取新的方法鼓励气候智能性投资。尽管

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日益为人们所

认知，但全球金融系统仍未能将自己融

入金融决策体系之中。只要设法改进现

有的风险评估分析法、模型和报告框

架，就能释放出更大的资金流，将其转

变为气候友好型投资。

对于许多高管层和董事会来说，气

候风险似乎没有其他问题来得那么紧

迫。即使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数据已经披露的情况下，投资

者还是常常认识不到威胁的严重性：他

们可能只是把这些数据放在财务报表

的附件里，而不是将其纳入核心内容；

而且他们对特定气候和监管风险的实质

也了解甚少。数不胜数的ESG标准，成

为人们对重大风险进行比较和识别的障

碍。多数分析师不会在财报会议这样的

场合提出有关重大气候风险的问题。

设法将气候和监管风险纳入短期

决策流程和相关金融度量的参考范畴，

对于促进气候风险指引型投资至关重

要。这不仅需要使用更有效、更具前瞻

性的数据和量度，而且需要将这些要素

融入核心财务流程和指标。英国央行行

长兼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主席马克·卡尼（Mark Carney）

最近宣布，FSB支持全球金融企业在自

愿基础上以标准化方式上报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金融风险。这可以说是朝正确方

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企业的承诺和各国国内监管改革也

可以成为驱动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上，企业界做了一系列新

的承诺，包括结成脱碳投资组合、发行

绿色债券以及支持建立更可靠的碳定

价制度。它们向更广泛的商业和投资业

界发出了重要信号，同时也让政府相

信，企业支持政府实施经过改进的气候

友好型监管政策。中国于2007年启动的

“绿色信贷政策”就是一个监管者可以

提示市场进行更可持续投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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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理解跨部门监管改革有助

于使金融市场紧扣可持续发展脉搏，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

计研究项目的目标。近期发起的其他倡

议也力求使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聚焦于

气候相关金融风险和可持续发展：

 – AR!SE倡议（抵御灾害社会私营企业

联盟）是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UNISDR）领导的一场全球性努力，

旨在为私营和公共部门间的协作提供

一种新的工具，以便释放地方、国家、

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的巨大潜力，推动

实现《2015-2030年仙台减轻灾害风

险框架》设定的成果目标。44通过吸

引更多的私营企业组织和其他团体参

与支持《仙台框架》的落实，AR!SE

将提供一个可靠而有效的机制，帮助

私营企业实施具体可行的项目和计

划，并取得能够对实现《仙台框架》目

标起到重要作用的成果。45

 – 由美国环保协会（EDF）领导的“投资

者信心项目”（ICP）寻求通过拟定标

准化的能源效率协议创建一个能效市

场。标准和规范是新兴产业投资不断

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因为它们提供了

保险业者和投资者所需的透明度、可

比性和安全感。对建筑进行节能改造

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标准化的缺失

会成为扩大投资的障碍，哪怕这样的

投资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 由巴克莱银行、巴黎银行、纽约梅隆

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劳

埃德银行集团、北方信托、苏格兰皇

家银行、桑坦德银行、三井住友银行、

渣打银行以及西太银行共同发起的

“银行业环境倡议”（BEI），引领了新

型贸易融资工具如“可持续装运信用

证”等的开发，以鼓励在热带发展中

国家开展业务的企业可持续地利用土

地和保护森林。

 – “百分之一倡议”（T he  1- i n -10 0 

Initiative）力求借助保险公司、监管部

门、科研人员、建模者、财会专业人

员、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协作，鼓励和奖励气候适应型投资。

该倡议关注的是，针对保险业资本要

求和会计程序的监管改革如何能够适

用于其他经济部门，以增强企业财务

状况对气候剧变的抵御力，同时提高

企业气候风险敞口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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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暴发的风险：
分析结果

最近的埃博拉危机绝不会是世界

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流行病威胁；事实

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变得空前

复杂和棘手。虽然过去20年里公共卫生

的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流行性传染病

仍然是个重大难题，新出现或死灰复燃

的感染源、耐药性的传播以及非传染性

疾病发病率的上升，都对常常十分脆弱

的医疗卫生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1

作为全世界主要致死原因之一，传

染病不受国界的限制。它们快速的跨地

域传播不仅损害人类健康和福祉，还严

重威胁社会和经济安全；而全球化的日

益发展、贸易和旅行活动的不断增多、

城市化的方兴未艾，以及环境、行为和

社会的改变，又放大了这种危害性。某

些威胁如流感，是已知的，某些威胁则

是未知的。仅仅在几十年前，人们还不

知艾滋病为何物，谁能想到它会夺走超

过3000万条生命，而且受害者的社会

经济背景各异，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下

一个艾滋病会是什么？我们又是否对它

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呢？

与此同时，对疾病的预测、预防、检

测和治疗正在迎来新的机遇，这一方面

得益于人们对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

有了更好理解，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发展

自传统卫生部门之外的，诸如实时诊

断、数据分析（涵盖基因组学领域）、生

物医学研究、在线和移动数据通信等新

技术应用潮流的兴起。更具创意的理

念、合作以及工作和融资方式，对于在

二十一世纪遏制疾病暴发的动态威胁

将至关重要。

安全隐患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7

亿。2 城市将变得越来越拥挤，缺少足够

住房和供水、排污、垃圾处理等基本服

务设施的棚户区将大量增加。高人口密

度、贫困、社会结构改变和公共卫生设

施匮乏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为传染病

的蔓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品、人员和动

物跨国流动，加上越来越高的空间密

度，又将加剧这些疾病在人与人、人与

动物之间的传播。3 多数大城市都有能

够吞吐数百万旅客的机场：在二十一世

纪的头十年，每年乘飞机旅行的国际旅

客超过20亿人；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

一数字仅为6850万人。4人员和商品在

各个城市中心之间日益频密的往来流

动，加大了传染病跨地区传播的风险，削

弱了人们对全球性疾病暴发做出应对和

有效准备的能力。

由剑桥大学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

确定了20种重新出现或在广泛地域传

播的已知传染病，包括登革热、基孔肯

雅热、伤寒、西尼罗河热、耐青蒿素疟疾

和鼠疫等。5 其他像流感（特指H1N1猪

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和埃博拉这样的已知威

胁也在继续引起人们的担忧，尤其是在

它们暴发于人口稠密地区、而治疗和预

防措施又不一定具备的时候。即使在已

知传染病可以靠现有治疗手段或疫苗加

以缓解的情况下，我们仍面临出现耐药

菌株、病毒变异或者疫情大规模流行导

致应急物资不足的风险。

科研的进步以及各种诊断法、药物

和疫苗的开发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

命，但是这些成果仍很脆弱，并且受到

微生物对已知最有效药物的耐药性不断

增强的威胁。在欧盟和美国，由耐药性

细菌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在逐年增

加，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更是要严重得

多。6由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病毒

菌株已经对现有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它

们的出现和传播尤其堪忧。近年来，在

对付这些疾病方面取得的很多进步都

因为它们化为乌有。由惠康基金会和英

国政府共同资助的一项独立评估预测，

若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每年死于这

些抗药菌株的人数将增加1000万，产值

损失将高达约100万亿美元，大致相当

于每年损失一个英国的经济总量。7

目前还没有被发现的传染病也是

一个安全隐患。未知病原体中潜在威胁

最大的，是那些可以通过空气等介质轻

易扩散、人类对其免疫力有限或毫无免

疫力的致病菌。2002–2003年“非典”

（SARS）的流行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研

究案例：虽然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最

终齐心协力战胜了疫情，但它之前已经

在29个国家导致近8000人感染，800人

死亡。8 如果病毒传播得更容易，死亡数

字还会大幅上升：传染病专家相信，如

果SARS的传染性更强，有可能成为继

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大流感之

后最可怕的流行病。9

非典危机表明，新的陌生疾病的出

现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受影响地区

的生产生活陷于停滞，在北京、新加坡、

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人们待在家里不敢

出门，公共场所冷冷清清，卫生工作者

遭到刻意躲避。10 如果下一次再有某种

陌生疾病造成社会恐慌，不能保证它的

3.3 全球疾病暴发

第三部分第三节（3.3）的内容由惠康基金会的杰里米·法
勒（Jeremy Farrar）、世界经济论坛的斯蒂芬妮·克里斯

廷（Stéphanie Cristin）和世界银行的普里亚·巴苏（Priya 
Basu）共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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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地会像北京应对非典那样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而且，绝对不能低估疾病

暴发的短暂效应将给整个社会造成的

持久影响。最近发生在西非的埃博拉危

机让人们看到，疾病带来的风险在卫生

系统脆弱乏力、诊疗手段或应对措施严

重不足的地区会被放大并具有高度复杂

性。在这场危机中，超过1.1万人死亡，超

过1.6万名儿童成为孤儿。11 当地的产前

咨询、常规疫苗接种、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和流行病治疗等基本医疗服务大幅

减少。随着事态的恶化，人们的不信任

和恐惧感日渐加剧，人际交往模式由此

发生改变，学校也纷纷关门停课。教育

中断、家庭重构、粮食供应和就业人口

减少，虽然只是这场瘟疫带来的几个后

果，但却会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对受影响

地区造成长久冲击。12

经济风险

传染病不仅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而

且会让经济蒙受重大损失。除了造成受

害者及其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外，传染

病，特别是那些传播较快或鲜为人知的

传染病，还会借助人们所谓“躲避行

为”的反应产生额外的经济影响。非典

流行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停滞、2014年人

们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以及上世纪80

年代早期艾滋病引起的恐慌，都证明了

这一点。

“躲避行为”包括个人为避免和疾

病的一切接触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投资

者在判断人们会有此表现后所采取的

行动。13即使没有直接接触疾病，人们也

会采取各种措施避免染病风险。正如最

近的埃博拉疫情所展示的，这些反应可

能是理性的，也可能大大高估了风险，从

而诱发诸如劳动力和供应短缺、金融市

场不稳、物价上涨等多种可能给经济带

来消极影响的因素。

躲避行为的经济影响可能远远大

于疾病和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在

埃博拉危机中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

拉利昂，伴随着生命损失的还有企业关

门、旅行和旅游活动剧减、贸易量一落

千丈。在2014年初，利比里亚、塞拉利

昂和几内亚的当年预期经济增长率分别

为5.9%、 11.3%和4.5%，但到了年底，

利比里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2.2%，

塞拉利昂为4.0%，几内亚经济也出现萎

缩。14 在利比里亚，超过70%的家庭据

报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品。15 不利影响

不只限于亲历埃博拉危机的国家：布基

纳法索、科特迪瓦和冈比亚的国内生产

总值（GDP）也都受到影响。16 据世界

银行预测，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

家的潜在GDP损失将超过16亿美元，非

洲其他地区的损失将超过5亿美元。

由于全球经济日益走向共存共荣，

对人类无力遏制重大流行病疫情的任

何担忧，都会对受影响地区以外区域的

经济产生影响。埃博拉病的经济影响本

来可能更严重：在疫情高峰期，对其可

能发展趋势的最悲观预测连同经济建

模结果都显示，仅西非一地就可能因此

蒙受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7 在2003

年非典暴发期间，所估计的潜在经济损

失达300亿至1000亿美元。由于疫情得

到控制，实际经济损失并没有那么大，

但仍很可观。18

控制风险的挑战

由于利益相关方难以对已知威胁

做好准备和应对以及对新的风险源做

出预测，所以他们不知道将资源用到哪

里才最有效。缺少足够而有力的公共卫

生监测系统和基础设施，就无法有效调

配资源和卫生工作者队伍来提供可及

性、高质量护理保健服务，从而使我们

面对疾病的地区和全球蔓延时束手无

策。很多新出现的传染病和常见疾病的

耐药菌株都是发源于一地，并以惊人的

速度扩散到新的地方：社会的抗风险能

力并不比最脆弱的卫生系统更强（参见

倡议1）。

因此，准备和应对措施的发力点应

集中在三大主要领域：行为；诊断法、

药物和疫苗的研究与开发；监管和融资

环境。

行为

更广泛的全球卫生问题的多因素性

质，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民等

所有利益相关方构成了巨大挑战。人口

结构改变、气候变化、城市化、旅行、政

治不稳定、战争和恐怖主义，只是阻碍

我们应对地方性新兴传染病和非传染

性疾病传播的诸多因素中的少数几个。

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考察评价具有实

证依据的公共卫生战略，并加大对其投

资的力度。虽然全球经济在过去50年里

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世界范围内仍有数

百万人用不上像自来水和厕所这样的基

本设施。

即使通过政治干预可以提供必要

的基础设施，遏制传染病的蔓延也还是

需要改变人类的个体和集体行为。要认

真规划设计、实地测试并切实落实正确

的预防措施和可靠的、基于事实的危机

传播手段，包括可以帮助人们养成有益

健康的长期习惯的教育活动和行为改变

策略（参见提示3.3.1）。

了解可能助长流行病蔓延的社会

和文化背景，如丧葬习俗或关于疾病传

播的错误认识，同样至关重要。若想提

高循证医学干预措施的信任度，关键在

于洞察文化的敏感性并与当地社会加强

合作。

诊断法、药物和疫苗的研究与开发

开发一种新的药品或疫苗要花费

20至30年时间，而且成本和风险都很

高。研发努力因缺乏协调，并没有发挥出

最大功效：现有模式通常重数量轻效

益，优先鼓励开发能带来最大销售额的

盈利性产品，而不是专注于去满足公共

卫生领域的重点需求。目前缺少某种机

制，来鼓励和刺激新型诊断法、药物和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61

第
一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第
三
部
分

第
四
部
分

疫苗的开发，并使其服务于治疗。19

埃博拉危机让人们见识了现有发展

模式面对潜在公共卫生威胁时所付出

的人员代价。最近在几内亚进行的一项

埃博拉疫苗试验似乎表明它有显著和直

接的保护作用；但是，相同的疫苗早在

十年以前就已经在猴子身上试验过，之

后却被束之高阁（参见提示3.3.2）。20  

如果能早些投入资源及时跟进，疫苗开

发就会提速，或许能挽救此次1.1万名死

亡病例中的很多人。

监管和融资环境

虽然过去20年有所进步，但若想营

造一个有效的监管环境还有更多事情

要做。例如，前文提到的埃博拉疫苗开

发本来完全有把握进展得更快些，以应

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但一系列壁垒阻碍

了临床试验的顺利进行。移动数据是另

一个需要改善监管环境的领域，由于移

动数据在跟踪监测流行病传播方面具

有巨大潜力，因此在保护隐私权的同时

应兼顾公共卫生需求（参见倡议3）。

营造专门针对传染病危机的监管

环境一直以来进展缓慢，已日益引起国

际社会的关切。这项工作需要由一个拥

有相应权限和资金保障的全球性卫生

机构总抓协调，这个机构就是世界卫生

组织（WHO）。现有的多方合作框架是

最初诞生于1969年的，旨在控制霍乱、

天花、黄热病和鼠疫疫情的《国际卫生

条例》（IHR），此后其作用范围扩展到

更多疾病的防控。但这个条例没有明确

规定各国应该对突发性危机进行何种

准备和做出何种应对。

应该使各国有能力对危机做出及时

可靠的响应，以便其在需要时请求并有

望获得迅捷的国际援助。还要建立激励

和融资机制，鼓励人们投资于公共卫生

事业，各国应在这方面负起责任。“全球

卫生安全议程”（GHSA）和世卫组织

“全球流感监测和响应系统”（GISRS）

等平台已经有了一些成功实践，最终目

标是补充完善现有规章和减轻威胁，但

它们没能建立起一个可以灵活抵御已知

和未知生物威胁的全面可靠的全球性

系统。

合作前景

从物流到通信、从金融服务到制

药，私营企业拥有能够真正帮助应对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特长。但是要

想最有效地利用它们，就需要找到各方

的共同点，并在紧急事态出现之前建立

起公共机构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在地方

和全球层面的基于信任的合作机制（参

见倡议2）。

应对传染病方面的公私合作由来已

久。比如“抗疟药品事业会”（MMV）和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就是跨

界伙伴合作的长期典范。这种合作始于

上世纪90年代，当时，人们普遍担心不

断增强的抗疟药物耐药性将会引发公共

卫生灾难；同时，人们也要求更公平地

获得疫苗。

尽管取得了这些和其他类似进步，

但随着传染病暴发危险的加大，新的合

作方式亟待出现。这种合作有助于：

 – 利用各行各业产生的数据强化预测模

型，同时提高传染病早期发现和监测

能力；

 – 通过结合私营企业的疫苗、药物和诊

断法研究者以及公共卫生专家和决策

者双方的力量，推进研究进度；

 – 优化各国监管制度和政策；

提示3.3.1：健康知识传播

相对于医疗、科研或政策领域，健康知识传播常常被人们忽视，所获资源也较

少。但是，如果正确信息不能得到有效传播，可能会使个人和社会双双吞下代

价高昂的苦果。在危机环境下，恐慌情绪会迅速蔓延，而不同方式的信息传播

既可能夺走生命，也可能挽救生命。研究人员目前正使用结合了复杂系统理

论、人群动力学、群体心理学思想和信息的模型，评估大众传播在发生重大卫

生紧急事件时的影响力和有效性。

预防是传播必须谨慎对待的另一个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管理部门一直认

为，简单地向公众提供最准确的信息是提高公共卫生预防能力的最佳方法。然

而，这种方法的实践效果并不令人鼓舞，比如说，有关吸烟危害的信息对人们

行为的影响就相对较小。随着对个人很难做出理性选择这种情况的认识加强，

一种更有创意的预防法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方法和提供信息一样，也涉及“激

励”。它其实是一种具有实证依据的策略，旨在鼓励人们接受对他们自身和社

会群体都有好处的行为和习惯，而不是被迫服从。

激励手段不一定是金钱；它们可以借鉴行为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神经系

统科学的研究成果，鼓励人们遵守社会规范或是规避风险。在英国政府几年

前首开先河之后，很多国家纷纷成立了行为研究专门单位，并已显著提高了公

共卫生预防体系的有效性。2015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将行为研究进一步用于提高决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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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稳定和灵活的长期融资，以便备

有必要的干预手段；

 – 充分利用疫情源区的当地企业优势，

在危机发生时依靠其建立起更强有力

的卫生系统和早期后勤保障系统，并

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以及

 – 推动负责任的媒体参与危机管理传

播，同时利用最合适的当地或全球信

息渠道选定值得信赖的信息，并将其

传递给正确的受众。

新的预测模型、融资机制，以及针

对未来突发疫情和耐药菌威胁的应急

领导能力，对于降低我们所面临的短

期、中期和长期风险至关重要。

用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资金来自

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无国界医

生”）、慈善机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保罗·艾伦家族基金会、史考尔基

金会和惠康基金会）、国家政府、社会团

体、私营公司以及个人的捐助。但是，如

果想让未来的危机应对行动更迅速、更

稳定、更灵活和更持久，就需要采用新

的模式。为了实现这种模式，公私部门

必须共同设计出新型融资方案，如提取

借款机制、保险计划和债券。

世界银行集团正与世卫组织以及

瑞士再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

私营企业合作开发一种新型保险产品，

提示3.3.2：开发埃博拉疫苗：反思现有的监管环境

在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在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到它2013年12月暴发于几内亚的38年间，遏制埃博拉的方法已

实现了标准化，但在疫苗研发方面却进展殊微。

截至2009年，已有至少7种埃博拉疫苗在猴子身上进行过试验。1然而直到2014年，还没有任何一种疫苗在健康的人类志

愿者身上通过第一阶段的安全测试。当时，在流行病环境下评价试验性疫苗或疗法尚无现成的研究协议支持，这意味着

需要花时间制定和达成此类协议，并使之通过伦理审查。即使已经达成了协议，某些组织仍迟迟不肯公布它们的疗法，

这不是因为缺少热情，而是因为没有允许它们这么做的既定制度。当2014年8月危机发展接近顶峰时，有3种可能被用于

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中：

1.  默克公司（与Newlink公司共同研发）的VSV-EBOV疫苗，最初与加拿大政府合作研发。默克公司已经获得临床前数

据，但疫苗的安全性尚需第一阶段人体试验加以检测。进行安全性试验的决定直到2014年10月才做出。

2.  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的ChAd3-ZEBOV疫苗，最初由Okairos生物技术公司研发，但尚未获得人类安全数据。第一阶

段试验开始于2014年9月。

3. 强生公司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开始于2015年1月。

虽然研发进展缓慢，但传染病专家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有了埃博拉是不幸中之大幸：好在疫苗研发已在进行

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它的病原体较早之前已经被确认为一种具有生物恐怖主义攻击潜力的传染源。而其他同样需

要集中、协调力量进行研究的已知疾病，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基孔肯雅热和西尼罗河热等，则没有这种情况。

目前的疫苗开发模式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改进。首先，传染病临床试验活动应由一个中立机构负责领导和协调，以确保它

们得到有效开展和适当重视。随着埃博拉疫情的肆虐，众多国家和研究团体纷纷制定了进行第一阶段和第二、第三阶段

临床试验的计划，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世界卫生组织与各成员国、慈善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都

有合作关系，应发挥协调作用，确定各种努力的优先次序，并确保各方的公平参与。

其次，第一阶段临床试验必须在流行间歇期内进行，至少对那些可用疫苗治疗或疫苗已在研发的已知疾病应该如此。我

们还应开发新的平台，帮助评估和应对至今还不为人所知的传染病。最后，应该拟制出经商定的试验协议、合同以及第

二、第三阶段研究所需的初期伦理批准书，以便能够在疫情暴发之初的短短几天或几周内着手进行试验，而不是等上几

个月。

注释：1 Plotkin, Mahmoud, and Farrar，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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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可为受影响国家提供早期融资，

用于应对未来的传染病疫情（参见提示

3.3.3）。类似倡议和激励机制可以同各

国政府的意愿挂钩，确保以可持续和可

核查的方式投资于关键性公共卫生基

础设施。

结论

埃博拉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了增强社

会应对传染病威胁能力的重要性。很明

显，随着公共卫生事务复杂性的上升和

人类相互依存度的加深，新的公平做

法、技术、创新型社会和商业模式，以及

应对策略和融资机制，将对遏制危及全

世界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已知和未知威

胁越来越不可或缺。同时，还要通过有

传统卫生保健行业之外的公私部门参

与的国际合作，建立起更有效的风险管

理机制。

提示3.3.3：传染病应急融资机制（PEF）

世界对埃博拉的反应，凸显出新型融资机制的不可或缺，有了这种机制，才能在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迅速调动应急资金

和快速反应小组做出应对。

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世界银行集团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在内的其他伙伴合

作，共同打造出“传染病应急融资机制”（PEF）。该机制是对二十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关于埃博拉问题声明的响

应，并且得到了2015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的支持。它的开放式平台有能力在不断完善的全球传染病融

资架构中有效发挥功能。

简单地说，PEF机制就是为发展中国家购买私人保险，用来偿付应对危机的直接开支。一旦某个预先商定的启赔参数被

触发，该机制可向各国政府和国际伙伴快速提供融资。支付给受影响国家的款项来自债券市场和保险（再保险）公司。在

这两种情况下，保险金都需要筹自捐助者的贡献，潜在的受益者也可能出资。随着传染病风险相关保险市场在发展中国

家的成长，PEF机制的参与规模、覆盖地域和涉及业务都会有所拓展。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用这种模式成功管控了气

候和自然灾害风险。

要防止未来的传染病暴发演变成人类和经济悲剧，就需要在若干领域采取行动。首先，各国应该从重点打造核心公共卫

生职能和强化卫生系统着手，投资于更有效的应对机制建设。其次，要借助更多参与方的专长，建立起一个更智能、更协

调的全球传染病应急体系；就此而论，关键在于推进公私合作，特别是物流和通信领域的公私合作。第三，有必要赋予世

界卫生组织更充足的资源和更有效的权力，以便其与各国合作监测疫情、锁定潜在威胁并动员各地力量齐抓共管。

由于有效估算保险金额度能促使人们量化风险，诸如PEF等融资机制可以在上述所有领域发挥作用。一旦再次出现潜在

的传染病暴发风险，这些机制有望催生两大重要变化：

– PEF的资金援助将迅速到位（数日之内），从而有助于预先备妥应对策略，确保整个系统有条不紊地顺利运行。

– PEF的设计预案和内置应急机制将驱动各国的和国际的不同相关参与方提前展开更有效、更协调的合作，确保危机应

对准备工作达到最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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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减轻全球疾病暴发风
险及影响的三大倡议

1. 建立有弹性的卫生系统

最近的埃博拉危机清楚地表明，如

果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不能迅速对危

机做出反应，一次孤立的和局部的传染

病暴发足以使一国甚至全世界卫生系统

陷入危险境地。除非所有国家都拥有全

覆盖的初级保健服务体系、足够的卫生

工作者、可用的药品、可靠的卫生信息系

统、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融资机制和

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为所有公民提供公

平和优质的服务，否则世界仍将会在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不堪一击。

在一场疫情暴发期间和之后，卫生

系统会变得更加脆弱，难以应付新的危

机冲击。在2014年11月的利比里亚，只

有不到一半的卫生设施中能见到病人；

据政府估计，2014年5月至8月间，熟练

助产人员的数量要比2013年同期减少

27%，麻疹免疫服务收缩50%，整个卫

生服务能力下降40%。即使在重要卫生

服务已经开始恢复的地区，这些服务在

病毒传染高峰时的剧减仍在继续产生

着消极影响。21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

2015年7月举行的“消除埃博拉、恢复

重建国际会议”上，国际社会承诺将筹

资建立可靠的医疗卫生系统，使受埃博

拉影响国家的感染病例“降为零并保持

在零”。但这个承诺却是用全球遭受的

健康威胁和将近1.1万人的死亡换来的。

加强卫生系统的一个挑战，就是没

有多少计划和项目是涉及整个系统的。

没有哪种创新或哪个参与者能像电信行

业那样实现整个系统的跨越式发展：手

机是不需要昂贵的固定电话设备支持

的，但这种特点未必适用于其他领域。22 

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卫生系统的六大基

本要素；但哪怕是最强有力的干预手段

也只能对其中的一种要素发挥作用。某

些要素专门涉及卫生工作者的培训；某

些要素聚焦于融资需求和保险计划；还

有一些则意在改善服务以及提高药品和

技术的可及性。虽然所有这些努力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是它们的影响依然有

限，因为它们没能以一种同步和协作的

方式解决卫生系统中所有方面的问题。

关键是要知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

促进卫生系统所有相益相关方之间的

合作。一项对新兴经济体成功创新的广

泛分析结果显示，精心构建的合作体系

能够大大增强卫生倡议项目的影响力和

财政可持续性。

例如，尼日利亚奥贡州正在通过打

造一种能方便低收入者享受基本医疗服

务、并可推广到其他各州的模式，创建

一个让所有基本服务项目和计划同步

推进的伙伴合作体系。在世界经济论坛

的支持下，该州卫生部长召集来自公私

部门的利益各方共同明确了工作重点，

并框定了能够步调一致采取行动的合

作伙伴。所涉项目包括一个由国家补贴

的保险计划、交通运输和物流体系的现

代化改造、设备升级、基本医疗产品供

应改善，以及一种公私合作性质的社区

初级保健服务模式。一个由“非洲卫生

股票市场”（AHME）与相关国家政府、

基金会和各领域私营企业共同资助和

管理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协调这些项

目的落实。

这是第一个以打造整个卫生系统

抗风险能力为目标的计划。虽然目前仍

处在初期阶段，但它已经获得了2015年

度尼日利亚卓越贡献奖，这标志着该国

对其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努力的认可。

2. 协调公私合作：早期发现和应对

的关键

“协调”和“时间”是紧急情况下的

两大无价之宝，有了它们，各种用来在高

危地区汇集公私参与者力量处理突发

疫情的机制才有可能产生效果。虽然应

对措施仍主要来自国际层面，但是利用

国家和地方参与者的潜力尽可能提高事

发现场的早期发现和应对能力，对于防

控危机同样十分重要。

在有疾病暴发或流行时，当地企业

或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最

有可能迅速行动起来。23 它们的动力不

仅源于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责任感，还源

于保护自己生意、维持业务运转和减少

商业风险的强烈愿望。由于这些企业已

经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往往在公共基础

设施严重匮乏的边远地区开展业务，所

以它们有可能在危机发生早期就觉察

到新出现的公共卫生隐患。同时，它们

也有能力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时发出

警报。

私营企业帮助应对紧急事态的潜力

在埃博拉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

某些跨国公司选择关门停业和撤离疫

区，但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一起

留了下来，并通过“埃博拉危机私营企业

动员组织”（EPSMG）等渠道为应对疫

情做出了切实贡献。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ArcelorMittal）等一批在当地设厂的

大公司实施了社区科普和疾病筛查项

目，并利用自己的设备和能力建起了埃博

拉治疗中心。美国铝业公司（Alcoa）为

其员工和家属讲授了埃博拉病毒传播机

理，并让他们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凡士

通公司（Firestone）在发现一例感染病

例而附近医院又无力接诊的情况下，在

公司内建起了自己的隔离和治疗中心。除

了捐款捐物之外，当地企业还在影响和

动员决策者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EPSMG的塞拉利昂分部成功说服政府

保持了国内港口的开放，从而确保重要

物资供给能够运入该国，同时将经济活

动中断造成的民生损失减到了最少。

虽然这些和许多类似努力值得称道

并已经得到认可，但行动之间的缺乏协

调限制了私营企业使出全部本领的能

力，而且这些行动与公共部门的日常工

作并不合拍。当地公司有时并不知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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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最好地为应对危机出力，而本国

政府和应急部门也很少意识到同本地

私营企业合作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

灵活的危机响应合作有力配合了对

受埃博拉影响国家的官方援助努力。在

此基础上，世界经济论坛就公私合作模

式拟定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建议，以期更

加有效地管控未来所有潜在的突发疫

情并减少其发生风险。研究者将私营部

门分为本土企业、专业公司和大型私营

企业三大类，并针对每个类别分别提出

建议，以加强各方合作。在南非开普敦

举行的一场高级别对话会上，高层领导

者们普遍希望在危机早期发现和应对

计划中充分发挥当地企业的作用。

在联合国、非洲开发银行和惠康基

金会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世界经济论

坛启动了一项为期12个月的计划，旨在

动员本土企业的力量，并为在地方层面

上落实国家应急方案促进私营企业与政

府卫生部门的对话。这需要制定国家层

面的战略并搭建当地各类企业间的沟通

平台，以培育出一种能迅速有效应对传

染病威胁的合作机制。该计划拟为包括

马里、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在

内的特定高危地区设计出合作框架及

其实施路线图，目的是确立一个可以在

地区间推广并适用于全球的更广泛的协

调机制。

3. 大数据与传染病：描绘疫情传播图

弄清病毒如何传播的一个关键，在

于了解人们的日常活动和互动规律。大

数据可以帮助模拟病毒传播机理并找

到遏制其传播的各种可能的干预方法。

2009年墨西哥应对HIN1猪流感疫

情的实践，是手机数据可以在这方面发

挥作用的一个早期例证。随着疫情开始

蔓延，墨西哥政府对人员流动进行了限

制，建议人们远离机场、医院和大学等公

共场所。作为墨西哥最大的移动网络供

应商之一，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

的某数字研究小组看到了一个通过分析

人员活动方式测试政府建议效果的机

会。该小组提取了一个疫情最严重城市

的100万名手机用户的匿名通话记录并

加以研究，结果发现，医院和大学里的

话务流量小于以往或保持不变，但机场

的话务流量有所增加，这说明人们无视

政府建议，试图离开这个地区。

接着，该小组建立了一个模型，对没

有政府干预时的可能情形进行了模拟。

通过分析5个多月（包含政府干预时期）

内的加密通话记录，研究小组发现，政

府干预行为导致人员活动减少了10%到

30%，将疫情高峰推后了近两天，并使

感染病例减少了10%。24

一个更近的干预实例，是在推出预

防性治疗策略遏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艾滋病传播的过程中，利用卫星定位

（GPS）技术构建迁移人口发病率预测

图。25 卫生工作者可以通过太阳能无线

电通信设备或者一种新型手机应用即时

报告新发现病例，方便社会网络分析。

相应的通信和数据采集系统可以帮助更

迅速地锁定病毒传播链，从而可以更迅

速地隔离潜在感染者，并且在必要时实

施更有效的“环形”疫苗接种。

埃博拉危机还见证了利用技术手

段预测、发现和预防新病例的创新尝

试。比如，由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

（UNAIDS）和IntraHealth在内的合作

伙伴联盟支助开发的mHero平台，可利

用短信服务建立起卫生部门与一线卫

生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并对所获数据进

行分析。但是，数据信息系统缺乏在各

危机响应者之间的互操作性，也凸显了

重新审视新型网络架构、诊断法和后勤

工作的必要性。目前，mHero平台正在

开发完善，以克服这些障碍。26

找到最快捷和最有效的信息传播

渠道是应对传染病暴发的关键，同时，

获得实时监控、多路检测和详细分析数

据至关重要。信息越充分，决策者对他

们采取的策略就越有把握。以协调和合

作的态度实时分享数据，可以让应对措

施更有效。如果能设法调和数据需求与

现有监管环境及合法隐私权之间的矛

盾，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吸取

埃博拉危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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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一个卫生系统的和谐有效运行，有赖于训练有素和积极肯干的卫生工作者、维护良

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供给可靠的药品和技术，而这些都需要充足的资金、强大的卫生

计划和基于证据的政策的保障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2015年。

3 细菌或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人兽共患疾病占到了人类各种传染性疾病的60%
以上，并且是导致近年以来包括艾滋病、埃博拉和非典在内的一系列最严重疫情暴

发的罪魁祸首。参见http://www.thelancet.com/series/zoonoses。据粗略统计，

自1940年至今，全世界新出现的传染病约有400种，其中超过60%已被确定为人兽

共患疾病。参见See Jones et al，2008年。

4 Gubler，2011年。

5 Coburn et al，2013年。

6 据估计，美国有至少200万人因感染对一种或一种以上专用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

菌而罹患严重传染病，每年有至少2.3万人直接死于这类耐药性感染。由此造成的经

济负担估计高达200亿美元，超过了直接医疗支出；另外，与之相关的生产力损失每

年还给社会带来高达35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以2008年时的美元汇率计算）。参见

http://www.tufts.edu/ med/apua/consumers/personal_
home_5_1451036133.pdf（2013年5月8日录入）；Roberts et al，2009年。

7 《2015年抗菌素耐药性研究报告》。

8 Butler，2015年。

9 Butler，2015年。

10世界经济论坛，2015a。

1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5年。

12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2015年。

13世界银行，2015年。

14世界银行，2015年。

15世界银行，2014b。

16世界银行，2015年。

17世界银行，2014a。

18 Keogh-Brown and Smith，2008年。

19 Heymann et al，2015年。

20 Zimmer，2015年。

21美国国际开发援助署（USAID），2015年。

22世界经济论坛，2015b。

23世界经济论坛，2015b。

24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2013年。

25 Coburn and Blower，2013年。

26 USAID，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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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企业经营风险一览

打造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需要就

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最应

该担心的风险界定问题达成共识。因

此，《全球风险报告》的最后部分将聚

焦于全球风险给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商界

带来的影响。本部分内容吸收了全球

140个经济体的企业高管的看法，这些

看法来自世界经济论坛“高管意见调

查”（参见提示4.1）就企业经营面临的

最大风险问题对他们的访问结果。1

当今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已不是什

么新闻，但贸易和商业活动及其暗含风

险的全球化程度还远未被人们所认清。

自1980年以来，以投资对象从制造业转

向服务业、从发达地区转向发展中和新

兴市场为标志，外商直接投资（FDI）总

额已经令人吃惊地增长了25倍，从540

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23万亿美元。2 

甚至南南投资（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对

另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也有所加

强，总额从2009年的1.7万亿美元升至

2013年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三分之

二。3 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供应链的国

际化，将贸易和投资空前紧密地联系起

来。4 商业国际化为企业带来降低生产

成本的可能，并让各国有机会通过参与

全球价值链发展经济发展，但同时商业

活动本身也日益暴露在全球性风险之

中。企业即使没有直接在风险发源地区

开展业务，也面临着从环境到经济和政

治风险的威胁。5 一家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供应商和采

购商的抗风险能力，后者的供应链往往

覆盖众多国家。

为了抵御全球风险，企业越来越需

要加强它们的预测和应急能力，以便对

复杂且常常不确定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

分析判断。同样，各国也需要了解企业

经营面临的全球风险。全球外商直接投

资从2013年的1.47万亿美元减少到

2014年的1.23万亿美元，远低于金融危

机前的2007年峰值，原因包括对全球经

济脆弱性的认知不足、政府政策不确定

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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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的

这一部分旨在通过借鉴论坛“高管意见

调查”（EOS）对140个经济体的企业经

营风险的调查结果，为企业经营者和政

府决策者提供一些启示。本部分将从国

家层面审视前面章节中论述的全球风

险，分析区域性发展趋势和具体国家的

反应，并深入探讨常被提到的5种最受

关注风险。

地区分析

根据EOS的数据，最受关注的企业

经营风险在不同国家间差异巨大，但也

形成了一些模式。在发达经济体，资产

泡沫和财政危机等经济类风险已成为

首要商业隐患；网络攻击和数据盗窃等

技术类风险也是人们担忧的问题。在这

些经济体内，连通性在生产流程、服务

提供和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日

趋明显。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

担忧则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以及潜在

的能源价格冲击。

提示4.1：世界经济论坛的“高管意见调查”

自1979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进行“高管意见调查”（EOS）。EOS

负责收集企业高管们对一系列涉及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并主要将其

提供给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及其衍生发行物做参考。

2015年的调查进行于当年2月至6月间，覆盖了140个经济体的1.3万多名高

管。按照EOS的要求，受访者从《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1列出的28种全球风

险中选出了5种他们未来十年在本国经商时最关注的全球风险。1若想了解具体

的调查方法和EOS本身，可参见附录C。

注释：1  2015年春，经专家复审，本年度报告中的全球风险总数从28种增加到29种。原先包含在“国家治理失败

”风险中的“违法贸易”，现在被看成了一种单独的全球风险。有关去年和今年全球风险名单的差异，可参

见附录B。

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各国商业

领袖最关注的风险中都相对缺少环境

类风险，或者更通俗地说，他们都不大

关心长期性问题。比如，受访高管中没

有一人认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

力是在他或她的国家经商所面临的头号

风险。这与世界经济论坛多方利益相关

者社区成员们眼中的当务之急形成鲜明

对比，后者都参与了全球风险认知调

查，并将环境类风险列为全球范围内影

响力最强、发生概率第三大的风险（参

见图1）。

图4.1：各国商界最关注的全球风险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除了地图上显示的风险之外，下列国家还有它们各自最关注的其他风险：

海地：失业或不充分就业；阿曼：能源价格冲击；秘鲁：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巴拉圭：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塞内加尔：能源价格冲击；突尼斯：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委

内瑞拉：无法控制和通货膨胀；越南：人为环境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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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现凸显出国家利益和全球利

益在涉及气候变化等全球风险时的分

歧。它同时要求依据不同时间跨度采取

行动的各领域利益相关方能继续找到

共识。

图4.1展示了企业经营活动在每个

国家面临的主要全球风险。经济层面的

详尽数据可参见www.weforum.org/

risks。第四部分中出现的所有风险排名

均引自EOS就企业经营面临的最大风

险所进行的问卷调查。7

欧洲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8 受到关注的

重大企业经营风险都是经济类风险。失

业或不充分就业在12个欧洲国家是最

受商界关注的风险，并被25个欧洲国家

列为最大的5种风险之一（表4.1）

表4.1：欧洲：将某种风险列为企业经营五
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所有经济
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财政危机 67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64

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62

能源价格冲击 56

资产泡沫 51

注释：本调查涉及 39个经济体。

失业可能使欧洲部分地区整整一

代人丧失专业技能，这又会进一步加大

企业招聘具备合适专长的员工的难度，

从而削弱企业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全球

经济中的竞争力。这些担忧不只来自受

危机冲击的南欧经济体，也存在于欧洲

其他地区。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失业

率在危机结束8年后仍高居两位数，完

全打破了典型的经济周期规律。而像奥

地利、芬兰和法国这种历史上曾有过高

失业记录、但现在失业率明显低于其他

地区的国家，目前也强烈感受到了就业

压力；9 在波兰和马其顿，有一半以上的

年轻人失业；10 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

亚和波黑，失业率更是直线飙升。11 如

果将高失业率与非自愿性移民带来的挑

战联系起来考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

会不稳定的风险也会在南欧和东欧地

区表现得那么突出了。

资产泡沫风险在冰岛、卢森堡、挪

威、瑞典和英国最受关注。另外一个与

之相关的、让整个欧洲都担心的风险就

是财政危机（这是4个欧洲国家的头号

风险，并被26个欧洲国家列入主要风险

前5位）；虽然财政整固措施已经初见

成效，但预计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总

和在2016年仍将达到GDP的104.2%，

大大高于危机前的2007年71.6%的水

平。12

网络攻击是在12个欧洲国家最受

关注的五大风险之一。虽然关注度相对

上述几种风险偏低，但它却是爱沙尼

亚、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最大担忧。考虑

到网络空间的跨国界性质，网络攻击的

影响范围极有可能大大超出攻击发生国

家本身。

北美洲

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有两种

风险被两国同时列入企业经营风险前5

位，这就是网络攻击和资产泡沫（表

4.2）。

在美国，网络攻击被视为头号风

险，紧随其后的是数据欺诈或盗窃（后

者在加拿大仅排第7位，所以在表4.2中

的得分为50%）。随着近期针对企业的

重大网络攻击事件接连发生，与网络和

网络依赖相关的风险越来越被视为企

业经营的最大隐患。美国拥有极度发达

的互联网络和超高的信息通信技术使

用率（87%的人口上网13 ），而且该国企

业对消费者（B2C）交易规模高居全球

第二。14 恐怖袭击风险在榜单上位列第

三（在加拿大排在第13位）：根据美国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本土伊

斯兰极端分子对美国的威胁在2015年

显著加大，恐怖案件数量高于2011年9

月11日（9·11事件十周年）以来的任何一

年。15

表4.2：北美洲：将某种风险列为企业经营
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所有经
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网络攻击 100

资产泡沫 100

能源价格冲击 50

财政危机 50

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 50

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50

恐怖袭击 50

数据欺诈或盗窃 50

注释：本调查涉及 2个经济体。

能源价格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占据了

加拿大风险榜的首位，原因在于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伤害了加拿大经济，相对于

2014年2.4%的GDP增长率，2015年的

增速估计只有1%。16 资产泡沫和网络攻

击风险在加拿大榜单上分列第二和第三

位（在美国分列第五和第一位）。

亚洲和太平洋

中亚和俄罗斯

商品繁荣期的结束、俄罗斯的经济

衰退、中国经济低于预期的增速以及欧

元区复苏的迟缓，共同对中亚经济造成

了压力。17 虽然该地区各国最关注的企

业经营风险范围广泛，但最突出的还是

财政危机、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国家

间冲突以及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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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中亚和俄罗斯：将某种风险列为企
业经营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
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财政危机 100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86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71

国家间冲突 71

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57

注释：本调查涉及 7个经济体。

石油价格和贸易量的下滑使石油出

口国深受其害，给各国财政收入带来消

极影响；而且，虽然低油价帮了该地区

石油进口国的忙，但仍无法弥补国内消

费疲软造成的财政差额以及俄罗斯经

济萎缩的损失。看看不断增加的公共债

务就会知道，为什么该地区所有国家都

把财政危机当作了一个主要风险。鉴于

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失业率可能会上

升，这也成为5个国家最关注的五大风

险之一。

有一系列因素可以解释该地区部分

国家对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担忧。这

些因素包括：近期的外汇市场波动导致

地区各国货币纷纷对美元贬值，造成外

汇储备损失；18 第二个因素是该地区在

并不久之前的上世纪90年代刚刚经历

过恶性通货膨胀；19 第三个因素，是人

们担心疲弱的政府部门无力实施促进可

持续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深层结构和财

政改革。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对克里米

亚的吞并以及对叙利亚危机的军事干

预，则可能和该地区地缘政治的众多新

发展一起影响了企业高管们对地区安全

形势的看法，促使他们对具有区域影响

力的国家间冲突风险给予了高度关注。

东亚和太平洋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企业经营面临的

最大全球风险主要是经济类的：能源价

格冲击和资产泡沫（表4.4）。20 虽然只

有老挝和印度尼西亚将能源价格冲击列

在了榜首，但有12个国家都把它划入了

五大风险之列。该地区很多国家都是能

源进口国，能源价格上涨会使它们的经

济受到损害。资产泡沫风险是7个经济体

（澳大利亚、柬埔寒、中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缅甸、新西兰和泰国）的头号风

险，反映了近期中国股市的动荡及其对

地区其他国家的潜在溢出效应，以及香

港、悉尼等部分地区的资产高估状况。

财政危机被该地区41%的企业高管

视为五大最值得关注的风险之一。中国

经济减速或将弱化增长势头，并可能对

邻国的公共财政产生负面影响。21 这两

种风险连同网络攻击（被3个经济体列

为企业经营最大风险）一起，将在以下

的深层分析专题中进一步探讨。

表4.4：东亚和太平洋：将某种风险列为企
业经营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
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能源价格冲击 71

资产泡沫 59

网络攻击 41

财政危机 41

自然灾害 35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35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35

注释：本调查涉及17个经济体。

环境类风险被多次提及，是该地区

的一大特点。例如，在近年分别经历过

台风“海燕”和飓风“纳尔吉斯”洗礼的

菲律宾和缅甸，22 当地企业高管都把极

端天气事件看作是主要风险之一。高管

们普遍担心该地区受到地震、海啸、火

山爆发和磁暴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

环境灾害的冲击，强调尊重环境对于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新西兰，最

令企业高管们担心的风险就是自然灾

害，这是因为该国地处阿尔卑斯断层

带，极易发生地震和海啸。从该地区应

对气候和天气风险的迫切要求也可以看

出，为什么像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和国

家治理失败这样的风险会成为某些经

济体的主要担忧。

南亚

该地区商界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

济类风险（表4.5）上，有4个国家将能源

价格冲击、3个国家将财政危机列入企

业经营五大风险之一。23 失业和不充分

就业也是在南亚地区被提到最多的风

险之一，原因在于整个地区都面临着失

业率以及弱势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率上

升的挑战：弱势就业人口在2014年占到

了南亚地区所有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三以

上。24 青年失业问题也很严重。在南亚，

青年失业率已经比整个成年人失业率高

出4倍，而且未来5年还将有额外的210

万青年加入劳动大军队伍。25

表4.5：南亚：将某种风险列为企业经营五
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所有经济
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能源价格冲击 67

国家治理失败 67

财政危机 50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50

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50

注释：本调查涉及 6个经济体。

国家治理失败是另一个主要隐患，

凸显出目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对该地区

商界构成的挑战。比如，“全球清廉指

数”（CPI）显示，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在

接受清廉调查的175个经济体中分别排

在第126和145位。2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

家治理失败都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突出

风险，27 特别是在南美洲，政府机构运

转过程中存在的腐败和不信任问题正日

益加大着企业运营的难度（表4.6）。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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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疲弱的经济增长前景和低下的投资

水平引发了人们对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

的担忧；28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有

助于刺激经济发展，并强化抵御全球风

险的能力。

表4.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将某种风险列
为企业经营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
地区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国家治理失败 91

能源价格冲击 82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64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59

财政危机 45

注释：本调查涉及 22个经济体。

该地区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铜

和铁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因此这类商品

价格的下跌使能源价格冲击成为该地区

最担心的风险之一。大宗商品的贬值强

化了高公共债务和低经济增长等既有

挑战，同时加大了与之相关的财政危机

风险。

最后一个关注点聚焦于失业问题，

反映了技能不匹配和劳动力市场僵化对

该地区企业发展的影响之巨。

中东和北非

中东和北非地区石油出口国的公司

高管们最担心的就是能源价格冲击风险

（被9个国家列为头号风险）（表4.7）。29 

低油价已经导致这些国家出口收入下滑、

公共财政受损、财务规划遇阻，最终可能

使它们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陷入困境。

表4.7：中东和北非：将某种风险列为企业
经营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区所有
经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71

能源价格冲击 71

财政危机 71

恐怖袭击 64

资产泡沫 43

国家间冲突 43

注释：本调查涉及14个经济体。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特别是青年就

业不足问题，也是该地区的主要隐忧，

青年失业率在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尔

及利亚均超过了20%，在约旦更是高达

33%（2013年数据）。30 非正规就业问

题也日趋突出，31 从而增加了就业形势

的不确定性。在各邻国疲于应付叙利亚

难民的地区人道主义危机背景下，就业

问题使出现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被

5个国家列为五大风险之一）的可能性

加大。目前，全世界每4个难民中就有一

个来自叙利亚，他们中又有95%的人分

布在周边各国；32 在黎巴嫩，难民数量

超过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另一个引发

社会混乱的潜在诱因是水资源危机（被

4个国家列为五大风险之一），这也是商

界的一个特别隐忧，因为水是众多工业
33、农业和能源生产中必需的一个关键

要素。

随着威胁地区地缘政治稳定的武

装冲突日益泛滥，恐怖袭击和国家间冲

突这两种风险也毫无悬念地进入了企业

领导者的考虑范畴。

撒哈拉以南非洲

到203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达

到就业年龄人口的青年人数量将超过世

界上其他地区的总和。34

这一人口结构压力很好地解释了为

什么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是该地区企业

高管们最关注的经营风险。创造具有更

高生产率的非农业工作岗位是该地区面

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需要企业通过加

强适应性和多元化加以应对。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努力一旦

失败，将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后者

也正是受访者普遍担忧的另一种风险

（表4.8）。

表4.8：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某种风险列为
企业经营五大风险之一的经济体在该地
区所有经济体中所占比例

风险 比例（%）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88

能源价格冲击 70

国家治理失败 55

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 45

财政危机 39

注释：本调查涉及 33个经济体。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财政压力

的日益加大，能源价格冲击风险成为了

该地区商界的主要隐忧。同时，低油价

给该地区石油进口国带来的收益，可能

被它们出口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损失

所抵消。35 这也引发了该地区对于宏观

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财政危机和通胀

压力的连带担忧。

受城市规划不当风险的影响，非洲

的城市人口到2025年预计将翻两番，36 

从而凸显出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的必要性。这也使关键性基础设施崩溃

成为另一个高排名风险：据估计，物理

和虚拟基础设施的缺乏将使企业生产

力最多降低40%，37 而每年用于填补非

洲基础设施缺口的开支估计将在930亿

美元左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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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全球风险详析

在被140个经济体中的半数列为对

企业经营影响最大的全球风险中，头两

项都是经济类风险，分别是失业或不充

分就业以及能源价格冲击。排在第三名

的是国家治理失败，这种风险对企业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违法贸易的打

击不力（表4.9）。

表4.9：将某种风险列为企业经营最大风
险的经济体数量

风险 数量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41

能源价格冲击 29

国家治理失败 14

资产泡沫 11

财政危机 10

网络攻击 8

注释：本调查涉及 全球140个经济体。

以下的深层分析还将探讨排在风

险榜第四位的资产泡沫，以及被18个经

济体列入前三大风险的网络攻击对企业

经营活动的影响。虽然只是管中窥豹，

但我们仍希望这些从国家层面对全球

风险影响企业经营的机理的分析，能帮

助人们提高对采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失业或不充分就业被41个国家视

为企业经营面临的最大全球风险，并被

92个国家列入五大全球风险榜单（图

4.2）。失业问题以多种方式给企业造

成影响，从拖慢经济增速到威胁社会

稳定，不一而足。随着失业工人所拥有

的技能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就

业市场的需求，企业越来越难以招募到

符合要求的员工。预期的就业增长往往

集中在那些现在的工人难以胜任的工

作领域。

自20 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

来，结构性失业人口在所有主要经济体

都呈持续增加之势。经济即使恢复了增

长，也常常无法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市场陷入比例

失调的局面：裁员多发生在中等技能工

作领域，经济复苏带来的新增就业大部

分属于低薪工作以及临时和固定期限工

作。与此同时，技术突破和自动化潮流

加速改变着工作的性质。目前估计，到

2020年，机器人技术和机器学习领域取

得的进步将会对全部现有职业的近一

半造成冲击。39

考虑到机器取代人力的前景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成为现实，政府和企业迫

切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革。仅仅在以往成

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短期的、被动反应

式措施是不够的：例如，如果某类工作

可能在5年内被淘汰、经济增长将来自

全新的职业，那么将失业青年安置在这

类过时岗位上就不会是一种高价值投

资。为此，需要进行三大改革。

首先，必须重新设计教育体系，重

点培养人的学习和协作能力。随着知识

型工作日益被技术所接管，我们亟需让

今后几代人掌握那些人类仍然有望胜

过机器的技能，也就是团队合作、互动、

人际关系和文化敏感性等基于协作的人

类特有属性。在一个更加自动化的将

来，价值将来自情绪智力和情境智力。

图4.2：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风险等级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颜色越深，关注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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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业固然应该与教育界和政

府合作，帮助教育体系跟上劳动力市场

的需求变化，但同时也应从根本上重新

思考自身作为“现成人力资本消费者”

的角色，从职校、大学和其他公司获得预

训人才。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正在增加投入，为他们的员工提供

持续学习、再培训和提升技能的机会。

鉴于很多职业所需的技能组合不断迅速

变化，人才管理已不再是简单维持人力

资源发挥作用的手段，而将成为企业增

长和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

别是在年轻一代企业员工越来越看重目

标感和职业经历多样性的当下。

第三，政府应超越教育体系，重新

设计有利于人才的更广泛环境。人力资

本开发离不开人的一生当中连串的外部

干预，包括雇佣和解雇、女性就业、退

休政策、签证法规、社会保障体系，特

别是还有对创业精神和中小企业发展

的制度支持，这也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

创造就业方面利用最不充分的创造力

解放手段之一。

这类领域常常被决策者忽视，因为

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他们的政治任期之

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能源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着油价下跌近来频频成为各大媒

体的头条新闻，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涉

及的140个经济体中有29个把能源价格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排在了风险榜首位，

93个经济体将其列为五大风险之一（图

4.3）。

“价格冲击”是指电力、石油、天然

气或从中提取的液态燃料等能源的价

格上涨或下跌。从2010年到2014年6

月，世界油价一直相对稳定，布伦特原

油价格保持在每桶110美元左右；自那

以后，油价出现令人震惊的大幅跳水，

徘徊在45至60美元的低位区间。通常与

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也循着同样轨

迹一路走低。这种状况导致财富从油气

出口国显著流向进口国，从而意味着它

们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抑制通胀率，并

把更多的可用资金投入其他经济部门。

目前油价走势前景不明。从供给侧

来看，一个关键性制约因素是石油输出

国组织（欧佩克）、特别是沙持阿拉伯是

否会在油价下滑的形势下继续奉行不减

产战略。另一个因素是面对低油价冲

击，石油出口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冒着可

能推高失业率的风险压缩投资。据估

计，主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已经砍掉

了2000多亿美元的新项目资本支出，这

意味着相当于200亿桶石油当量储备的

油气项目被推迟实施。40

如果目前的低油价趋势继续，石油

出口国将会遭受严重打击。举例来说，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在2015年的石

油出口损失预计高达约3000亿美元，41 

将严重影响到各成员国政府的预算平

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到

2020年，该地区石油出口国中将有超过

1000万人面临求职困难，从而对政府中

期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进口商品价

格上涨对民众生活的伤害和工作机会的

匮乏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或将引发众

多产油国的社会不稳。42

石油需求是否会重拾旺盛势头，取

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中国和其他新兴经

济体的经济能否恢复快速增长，以及新

技术和节能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各

经济体对燃料密集型生产模式的依赖。

图4.3：能源价格冲击全球经济的风险等级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颜色越深，关注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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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国家治理失败的风险等级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颜色越深，关注度越高。

如果油价开始恢复，有可能会出现意外

上涨：由于目前的低油价导致投资量和

工作机会双双减少，产油国短时间内无

力满足骤然增加的市场需求。43

这样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减慢全球产

出速度并扰乱现有商业模式。甚至很多

发达经济体也难以承受此类冲击。例

如，欧洲消费的天然气有大约四分之一

来自俄罗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必然威

胁到欧洲的能源安全。44 而欠发达经济

体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面对危机又少有

回旋手段，所以因为油价上涨发生社会

动荡的风险最大。事实上，与能源生产

模式的单一性有关联的风险不只限于石

油领域。例如，2008年冬季，极度严寒

天气造成的水资源短缺给严重依赖水

力发电的塔吉克斯坦的能源生产带来

严重影响。这种状况还殃及该国其他社

会服务，包括对涉及大批民众的医疗护

理服务的干扰（电力短缺和严寒天气使

该国50%以上的医院供水中断）。45

国家治理失败

国家治理失败被14个经济体的企

业高管视为最大的企业经营风险，这些

经济体有一半在拉丁美洲，4个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2个在东欧，还有1个在亚洲

（图4.4）。此类风险指的是无力有效治

理一个国家，这种治理不力要么由薄弱

的法律制度、腐败、违法贸易、有组织犯

罪、有罪不罚现象和政治僵局等因素造

成，要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发生。脆弱的

政府不只是不良治理的产物；国家治理

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企业、民间团

体和一般大众也会在其中发挥作用。

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最新一期《全

球竞争力报告》中所论述的，治理失败

的后果会对很多国家的竞争力、就业创

造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害。无力或失

败的国家治理，为有组织犯罪分子和恐

怖分子通过人口、武器和假货等违法贸

易牟利创造了空间。这些违法活动的跨

领域和跨国界性质，意味着它们将危及

所有人的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对

经济、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

在受到不良治理影响的国家从事

经营活动的企业面临着额外的风险和

代价。无论风险还是代价，都源于两方

面的困难，一是企业在不可预知的环境

中很难顺利开展工作，二是企业在当地

脆弱的政府自己都不遵守国际准则的情

况下很难符合国际标准。从长期来看，

这些代价会严重到让企业难以承受的

地步。

作为不良治理的一个方面，违法贸

易会损害企业形象和供应链，因为物流

和运输部门往往会在无意中助长非法货

物的传播。据估计，违法贸易每年可给

世界经济造成多达2万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这种损失很难精确量化。46 2015

年，仅假冒和盗版一项的获利估计就高

达1.77万亿美元，47 接近世界商品贸易

总额的10%。48

世界经济论坛“应对非法经济元理

事会”（Meta-Counci l  on the I l l ic i t 

Economy）出版的《非法经济状况报

告》提供了一系列利用技术改进解决这

一难题的建议方法：

 – 大数据。相关金融机构、汤森路透基

金会和纽约检察机关通过多方合作，

已经成功发现了性人口贩子的踪迹。49

 – 卫星追踪。“关注海洋”项目是一个由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支持建立、帮助

各国政府监控全球海洋的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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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资产泡沫的风险等级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颜色越深，关注度越高。

目前正帮助解决非法捕鱼问题。50

 – 众包。“全球森林监察”系统目前正结

合大数据和卫星追踪技术，利用众包

模式帮助监测非法森林作业，整合所

获影像资料，提供世界森林实时数

据。51

 – DNA分析。一个地球生命基因库目前

正被用于检测食品造假，52 而若干法

医实验室则能够从盗猎所得象牙找到

具体的被害大象。53

 – 加密。加密技术既然可以被有组织犯

罪分子用于逃避侦查，同样也可以用

来确保执法组织与私营部门之间信息

的安全共享。

私营公司固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

保护它们的生意、形象或财产，但对于

那些想要有效防范国家治理失败风险

的企业来说，最终还是需要找到促进整

体状况改善的途径。比如，可以通过积

极推介国际最佳实践、体制和标准，为

政治领导者们树立榜样；还可以设法同

政府和民间团体展开协作，制定出更连

贯的政策和智能型治理策略。很明显，

解决问题单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企

业界的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觉悟。相关

的讨论应该跳出政治承诺的圈子，让公

共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建立起合

作关系，共同制定计划和建立机制，遏

制违法贸易的猖獗势头。

资产泡沫

资产泡沫被11个主要位于欧洲和亚

洲的经济体的企业高管视为最大隐患，

同时被GDP之和超过全球总额一半的

40个国家列为五大风险之一（图4.5）。

资产泡沫的破灭不只会影响到投机商

的利益，更会打击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各

个企业，特别是在杠杆式投机操作通过

银行系统产生大范围不良影响的时候。

企业一旦丧失信心，消费、收入和投资

会跟着下滑，从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

退。

举一个例子，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

索就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大

面积违约，以及相关证券价值的损失。

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在

30个月内让美国股市蒸发了5万亿美元

的财富（相当于美国年均G D P的一

半）。54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不动产泡

沫和股市泡沫双双破灭后，经历了长达

20多年增长低迷的通货紧缩期。

近期全球经济的发展使泡沫产生

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都加大了。在许多

国家，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采取

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最大程

度缓解衰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

是，随着衰退后增长的难度加大，各国

维持甚至加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

率诱使投资者四处逐利，从而营造了一

种非常有利于泡沫产生的市场氛围。如

果现在另一次泡沫崩溃发生在一个主要

经济体，危害将特别巨大，因为疲软的

复苏和高水平的政府债务意味着已经没

有多少政策空间来进一步刺激经济了。

因为总会听到“这次不一样”的说

法，所以人们永远无法确定资产泡沫是

否已经出现，即使它们正在堆积膨胀。

尽管如此，当我们试图评估泡沫破灭的

风险时，仍可以分清三类潜在的泡沫：

 – 股市泡沫。这些泡沫往往是低利率的

副产品，因为投资者相信，比起固定

收益资产，股市能让自己赚到更多的

钱。公司们可以凭借它们的高估值股

本大搞跨国并购，但当泡沫破灭时，它

们反过来又会变成其他国家公司的兼

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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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在被吹大时

虽然会抬高办公楼和工厂场地的使用

价格，但一般不会让公司们过于担心。

然而，由于银行在房地产金融领域扮

演着主要角色，所以房地产泡沫一旦

崩溃将会给企业融资造成灾难性影

响。最近的爱尔兰就是一例：随着银

行陷入困境、信贷完全枯竭，各公司

的运转资金都成了问题。

 – 政府债券泡沫。政府债券的价值可能

会因为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式购买以

及私营银行对流动性日益增长的需求

而被夸大。价格被推高，收益就会相

应下降，促使投资者转向回报率更高

的企业债券市场，从而又提升了企业

债市的泡沫风险。在短期内，这对发

债企业可能是个好消息，但随着量化

宽松计划的结束，企业的融资难度会

迅速加大。一些观察家已经开始担

心，目前的市场结构能否应付可能触

发金融市场严重波动的债券需求的大

幅变化。

这三类泡沫中任何一个崩溃，都会

把经济拖入衰退。对于面向客户又缺乏

地区或全球多元性的企业来说，这是一

个难以轻易消除的隐忧。除了通过发行

长期债券等措施强化资产负债表以及

保持足够信贷额度之外，多数缓解机

制，如结成联盟共同开发更多元化的市

场等，相比之下更具有战略性，而且会

对商业模式产生影响。

从政策角度看，一些研究提出，金

融市场的发展——整合度的提高、交易

技术的升级和套利障碍的消除——可

能增加泡沫的发生率。55 从根本上重新

考量法规和合同设计，对于接受泡沫不

可避免的事实并限制它们的作用范围或

许是必要的。

网络攻击

从个人理财到企业经营，再到国家

基础设施，公共和私营服务及设施越来

越处于某种形式的计算机网络的管理

之下，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攻击。“物联

网”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但在带来新便

利的同时，它也给人们带来新的弱点以

及相互关联的后果。最新的技术进步已

经带来诸多方面的好处，但同时也向日

益猖狂的网络攻击敞开了门户。这些攻

击包括经济间谍活动、网络犯罪甚至国

家资助的攻击行动，攻击目标越来越指

向公司企业（图4.6）。据美国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C S I S）和迈克菲公司

（McAfee）估测，2014年仅网络犯罪

一项，就给全球经济造成4450亿美元

的损失。56 随着手法越来越复杂、形式

越来越新奇、作用越来越持久，网络攻

击已经影响到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

业，给企业带来形象上的、经济上的和

法律上的后果。2014年，重大网络攻击

案件数量急剧增加，2015年继续保持

增势，毫无减慢迹象。

高管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将网络攻

击视为头号风险的经济体有8个：爱沙尼

亚、德国、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新加

坡、瑞士和美国。其中至少有两个国家的

公共部门近期受到网络攻击的干扰，一

个是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OPM），另一

个是日本年金机构（JPS）。2015年《财

富》世界500强CEO调查也发现，受访

CEO们普遍认为网络安全是他们所在公

司面临的第二大挑战。57

由于犯罪分子总是能迅速找到新

的作恶手段，网络攻击的花样不断翻

新，从而使发现和应对攻击的努力变得

难上加难。

图4.6：网络攻击的风险等级

资料来源：2015年高管意见调查，世界经济论坛。

注释：颜色越深，关注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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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认识的贫乏、技术人才的欠

缺和安保能力的不足，不时制约着企业

的努力，以致其发展预防和应对手段的

步伐总是难以赶上网络攻击的演化速

度。CEO们都担心网络风险会愈演愈

烈，但是应对网络风险的主管权和责任

归属却不是很明确。谁是公司里真正的

风险责任人？虽然有CISO（首席信息安

全官）、CFO（首席财务官）、CEO（首席

执行官）、CRO（首席风险官）等许多

“C”字头的主管，但他们彼此间有着不

同却又相关的利益，而且遗憾的是，他

们往往不能对风险进行综合考量，或者

不能在风险管理上进行有效合作。因

此，明确在应对网络风险方面的角色和

责任至关重要。

过时的法律法规不仅抑制了政府

捉拿犯罪分子的能力，而且会妨碍政府

工作提效增速，使之无法及时制定和实

施能够反映不断发展的现实的法律法

规。由政府资助的经济间谍活动所带来

的复杂威胁，也让很多商业企业防不胜

防，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指望其他国家

政府出手干预。二十国集团（G20）最近

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但大受欢迎的表

态：各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强调，“任何国

家都不应当为获取公司或商业部门竞争

优势，而采取或支持窃取信息通信技术

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和其他商业机

密”。58

企业界越来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它们不可能预防所有网络攻击的

发生。预防攻击的难度丝毫不小于识别

和有效缓解它们的难度。由于攻击者利

用的网络漏洞和攻击手法类型各异，很

多攻击和入侵行为并不会被立即发现，

有些要过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被人们察

觉。因此，努力重点应放在优化早期发

现、应对和恢复机制上，以减轻和更好

地处理攻击后果，降低损失并确保企业

运转的继续。

同时，企业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打击网络犯罪不能仅靠一己之力。

虽然企业可以遵循行业惯例或采用适合

自己的方式应对网络犯罪，但贯穿整个

价值链的协同作战（因为攻击可以通过

供应体系实施）以及与执法机关的合作

同样很有帮助。不过，公私合作因为缺

乏互信和各行其是而受阻也是常有的

事。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担心自身信息

和行动被泄露给竞争对手或执法部门。

另一方面，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首要

利益诉求可能并不一致，前者关心的是

尽快恢复网络和企业经营的正常运转，

而后者关心的则是逮捕并起诉犯罪分

子。除以上所提之外，政府在打击网络

犯罪方面还应兼顾对加强网络安防能

力和对发展网络攻击武器的投入。

结论

应对全球风险超出了单个企业的能

力范围。企业应加强它们的御险能力，

确保自身能在面临风险时正常运转和继

续生存。与此同时，公私部门行为者之间

的合作正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比

如，通过合作能够制定更有效的预防网

络犯罪的方法，建立适用于政府和企业

的网络安全行为规范，确定国际通行做

法并建立行业准则。最重要的是，企业

可以借此找到与政府合作应对全球风

险的新方式，这也是企业的关键利益所

在。从能源安全到失业，很多风险只能

通过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联合行动才能加

以有效应对。这种合作需要企业与其他

利益相关方明确主要风险和相关利益诉

求，以及应对风险所需的高度一致的行

动步调和可靠有力的协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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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版《全球风险报告》探讨了

全球风险正在怎样以全新的、有时甚至

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得日益紧迫。从

气候变化到改善水治理的迫切性，从大

规模非自愿性移民到通过第四次工业革

命推动经济复苏，全球风险正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以及公共机构和经济体的运

转。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应只是减缓风

险，更要适应风险并打造抵御风险的能

力。认清全球安全格局的驱动因素、提

高治理水平以及加强政策的灵活性正

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更好理解新的

安全格局和技术变化将如何影响国家、

经济和百姓生活，是制定可持续、有弹

性的经济增长战略和构建稳定社会的

关键所在。

全球风险非一方力量所能应对，必

须依靠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协同行动。这

也是过去十年的全球风险系列报告着重

传达的一个信息。在全球风险所涉及的

各个领域找到各方共同利益并调准优先

努力方向，是通过合作落实行动的第一

步。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帮助人们认识

到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催生一种打造更

强御险能力的紧迫感，激发旨在实现更

美好未来的变革热情和具体行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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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

全球风险是指一种不确定的事件或情形，这种事情或情形一旦发生，将在未来十年对多个国家或行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附录A：2016年全球风险和趋势说明

全球风险 说明

经
济
类
风
险

主要经济体的资产泡沫
主要经济体或地区内的商品、房屋、股票等资产价格过高且不可
持续

主要经济体的通货紧缩 主要经济体或地区内长期保持超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状态

金融机制或机构崩溃
一个金融机构和（或）一个低效运作的金融系统崩溃，进而影响到
整个全球经济

关键性基础设施失灵/不足
对基础设施网络（例如交通和通信）的投资、升级和安全保障不
够，致使其失灵或崩溃，并影响到整个系统。

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危机 过度的债务负担导致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和（或）流动性危机

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 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或者没有充分利用就业人口的生产能力

违法贸易（例如，非法资金流动、逃税、贩卖人口、
有组织犯罪等）

法律框架之外的大规模活动，例如违法现金流、逃税漏税、偷渡人
口，制假和有组织的犯罪破坏了社会互动，地区和国际合作以及去
全球经济增长

严重的能源价格波动（上升或下跌）
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或下跌会给高度依赖能源的行业和消费者带
来更大经济压力

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主要经济体内货物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并失去控制

环
境
类
风
险

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风暴等）
极端天气事件给基础设施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并使人员和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不力
政府和商界未能采取或制定有效措施保护民众，帮助受气候变化
影响的企业实现转型

主要区域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陆地
或海洋）

生物多样性丧失给环境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导致人类以及渔
业、林业、制药业等产业的资源严重枯竭

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磁暴）
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滑坡、海啸或地磁暴等地球物理灾害给基础
设施和环境带来严重破坏，并使人员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人为环境灾害（如石油泄漏、放射性污染等）
重大人为灾难的防控不力，对生命、人类健康、基础设施、财产、经
济活动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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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 说明

地
缘
政
治
类
风
险

国家治理失败（如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 
免罪、政治僵局等）

国家治理失败（如腐败、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免罪、政治僵局
等）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间冲突
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争端升级成为经济（如贸易/货币战、资源国
有化）、军事、网络、社会或其他冲突

大规模恐怖袭击
怀有政治或宗教目的的个人或非国家组织成功造成大规模人员或
财产损失

国家解体或危机（如国内冲突、军事政变、国家 
治理失败等）

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国家因为国内暴力、地区或全球局势不稳、
军事政变、国内冲突、国家治理失败等因素解体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核、化学、生物、放射性技术和材料的使用可能引发国际危机和造
成重大破坏

社
会
风
险

城市规划不当
对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配置的规划不当使社会、
环境和医疗卫生体系面临挑战

粮食危机
在较大范围内，人们无法通过足够的、经济的或可靠的途径获取适
当数量及质量的食物和营养物

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 冲突、灾害、环境或经济原因引发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浪潮

影响深远的社会不稳定
重大社会运动或抗议活动（如街头骚乱、社会动荡等）破坏了政治
或社会稳定，对民众和经济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传染性疾病迅速、大规模扩散
由细菌、病毒、寄生虫或真菌引发的传染性疾病（比如因为它们对
抗生素、抗病毒药物或其他医疗方法产生耐受性）失控传播，导致
大范围死亡和经济混乱

水资源危机
淡水的可用质量和数量显著下降，对人类健康和（或）经济活动产
生有害影响

技
术
风
险

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
技术进步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负面后果，例如人工智能、地球工程
和合成生物学，造成对人类、环境和经济的破坏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崩溃
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卫星等）和网络发生系统性故
障，对工业生产、公共服务及通信造成负面冲击

大规模网络攻击
由国家支持的、与国家相关的具有犯罪或恐怖主义性质的大规模
网络攻击导致某处基础设施瘫痪和（或）互联网公信力丧失。

重大的数据欺诈/窃取事件
对私人或官方数据的恶意利用或在国家支持下的非法利用达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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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趋势”指正在发生的一种长期性规律，这种规律有可能放大全球风险和/或改变全球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

趋势 说明

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和中老年人死亡率的双双下降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日益迈
向老龄化

国际治理格局不断变化
全球或地区制度、协议或网络（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格局
发生变化

气候变化
除气候自然波动之外，人类活动对全球大气成分的改变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气
候变化

环境恶化
空气、土壤和水的质量因为周围环境中污染物浓度过高以及其他活动和流程而
恶化

新兴经济体中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新兴经济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增加

民族情绪与日俱增
各国国民和政治领导人所抱有的能够影响本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立场的民族情
绪上升

社会日趋两极
因为分散或者极端的价值观、政治或宗教观点，无法在国内就关键问题上达成
一致

慢性病增多
非传染性疾病（或称慢性病）的多发导致医疗支出长期居高不下，从而可能抵消
社会在延长民众预期寿命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方面刚刚取得的成果，同时给
经济带来严重负担

网络依赖性加剧 由于人、物和组织之间数字连接日益紧密，网络依赖性加深

地理流动性加强 因为交通运输方式更加快捷高效、障碍减少，导致人和物的流动加强

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 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加大

权力更迭
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主体和个人、从全球层面向地区层面，以及从发达国
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城市化 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导致城市规模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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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和方法

定义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基于去

年采用的同样方法制作而成，因此结果

在很大程度具有可比性。报告对全球风

险和趋势采用了以下定义：

全球风险：一旦发生即可在未来十

年内对若干国家或行业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的一桩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趋势：目前正在形成并且可能帮助

加剧各种全球风险或改变它们之间关

系的一种长期格局。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所评定的风

险和趋势名单略有调整。“违法贸易”风

险被抽离“国家治理失败”风险，成为

一种单独的经济类风险。此外，原有的

“技术的大规模和广泛滥用”（例如3D

打印、人工智能、地球工程、合成生物学

等）风险被修正为“技术进步带来的负

面效应”风险。每一种风险的定义也得

到了复审。.

下节内容将就该调查及其方法做

更详细的介绍。

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全球风险认

知调查（GRPS）是本报告评估全球风

险的主要工具。最新的调查进行于2015

年9月中至10月底期间，调查对象是世

界经济论坛多方利益相关者社区中来自

商界、政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

组织的领导者。

为了保证反馈数据的总体质量和完

整体，调查人员剔除了不合要求的反馈

结果。所有完成率低于50%的问卷均被

作废，从而使有效反馈结果从933份减

少到742份。分别有3名和49名受访者没

有提供其性别信息和职业信息，但仍可

从他们提供的其他信息中分别推断出全

部3人的性别和39人的职业。同样，对

于92名没有说明自己所在地区的受访

者，可以根据他们的居住国人工将其中

77人归入相应地区。

图B.1展示了被留作有效样本的742

名调查对象的简要情况。为了听到年轻

人的声音，调查还专门关注了世界经济

论坛的全球杰出青年社区。1本次调查

中，30岁以下的受访者占到了所有受访

人数的四分之一稍强。

图B.1：全球风险认知调查样本构成

资料来源：2015年全球风险认知调查。

注释：图中统计结果全部基于有效受访人数得出：性别：742名受访者；专业背景：726名受访者；所属机构类型：732名受访者；年龄分布：742名受访者；所在地区：727名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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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2016年全球风险格局（图1）

调查人员要求受访者评估29种风

险中每一种的发生概率和全球影响力。

针对每一种风险，调查的问题是，“这种

风险今后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概率

有多大？”以及“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

实，预计其会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此处的“影响”是指包括经济后果在

内的广义的影响）？”。受访者的回答被

分成从1（代表“发生概率非常低”或

“影响力小”）至7（代表“发生概率非常

高”和“影响力大”）的若干个等级。

受访者如果觉得无法就某个问题给

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在答题选项中

选择“不知道”，也可以留空不选。对于

每一项风险，所有那些只评估了发生概

率或只评估了影响力的不完整答卷会被

作废。在此基础上，可以算出29种全球

风险中每一种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的简

单平均值。用公式表示，任何一项给定

风险i的发生概率（用likelihoodi表示）和

影响力（用impacti表示）分别等于：

其中，Ni表示任何一种风险i所对应

的受访者人数，而 l i k e l i h o o d i , n和

impacti,n分别代表任何一个受访者n就

任何一种风险 i的发生概率和影响力为

其打出的从1到7不等的分值。

2016年全球风险关联图（图2）和

2016年风险－趋势关联图（图4）

为了绘制本报告第一部分中的全球

风险关联图，调查问卷对受访者提出的

要求是：“在你看来，哪些风险之间的关

联性最强？请从下列29种风险中选出最

少3对、最多6对风险（某一种风险可与

其他28种风险中的任何一种相互关

联）。”

同样，为了完成2016年风险—趋势

关联图，受访者必须选出最多3种他们

认为对于制定未来十年全球议程至关

重要的趋势，以及其中每一种趋势诱发

的3种风险。具体而言，第一个问题是，

“在下列趋势中，将影响未来十年全球

发展的最重要的3种趋势什么”；第二个

问题是，“请分别针对前面所选3种趋势

中的每一种，从下列风险中选出3种最容

易由其诱发的风险”。就这样，所获得的

反馈信息被用来绘制成了2016年风

险—趋势关联图。

在这两种情况中，每一对组合被提

及的次数首先形成一个值，然后用这个

值除以被提及最多的风险组合的被提

及次数，得出一个比率。最后一步是求

出这个比率的平方根，以便尽量消除长

尾效应（比如一些很强的关联性，以及

很多极弱的关联性），使那些最弱的关

联性之间的差异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在

可能获得的总共406对风险组合中，有

167对，即41％没有被受访者提及。同

样，在377对可能的趋势—风险组合中，

有33对，即9%未被提及。在公式中，以

interconnectionij表示的任何一种风险i
和任何一项风险 j之间（或任一趋势i和

任一风险j之间）的关联强度等于：

其中，N代表受访者人数。

pair ij,n是个变量，当任何一个受访

者n在他（她）的选择中纳入了任一风险i
和任一风险j的组合时，其数值就是1；如

果没有人选择该组合，此数值就是0。关

联值决定了图中每条连线的粗细程度，

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组合的连线最粗。

在全球风险格局和风险—趋势关

联图中，每一种风险的大小随着代表它

们的中心点的“加权关联度”而变。此

外，在风险—趋势关联图中，每一种趋

势的大小代表了受访者对它影响全球发

展的重要性的看法（即上述对关于趋势

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最明显的趋势

也就是被认为在影响全球发展方面最

重要的趋势。

全球风险—趋势关联图中各个中心

点的位置，是采用ForceAtlas2算法排定

的。ForceAtlas2是一种在Gephi软件上

执行的力导向布局算法，可通过模拟物

理粒子运动使边长度和边交叉最小化。2

2016年最受关注的全球风险（图1.2）

虽然本报告关注的全球风险通常以

10年为周期，但问卷要求受访者列出的

最受关注风险却涉及两个不同的时间

段；18个月和10年。为了确定本报告第

一部分中所描述的全球五大最受关注

风险，问卷对受访者提出如下要求：“在

本次调查中，我们关注的是今后10年内

的风险。但在这个问题中，请分别选出你

认为将会在今后18个月内和10年内最受

关注的5种风险。”

对于29种风险中的任何一种风险i，

我们求出了那些关注该风险的受访者占

全部受访者（N = 742）的比例，即ci,n ∈ 

{0,1}，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如果任何一个受访者N将任

一风险i选定为一种受关注风险，则ci,n

等于1，否则为0。受访者关注比例最高

的5种风险即为最受关注风险。

2016年发生概率最高的全球风险：

地区视角（图3）

调查人员要求受访者列出最多3种

最有可能发生在自己所处地区的风险。3

对于29种风险中任何一种风险i，我

们求出了那些认为该风险最有可能发生

在自己所处地区r的受访者（Nr）占全部

受访者的比例，即l i,n ∈ {0,1}，计算公式

如下：

其中，如果任何一个受访者N选择

了任一风险i，则li,n等于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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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高管意见调查和商界有关最关注的全球风险对其

业务影响的看法

自1979年以来，世界经济论坛每年

都会进行高管意见调查（EOS）。这项

调查获得了范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

方面的宝贵信息。在2015年的最新调查

中，来自140个经济体的1.3万多名公司

高管接受了访问。4

这次调查于2015年2月至6月间进

行，问卷中第二次加入了有关最受关注

风险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受访者需要

选出5种今后10年中，他们在本国经商

时最关注的全球风险。

EOS列出的28项全球风险来自于

《2 0 15年全球风险报告》，而且与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几乎相同。

（可参见附件B比较两个版本中，全球

风险的不同之处）EOS和全球风险认知

调查（GRPS）两项调查的受访者样本

在数量和特点上存在很大区别：GRPS

的调查对象是代表多个利益群体的专

家，而EOS针对的则是公司高管。EOS

的结果提供了一个补充视角，那就是商

界人士如何看待全球风险对他们经营

的影响。

正式来说，对每个国家（j）而言，受

访者选择每一项全球风险（i）的比例

是：

Nj代表国家（j）的样本数量 ，nij代

表选择风险i作为他们在本国（j）经商时

最关注的五大风险的受访者数量。Cij代

表在国家j选择风险i的受访者比例。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 http：

//wef.ch/risks2016 查询单个经济体和

地区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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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全球杰出青年社区（Global Shapers Community）是一个全球性网络，由具有非凡

才干和成就、并为推动当地社区发展做出贡献的青年才俊建立和领导的众多“分社

区”组成。参见http：//www.weforum.org/community/global-shapers。

2 参见 Jacomy et al. 2012。

3 受访者可以从下列地区中选择他们所在的地区：欧洲、中亚和俄罗斯、东亚和太平

洋、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北美洲和大洋洲。

4 有关调查的更多内容，可参见 Browne et al. 2014。

参考文献

Browne, C., A. Di Battista, T. Geiger, and T. Gutknecht. 2014.“The Executive 
Opinion Survey：The Voice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75–85.

Jacomy, M., S. Heymann, T. Venturini, and M. Bastian. 2012.“ForceAtlas2： A 
Continuous Graph Layout Algorithm for Handy Network Visualization”.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92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通过研讨会、

小组电话会议及研究等方式，吸纳了多

方观点、想法和个人见解。在此，世界经

济论坛向所有参与该项目并为全球风险

问题殚精竭虑的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没有他们的指导、支持和贡献，我们不

可能成功编写出本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要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

伴威达信集团公司（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和苏黎世保险集团（Zurich 
Insurance Group）的指导、投入和支持。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和宾夕法尼

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决策过程

研究中心（Wharton Risk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Processes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我们的

学术顾问。

在世界经济论坛，这个项目由Margareta 
Drzeniek Hanouz和2016年全球风险报

告团队领导，其中包括Gaëlle Marti（项目

经理）、Caroline Galvan（内容指导）、

Ciara Browne（合作伙伴），以及 Attilio 
Di Battista和 Stéphanie Verin。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由指导委员会

（S t e e r i n g  B o a r d）、咨询委员会

（Adv i so r y  Boa rd）和激活委员会

（Activation Board）代为管理，它们都

为报告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指导。

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

John Drzik, President, Global Risk and 
Specialties, Marsh, United States 
Richard Samans, Head of the Centre 
for the Global Agenda, Member of the 
Managing Bo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Switzerland
Cecilia Reyes, Chief Risk Officer,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witzerland

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

Rolf Alte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Mario Blejer, Banco Hipotecario SA 
Winnie Byanyima, Oxfam International 

致谢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93

Marie-Valentine Florin, 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 (IRGC) 
Steven Ko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lian Laird, Oxford Martin School
Pascal Lamy,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Ursula von der Leyen, Federal Minister 
of Defence of Germany
Maleeha Lodhi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Erwann Michel-Kerjan, Wharton Risk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Processes 
Cen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icolas Mueller, Federal Chancellery 
of Switzerland
Moisés Naí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onathan Ostr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nuel Pulgar-Vidal Otalora, Minister 
of Environment of Peru
Nouriel Roubini, New York University 
Anders Sandberg, University of Oxford 
Richard Smith-Bingham,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Michelle Tuveson, Centre for Risk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Steve Wilson,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andra Wu Wen-Hsiu, Japan Asia 
Group Limited

激活委员会成员包括：

Laura Castellano,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witzerland
Jason Groves,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United Kingdom Gregory 
Renand, Zurich Insuranc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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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Osipyants,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witzerland
Stephen Szaraz,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United States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

战略合作伙伴

内容指导合作伙伴

Richard Smith-Bingham, Director, 
Global Risk Center,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United Kingdom
Steve Wilson, Chief Risk Officer, 
General Insurance,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witzerland

威达信集团公司

（除上述名单以外的人员）

Ralph Bone
Johnny Chan
Jay Doherty
Evan Freely
Bruce Hamory
Patrick Howell-Day
Chris Lang
Oscar Lee
Holly Meidl
Maurizio Quintavalle
Daniel Radov
Chris Smy
Alex Wittenberg

苏黎世保险集团

（除上述名单以外的人员）

Daniel Eherer
John Scott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学术顾问

（除上述名单以外的人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

Tan Chorh Chuan
Ho Teck Hua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

Ian Goldin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

与决策过程研究中心

Howard Kunreuther

项目团队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报告做出的

个人贡献：

提示

提示1.2：Bernice Lee，世界经济论坛

提示1.3：Sara Pantuliano and Caitlin 
Wake，海外发展研究所

提示1.4：Thierry Geiger，世界经济论坛

提示1.5：风险和抵御力全球议程委员会

提示2.1：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安全团队

提示2.2：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安全团队

提示2.3：Peter Maurer, 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ICRC) 
提示2.4：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安全团队

提示2.5：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安全团队

提示3.1.1：世界经济论坛社会与创新团队

提示3.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Guillaume Lafortune团队

提示3.2.1：世界经济论坛环境团队和

Lorin Fries
提示3.2.2：世界经济论坛环境团队

提示3.3.1：Olivier Oullier，世界经济论坛

提示3.3.2：Jeremy Farrar, The 
Wellcome Trust and Stéphanie 
Cristin, 世界经济论坛

提示3.3.3：Priya Basu，世界银行

第二部分：安全：2030年安全展望

尤其要感谢参加“2030年安全展望”倡

议研讨小组的成员，包括全球杰出青年

社区成员的特殊贡献。参与人员完整名

单请参考本节末尾部分。

第四部分：深入研究

Unemployment or Underemployment：

Saadia Zahidi, World Economic Forum 
Energy Price Shocks to the Global 
Economy：Espen Mehlum, World 
Economic Forum
Failure of National Governance：Karen
Wong, World Economic Forum
Asset Bubble：Michael Drexler, World
Economic Forum
Cyberattacks：Ushang Damachi, World
Economic Forum

项目团队特别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报告

做出的贡献：

Charles Baubio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 Planetary Skin Institute 
and Space Time Ventures; Celine 
Charveriat, Oxfam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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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ce of Germany; Step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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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and Laura Wellesley, 
Chath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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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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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oslav Dusek; Espen Barth Eide; 
Diana El-Azar; Paolo Gallo; Julien 
Gattoni; Malte Godbersen;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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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ie Kanza; Anja Kaspersen; Martina 
Larkin; Helena Leurent; Emma Loades; 
Fon Mathuros Chantanayingyong; 
Adrian Monck; Olivier Oullier;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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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s; Olivier Schwab; Murat 
Sönmez; Mark Spelman; Terri Toyota; 
Akira Tsuchiya; Jean-Luc Vez; Dominic 
Waughray; Alex Wong; Justin Wood; 
Saadia Zahidi; and Alois Zwinggi.

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媒体团队

Oliver Cann and Laura Clementi.

制作团队

David Bustamante; Marta Chierego; 
Kamal Kimaoui,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Peter Grundy, Designer, 
Hope Steele, Freelance Editor; Moritz 
Stefaner, Freelance Information 
Visualizer; and Andrew Wright, 
Freelance Writer.

项目团队对以下世界经济论坛同仁在

《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整个制作期间

提供的建议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Marisol Argueta de Barillas; Adeyemi 
Babington-Ashaye; Giancarlo Bruno; 
Caterina Clifone; Gemma Corrigan; 
Alexander Crueger; Diane Davoine; 
Dessislava Dimitrova; Sean Doherty; 
Lisa Dreier; John Dutton; David 

Gleicher; Stefan Hall; Tatiana 
Kalashnikova; Andrej Kirn; Isabelle 
Lecouls Carbonnier; Emma Loades; 
Muireann Mageras; Alan Marcus; Viraj 
Mehta; Stephan Mergenthaler; Fulvia 
Montresor; Marie Sophie Müller; Alex 
Mung; Sarita Nayyar; Derek O’Halloran; 
Bernhard Petermeier; Florian Reber; 
Sophia Sandström; Jim Snabe; Paul 
Smyke; Lisa Ventura; Jean-Luc Vez; 
Regula Waltenspuel; Bruce Weinelt; 
Shannon Wells; and Alex Williams.

项目团队感谢参加2015年全球风险认

知调查的742名受访者，没有他们的参

与我们不可能成功编写出本报告。

项目团队感谢全球议程理事会“风险与

抵御力”专题小组和“地缘经济”专题小

组成员为报告所做出的贡献。

风险与抵御力全球议程理事会：

Lauren Alexander Augustin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tanley M. 
Bergman, Henry Schein; Michael 
Berkowitz, Rockefeller Foundation; 
Edwin Macharia, Dalberg Global 
Development Advisers; Victor Meyer, 
Deutsche Bank; Paul Nicholas, 
Microsoft Corporation, Kirstjen Nielsen, 
Center for Cyber and Homeland 
Security; Satoru Nishikawa, Japan 
Water Agency (JWA); Yuichi Ono, 
Tohoku University; Sara Pantuliano,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Joe 
Ruiz, The UPS Foundation; Armen 
Sarkissian, Eurasia House
International;; Dan Smith, International 
Alert; Elizabeth Hausler Strand, Build 
Change; Jaan Tallinn,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 Michael 
Useem, Wharton School; Nick 
Wildgoose, Zurich Insurance Group; 
and Alexander Wolfson, Citi.

非法经济跨界理事会 
Adam Blackwell, William J. Perry 
Center for Hemispheric Defense and 
Security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USA; Wolfgang Goetz,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 (EMCDDA);
Steven Simske,Hewlett-Packard 
Company; Rolf Alte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ns J. Schwab, 
Tech Trace SA; Dimitri Vlassi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Christina Bain, Babson 
College; Anton Du Plessi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 Steven  Broad, 
TRAFFIC International; Raymond
Bake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Jean-Paul Laborde, United Nations; 
Jay Cziraky, North Degrees; Linah K. 
Mohohlo, Bank of Botswana; 
Gaozhang Zhu,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 Laura Lane, UPS; 
and Alan D. Cohn,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项目团队感谢那些积极参加研讨会，为

报告的完成做出宝贵贡献的人士：

参与《2016年全球风险报告》研究小

组的有（除上述名单以外的人员）：

Abdulla Al Basti, The Executive Office, 
Government of Dubai; Saeed Al 
Nazari, The Executive Office, 
Government of Dubai; Carl Benedikt 
Frey, Oxford Martin Programme on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Bastian 
Bergmann, ETH Risk Center; Yves 
Daccor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Tina Fordham,
Citi; Cameron Hepburn,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University 
of Oxford; Evgueni Ivantsov, European 
Risk Management Council; Moncef 
Klouche, The Executive Office, 
Government of Dubai; Alexander 
Leveringhaus, Oxford Institute for 
Ethics, Law and Armed Conflict, 
University of Oxford; Robyn Norton, 
The George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University of Oxford; Herbert
Oberhänsli, Nestlé; Kazem Rahimi, The 
George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University of Oxford; Claudette 
Thompson, Cabinet Office; Barry 
Vaughan, Department of Taois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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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exander Weis, Royal College of 
Defence Studies.

参与2015年全球议程峰会闭门会议的

个人有：

Sanjay Bhatnagar, WaterHealth 
International (GAC Water); Juan Carlos 
Castilla-Rubio, Planetary Skin Institute 
and Space Time Ventures (GAC 
Forests); Céline Cousteau, 
CauseCentric Productions Inc. (GAC 
Oceans); J. Carl Ganter, Circle of Blue 
(GAC Water); Sturla Henriksen, 
Norweg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 
(GAC Artic); Renat Heuberger, South 
Pole Carbon (GAC Climate Change); 
Naina Lal Kidwai, HSBC Asia Pacific 
(GAC Water); Michael Lodge, General,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GAC 
Oceans); Nick Mabey, Thir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ism (GAC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Adil Najam,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GAC Climate Change); Oyun 
Sanjasuuren, Member of Parliament of 
Mongolia (GAC Water); Greg Stone,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GAC 
Oceans); John Tanzer, WWF 
International (GAC Oceans); Mead
Treadwell, LLC (GAC Artic); Gary White, 
Water.org (GAC Water); and Jan- 
Gunnar Winther, Norwegian P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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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30年安全展望”研究小组的有：

Hafsat Abiola-Costello,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Ogun; Yoshihiko Ai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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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lfi, Basel Institute 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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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 Alanoud Al-Sabah, Ku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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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knavičius, Ministry of Defence of 
Lithuania; Patrick Allman-Ward, Dana 

Gas PJSC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reas Alnes, Statkraft AS; Suad 
Alshakrani, Bahrain Mumtalakat
Holding Company BSC (c); Husodo 
Angkosubroto, PT Gunung Sewu 
Kencana; Rashyid Redza Anwarudin, 
Sime Darby Berhad; Doug Arent,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Jon Arons, FTI Consulting;
Nigel Aston, Amadeus IT Group SA; Ida 
Auken, Parliament of Denmark 
(Folketinget); Dionysia-Theodora 
Avgerinopoulou, Circle of the 
Mediterranean Parliamentarian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nit Avni, 
Just Vision; Bahruz Bahramov, State 
Oil Fund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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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 PT; Anat Bar-Gera, Yoo 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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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inka Barysch, Allianz SE; B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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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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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Boutelle , CISCO; Ernest 
Bow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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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tel-Lucent; Binta Brown, Fermata 
Entertainment; Juan Carlos Pinzón 
Bueno,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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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Not-for- Profit Law; 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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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Corina 
Calugar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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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cional SA ; Jain Chaitan, IATA; 
Kamala Chandrakiran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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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Jackie Cilliers, IIS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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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D. Cohn,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Jean Francois 
Condamine, UPS United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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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Rafael Fernandez de Ca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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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ishan 
Degnarain, Mauritius Government; Susi 
Dennis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Ghislain Desjardins, 
DuPont Products SA United Arab 
Emirates; Edmund DiSanto, American 
Tower Corporation; Dino Patti Djalal,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Republic of 
Indonesia; Erika Dominguez, Sixsigma 
Networks México; Stephen C. 
Donehoo, McLarty Associates; Kathryn 
Dove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Richard Dowdon, Royal 
African Society; Florin Druga, 
Roman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Anton 
du Plessis, IIS South Africa; Anthony 
Dworki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oby Edwards, Agility;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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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 to UN; Dominic Emery, 
BP Plc; Arnaud Erbin, GDF SUEZ; 
Jonathan Eyal, Royal Unit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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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 Jesse Grossman, 
Community Bucket; Jean-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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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 Hirani, DuPont Products SA 
United Arab Emirates; Bill Hughes, 
TIBCO Software Inc.; Jonathan Ibbott, 
XL Catlin; Ahmad Iravan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slam and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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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场景方法研究小组构成

注释：总共有10个研究小组，共281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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